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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破解团队决策的迷思


  你完成上一个项目所花的时间是否大大超出了你的预期？如果是，那么你就已成为规划谬误（planning fallacy）的牺牲品。也就是说，你以为自己能以比实际快得多的速度完成工作任务。


  你是否特别有信心地认为，你的朋友也会喜欢最近让你神魂颠倒的那部电影？如果是，那么你就已落入自我中心偏差（egocentric bias）的魔爪，想当然地以为你喜欢什么，别人也会喜欢什么。


  人们往往不做长远考虑，过度害怕损失，往往表现出不切实际的乐观态度，往往做出自私自利的判断（“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还往往面对风险不知所措，应对失据。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我们每个人——作为个体——会把自己搞得麻烦缠身，焦头烂额。


  在过去几十年里，关于人们如何思考、行动以及为什么偶尔会捅个娄子，我们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行为科学家已经证明，没有人类犯不了的错。当然，这个观点本身不是什么新东西。重要的内容藏在细节里——我们到底会犯哪些错误，为什么会犯这些错误。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社会科学家将思维分成了两种形式：快速和慢速［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有关这一话题的著作最为精彩］。[image: ]根植于被行为科学家经常称为系统1的快速思维，反应迅速，自动响应，情绪化而且凭直觉行事。而以所谓系统2为基础的慢速思维，则缓慢，精于算计，深思熟虑。如果我们想知道应该做什么，尤其是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局势时，系统1是不可靠的（虽然依靠它赶紧从麻烦中脱身倒也不赖）。如果系统2运转良好，慢速思维就会扮演重要的卫士角色（因为通过计算），而且往往能够给出恰当的解决方案。不幸的是，负责拍板的往往是系统1，所以它要为人们犯下的许多错误负责。


  个人是这样，那么群体呢？在本书中，我们将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群体是否总能纠正个人的错误？我们的回答也很简单：不能。不但不能，群体实际上总是会把这些错误放大，这类事情太常见了。就拿规划谬误来说吧，群体的表现最终甚至比个人还要糟糕——企业、政府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失败莫不源自于此。在群体之中，系统1的权力更大了。


  我们还要问第二个问题：群体是否有能力纠正个人的错误？我们的回答还是很简单：有。具体怎么办，听我们来解释。


  有时，群体借助某些容易上手，不太正式的方法或战术，能够变得更聪明一些。一个简单的战术是，领导者往往在他们闭嘴而让别人畅所欲言的时候把事情做到最好。一个稍微不那么简单的方法是，领导者往往在赋予成员具体职责，并让大家在更容易获得需要的信息时，变得更加高效。聪明的群体有时会采取“蓝军”战术，力图在现有实践或即将做出的决策中寻找还有哪些弱点和漏洞。你还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增强群体或公司的智慧，例如在团队中培养某种社会规范，重新界定团队精神的真正含义——不是与小伙伴们友好相处，不是愉快地嗨聊，也不是在老板显摆自己才华横溢时不遗余力地表达仰慕之情，而是提供新的信息。


  有时，群体在采用更加正式的方法时能够做到最好。通过竞技大赛、预测市场以及公开征求意见等做法，群体能够借助现代科技，在发掘和提高群体智慧方面获得令人瞠目结舌的海量机会。附带说一句，本书的书名不是我们想出来的，而是我们完全不认识的一群陌生人的成果。他们工作的地方，则是一个直到我们决定寻找外援，为书命名才知道其存在的网站。我们会在后面讲述这个故事。


  我们还使用了一种源自于生物学和现代计算机科学的核心区分法。这种区分将决策类任务或解决问题类任务分为创造性的发散思维阶段和关键性的解决方案集成阶段，从而帮助人们改善所有类型群体的工作流程。我们将向各种风格的管理者提供许多有针对性的建议，帮助他们分析频繁出现群体流程无效或者效果不够好的原因，了解如何才能把事情搞定。


  多少个臭皮匠能够赛过一个诸葛亮？


  人类有历史以来，就一直在进行群体决策。在现代社会中，公司、律所、校董会、工会、宗教组织、政府和国际机构都少不了群体决策。在所有这些场合以及无数其他场合下，人们组成大大小小的团队，共同决定要做的事。老话常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照这个逻辑，四个臭皮匠，应该能强过三个，五个又强过四个，假如有一百个、一千个臭皮匠，那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儿了（我们将在第8章探讨一些描述和约束群体思维力量的数学计算结果）。假如群体成员确实互通声气，他们是可以学习并做出更好的决策的，而且群体也能够纠正其部分或许多成员此前犯下的错误。


  这种乐观的看法可谓源远流长，一个比较著名的版本甚至可以直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那里。他是群体智慧的早期推崇者，坚持认为当人们“齐聚一处……联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而非个体时，他们就可以超过少数贤良的智能……当许多人都为协商过程献计献策，人人贡献一分意见和一分思虑时……有的长于此节，有的优于彼处，各取所长汇于一处则完美无瑕”[image: ]。[image: ]亚里士多德敏锐地认识到，群体成员在一起协商议事，是有可能扩大他们的见识，消除错误，进而改善“少数贤良的智能”的。关键一点在于信息的综合，因为不同的人对于全部信息领会的部分各不相同，因此要把每个人的意见都加进来才能知晓整个信息的全貌。我们会在后面花些时间厘清亚里士多德的主张可能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使其成为现实。


  20世纪，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也说过类似的话：“讨论的收益在于，哪怕是议员代表们，在知识和理性思考的能力上也都有局限性。他们当中没有谁能够洞悉别人知道的一切，也没人能够所见完全相同，认为他们会步调一致地采取行动。讨论是综合信息、集思广益的一种形式。”[image: ]尽管罗尔斯说的是民主，但他的观点也适用于所有群体，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小型的还是大型的。


  但群体真能成功超越少数贤良的智能吗？他们确实能够综合信息、集思广益吗？企业实现这个了不起的成就了吗？政府官员呢？很不幸，人类历史表明，群体一而再，再而三地辜负了自己的潜力。不但没有超越，许多群体最终证明都是蠢材。他们把宝押在注定要失败的产品上，错失千载难逢的良机，制定不成功的营销战略，投资和策略出了岔子，并在这个过程中伤害了数以百万计的人。


  在群体能否做出好决策的问题上，不同风格的领导者的观点出现了严重分歧。许多杰出的商界领袖坚持认为，好决策就要让好多人参与决策，有他们在，就可以避免犯下愚蠢的错误。在政界，有些著名的成功领导人，例如罗斯福总统，就倾向于相同的观点。其他一些不太成功的总统，则把自己孤立起来，只听从一小撮臭味相投的顾问的意见。如果你想做出好决策，就得广开言路，多听大家的意见，这在许多圈子里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


  另外，我们也都很熟悉那些对自己的判断特别自信的领导者，他们认为团队判断和顾问们的大多数主意往往让人分心，浪费时间。许多暴君和部分天才更喜欢这样思考问题。有时他们成功了，连暴君也算在内，有一部分领导者确实是天纵英才，能够自己把事儿想明白。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失败了，部分原因就是他们做不到也不可能做到全知全觉。


  虽然他们的自信是一种偏激的妄想，但是我们别忙着把他们的做法全盘否定。群体决策要想做好可能很难，而且有时会让我们怀疑到底值不值得费这么大劲。对有些人来说，一次好的群体讨论堪比一次难得的经历。经济学家建议，我们应该通过两方面的考虑来评估决策的价值：决策的成本和失误的成本。群体判断提高了决策的成本，因为参与的人很多。而且如果群体参与的结果是让决策变得更糟，这种决策也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失误的次数和强度（以及失误的成本）。


  这一点让我们想起了群体迷思（groupthink）。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首先阐释了这一理论，认为群体往往会导致强调共性，压抑个性。[image: ]贾尼斯是对的：大多数时候，无论是私人群体，还是公共群体，他们犯错不是因为排斥了群体协商（group deliberation），而是因为进行了群体协商。协商之后，公司、工会和宗教组织往往会做出灾难性的决策，政府也一样。


  “群体迷思”这个词可谓经典，而且已经当之无愧地跻身于流行词语的行列。但是，许多研究人员却找不到证据来支持贾尼斯的主张，很多人都试过，但基本无功而返。[image: ]贾尼斯相信，那些凝聚力较强，秉持高度命令式的领导风格，专家插不上话的群体，尤其容易陷入群体迷思。为了支持这个观点，他提供了一些饶有趣味的案例。


  但是，仅根据这些严格来说连随机对照试验都算不上的案例研究就下结论，并不是一件靠谱的事，更何况还有其他不支持贾尼斯主张的案例（包括尼克松政府和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发射）。实验性研究不能始终如一地将特定群体的表现特征与群体迷思挂起钩来，即使贾尼斯自己强调的那些群体，也不例外。[image: ]贾尼斯令人浮想联翩的论述看着更像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不是对群体如何犯错的准确记录，更谈不上能够对群体成功发挥有益的指导作用。


  另外，贾尼斯的理论是在现代行为科学兴起前形成的。而现代行为科学的兴起则带来了一批不同于以往的独立文献，代表作不仅有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还有艾瑞里的《怪诞行为学》（Predictably Irrational）、穆来纳森和沙菲尔的《稀缺》（Scarcity）以及塞勒和桑斯坦的《助推》（Nudge）。[image: ]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近期行为研究成果如何影响企业和其他群体的表现给予任何形式的持续关注。我们的目标是填补这一空白，希望把包括行为经济学在内的行为研究与群体绩效的问题直接联系起来。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寻求超越群体迷思的禁锢，对群体失败问题（包括涉及团队和组织的企业与政府失灵）有更准确的认知，寻找潜在的解决方案。我们将通过对几十年研究历程（其中也有我们自己的心血）的阐述，试图厘清那些要为各种各样的协商型群体的失败负责的机制，指明通向成功实践的道路。许多最富建设性的意见表明，有些小措施，反而具有非凡的价值，可以立即实施，并且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无数的企业可以做得更好，无论是对它们的员工还是客户。这同样适用于政府机关以及许多其他群体，包括慈善组织、宗教团体和教育机构。


  互通消息，共享资讯


  我们两个人已经对群体决策研究多年，这本书就大量取材于我们自己的实证工作以及经历。


  2009—2012年，桑斯坦曾担任白宫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OIRA）主管。OIRA协助监督环境保护、工作场所安全、卫生保健、移民、农业、国土安全以及其他众多领域的联邦法规的制定工作。在联邦政府以及其他许多地方，群体决策是一种常态，大型项目和政策的命运都取决于群体成员的关系与互动。


  OIRA工作的关键，是要尽可能确保重要的规则和规定符合法治精神，实实在在地造福美国人民，并且不会产生不合理的成本。想让这个流程运作良好，一定程度上就需要自身掌握着大量信息的各个联邦政府部门，能够分享它们掌握的信息，进而实现更好的结果。例如，经济顾问委员会有很多通晓经济影响的专业人员，环境保护署（EPA）则有环境方面的专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贸易问题知之甚广，科技政策办公室则有着丰富的科学专长。当来自不同机构和部门的人能够畅所欲言，把他们知道的信息讲出来时，群体决策就能做得更好，避免出现大的失误。


  举例来说，假如EPA正在审议一项可能减少电厂空气污染的提案，它就需要联邦政府内部其他人士的信息。它需要掌握经济学和科学方面的知识，可能还需要了解一点贸易知识。没错，EPA有自己的专家，但如果能够得到其他领域的专家权威指点迷津，它可能会做出更好的决策。正如我们将在后文中强调的那样，具体的角色分工可以确保重要的观点不被忽略，因此是群体运转良好的标志。细致的成本-效益分析，是系统2慢速思维的典型范例，也是克服行为偏差，包括群体偏差（group biases）的一个重要途径。


  可以说，外交政策领域也是如此。有关“好流程”的想法听起来枯燥乏味，但是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避免外交政策失误，或做出精明的决策，往往是因为它有一个比较到位的“好流程”，能够确保领导者了解他们需要知道的信息，而且有价值的信息不会缺少或丢失。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工作就是负责这个流程的运转。如果担任这个角色的人喜欢独断专行，或者对于很多人都认为应该慎重考虑的事情不假思索便贸然推进，那么这个流程是不太可能运转顺畅的。


  在小布什任职期间，关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判断，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整个流程的失败，信息没有得到正确的筛选和汇总。在奥巴马任职期间，关于追捕本·拉登的决策是一场赌博，最终赌赢了，因为国家安全顾问托马斯·多尼隆（Thomas Donilon）老练地掌控着整个流程，并使总统充分知情，及时了解各方信息。


  乐天、焦虑和嗨聊


  优秀的管理者能敏锐地意识到信息汇总的好处，并且他们知道角色分工可以降低嗨聊的风险。在团队成员认为一切都进展顺利，甚至可能更好的时候，最容易嗨聊，因为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们认为，嗨聊是群体失败的一个普遍根源，我们也会多花点时间来解释为什么它的害处这么大。事实上，嗨聊就是本书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与其他组织一样，政府内部只进行角色分工可能还不够。我们可以将领导者分为两种类型：乐天型和焦虑型。乐天型领导者轻松、乐观、知足。他们认为，事情完全在控制之下。与之相反，焦虑型领导满脑子想的都是会不会发生灾难。他们担心事情马上要出问题，也许还会失去控制。


  乐天型的人精力充沛，有激情，有热情，乐观向上。他们相信自己的项目能够成功，而他们的热情也是有感染力的。例如，奥巴马政府的大多数官员都不属于乐天派，但有些人是。他们认为《平价医疗法案》可以实施，只有几处小瑕疵。只要民主党和共和党携手合作，政策就会像政府希望的那样发挥作用。


  乐天派往往非常讨人喜欢。他们看起来都是完美的团队成员，能够取得了不起的成就。其中有些人富有远见。他们不惹是生非，不破坏现状。他们活力四射，满脸笑容。他们有很多想法，其中很多都非常优秀。他们往往过得很幸福，也喜欢嗨聊。人们很容易雇用和提拔他们。我们不会拿任何具体人来举例，但每一届总统的行政班子里都不缺乐天随和的人，像其他许多工作单位一样。


  相比之下，焦虑型的人可能也乐观、大方，甚至充满热情和笑容，但他们同时更受到担心、怀疑乃至猜忌的困扰。他们也相信自己的项目能够成功，希望这些项目取得成效，但在焦虑的人眼里，到处都是障碍、缺点和挑战。与奥巴马政府里的乐天派一起共事，焦虑的人有时会显得多疑过虑、死磕一点、态度消极，偶尔表现得苛刻严厉。他们会一直问一些试探性的问题，而问题的路数总是一样的：“怎么会错呢？你有没有想到这一点啊？你为什么不制定对策？”


  我们举两人为例。一位是南茜-安·德帕尔（Nancy-Ann DeParle）。她从2010—2012年担任主管政策的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是“焦虑党”的模范代表人物。德帕尔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政府部门工作经验。她敏锐而清楚地意识到，越能干，越聪明，越热情的人，越容易犯大错误，特别是当这些人考虑不周全，不做最坏打算的时候。虽然她做事非常公平，而且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好人之一，但她可不是一个老好人。对她来说，看着对方的眼睛，质疑他们的计划，或者干脆对他们说“不”，这些事做起来一点问题也没有，部分原因可能是她跟乐天派真的一点儿也不沾边。


  这儿有一个小故事。在桑斯坦掌管OIRA那段时间，有一天深夜德帕尔给他发了一封略显焦虑的电子邮件，问“法规进展得怎么样了”。桑斯坦搞不清楚她说的是什么法规，于是答复说：“我不知道你想说的是哪项法规，但大部分法规的进展都相当不错，所以很可能你说的那项也很好。”德帕尔简单地回复说：“拥抱一下。”


  桑斯坦有点小惊讶，但也很感动，因为尽管德帕尔温婉大方，但她也不是随便跟谁都拥抱的主儿。桑斯坦回答道：“这是本年度最暖心的电子邮件。”没想到德帕尔马上回复，解释说她本来写的是ghg，代表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结果她的手机自动更正为hug（拥抱一下）。


  德帕尔不是一个爱拥抱的人。她不喜欢嗨聊。她可以使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不管是她的上级还是下级都变得更加聪明智慧，尽管有时也会让人感觉有点不舒服。历史不会重演，但有一种说法认为，假如当年她继续在奥巴马政府任职，2013年美国医保网站HealthCare.gov在上线时就不会惹出一堆麻烦事儿，项目执行会更好，网站可能早就投入使用了。无论是否如此，焦虑都会让思想更集中，而焦虑型领导者更是能够让大家的思想都集中起来。焦虑，与大多数情绪一样，是会传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管理者要牢记于心。


  在奥巴马总统的首个任期，杰夫·赞茨（Jeff Zients）担任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副局长，后来升任代局长。他是一个乐观有趣的人，永远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很少皱眉。每个人都喜欢赞茨，但他完全有能力制造建设性焦虑，特别是当面对紧要关头的时候。在私营部门工作时，他被称为超级明星经理。2013年，HealthCare.gov刚刚推出之际，面对一片混乱，奥巴马总统采取了一项非常明智的举措，请赞茨来解决这个问题，而赞茨完成了这项任务。于是，总统又明智地要求赞茨回到白宫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好的管理者必须是焦虑的，即使他们必须激励同事和下属的忠诚与热情。赞茨拥有一项非凡的能力，能够将焦虑型的领导风格、和善可亲的脾气秉性以及面对复杂局面游刃有余的工作能力结合在一起。他的一些同事把他称为“四分卫”，不仅是因为他的臂力确实超强，也因为他展现出了非凡的领导能力——通过自己的真知灼见和卓越绩效，而不是嗨聊。


  像德帕尔和赞茨这样的焦虑型人士在企业和政府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他们能够直击并避免群体思维的风险。他们的作用有点像“魔鬼代言人”（参见第6章的讨论），但他们做得更好，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冲着工作去的，不是在搞什么权术斗争。他们想什么，就会照直说出来。更妙的是，他们害怕什么，也会照直说出来。当然，他们的表达风格极不寻常，他们会不断地问：“哪里会出问题？”


  最终表现出色的团队，往往是因为它们拥有焦虑型领导，也因此能够更好地四处搜集和汇总信息，并确保整个团队知道每个成员知道的每一件事。同时，团队的学习能力也很强，因为焦虑发挥了巨大的激励作用。团队需要一点焦虑，甚至可能是大量的焦虑。团队需要一种文化，能够确保找到需要知道的信息。


  现实主义、乐观主义以及通往“智慧团队”之路


  好消息是，如果讨论组织得当，而且如果团队采用了恰当的规范和实践，就能取得成效。坏消息是，在现实世界，讨论往往把人们带到错误的方向上。许多团队无法纠正群体成员的错误。不仅如此，团队经常还会放大这些错误。如果团队成员抱有不切实际的乐观态度，那么整个团队的不切实际会更严重。如果公司内部成员几乎一点儿也不关心长远发展，那么整家公司会患上极其严重的短视症。没有证据表明那些被行为科学家揭示的判断错误最终能够通过团队讨论而得到纠正。


  公司、政府以及宗教组织犯下的许多严重的失误，全都直接源自于我们将在本书中予以剖析的各种问题。企业推出的产品无人问津，往往是因为对新产品抱有怀疑态度的人想让自己在团队中更加合群而选择缄口不言。官员们提出的环保法规太无力、太苛刻或者根本就是搞错了方向，则往往是团队讨论失败的结果。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智慧团队及其管理者会充分警惕“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次优团体决策风险，并采取切实措施消除这些风险。互联网的兴起为采取这些措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团队可以将其成员拥有的信息汇集在一起，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广开言路，让分散在数百人、数千人乃至数百万人之间的知识为我所用。


  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制订了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可以帮团队变得更加高效。其中一些解决方案非常简单，对于管理者来说，这些措施需要领导力、决心、同理心以及一点儿创造力。其他解决方案则要求使用现代科技，可能需要在时间和资源上进行一些投资。有些解决方案一夜之间就能落实，有些方案则需要进行预先规划。不同的方案适用于不同群体。


  本书反复强调，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如果团队及其领导者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和反思事情是如何搞砸的，那么就能把事情做好。


  本书大纲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团队决策失败的根源。第1章为背景介绍，描述了为什么我们要对问题进行群体协商和讨论，希望达到什么目的，以及群体面临的诸多挑战。主要的观点是，群体为何无法获得重要信息，以及群体的领导和成员是如何让持异议者或不同观点的人沉默的。


  第2章到第5章探讨了团队决策失败的四个原因。（1）有时个体错误会由于协商而被放大，而不仅仅是一传十十传百那么简单。（2）群体成为“流瀑效应”的受害者，因为抢先发言或行动的群体成员会让大家搞不清楚他们这些先行者到底掌握了哪些信息。（3）由于群体极化，协商型群体的成员在协商之后，往往会采取与其协商前倾向相一致却更加极端的立场。（4）在协商型群体中，共享信息经常占据主导地位或对非共享信息形成挤出效应，导致群体无法掌握其成员知晓的全部信息。


  第二部分介绍如何让团队做出成功的决策。第6章介绍了八种降低失败风险的方法，其中大部分相当简单。每种方法都旨在应对我们在第一部分中介绍的四种失败原因。我们的重点是群体协商以及如何使群体协商更加有效。我们强调自缄型（self-silencing）领导者的重要性和角色分工的价值，无论这种分工是公开的，还是不公开的。


  第7章详细解释了区分两个工作步骤的重要性，这两个工作步骤是不同的：（1）确定并罗列潜在解决方案；（2）确定首选解决方案。在确定并罗列潜在解决方案时，团队必须是灵活、富于想象力的，甚至要带一点鲁莽地开展工作。在选择一项可行的解决方案时，团队的团结协作和善于分析就变得更加重要，目的是把事情做成。许多团队之所以低效，就是因为它们把这两个步骤混为一谈，特别是在罗列潜在解决方案的时候，本来应该集思广益，结果却闭门造车。我们在第7章详细描述了两者的区别。


  我们在第8章探讨了传说中的团队智慧。这其实并无太大意义，实际上就是把统计型群体（statistical groups）偶尔令人惊艳的表现拿来大加庆祝一番。所谓“统计型群体”，是指群体成员彼此根本不进行协商，而是相互独立地回答问题或解决问题。我们发现，所谓团队智慧来自一些简单的数学计算，但同样的方法也能解释为什么团队会低效。在某些情况下，统计型群体其实做得并不好，我们对这些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对于群体来说，特别是在公司里，“团队永远充满智慧”是一种错误的假设。搞清楚团队为什么富于智慧，以及什么时候富于智慧，并在这种洞悉的基础之上改进群体协商，这更为有用。本章的核心观点是多元文化和表达异议的重要性。


  在第9章，我们讨论了专家的作用。我们会告诉大家，追在专家后面跑往往是一个大错误。如果你想得到正确答案，最好咨询一群专家的意见，而不是只找一位看起来最棒的专家。


  在第10章、第11章和第12章，我们探讨了一些更具创造性的，经常需要借助互联网来获得创意的方法。例如，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都在创造性地运用“竞技大赛”的方式来向海量人群征集创意。即使奖金较少，这种方法也可以发现具有开创意义的创新。第10章介绍了具体做法。


  在第11章，我们转向预测市场（prediction markets）。在这个市场上，人们拿自己的钱进行各种冒险活动，比如，猜某种产品或某部电影是否会大卖，赌天气是否会变得更糟糕，以及领导者是否会失业。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预测市场具有惊人的准确性。第12章描述了团队如何在征求公众意见的过程中学到更多东西。


  在第13章，我们遇到了神秘的“因素C”。这是一个团队智力因素，体现了某些可以使团队表现更好的人格特质。首先是社会敏感性。智慧团队依靠激励和组织架构的有效结合，同样受益于某些人格特质，而这些人格特质可以在后天进行培养和发展。篮球界有史以来最优秀的运动员迈克尔·乔丹就是一位伟大的学习者，就因素C而言，他的表现非常好。团队可能没有像迈克尔·乔丹这样表现优秀的成员，但当它想方设法以各种形式促进学习时，就能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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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为什么团队决策会失败

  


  第1章 从寄予厚望到一败涂地


  当管理者和其他领导者要对如何解决问题做出决策时，他们通常会组织人员针对问题进行充分讨论。但为什么针对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就一定会有帮助呢？协商为什么很重要，什么时候很重要，必须进行协商吗？


  大部分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肯定是，如果人们协商，就会做出更加明智的判断，并得到更好的结果。但是协商真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吗？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实证性问题，不能凭直觉作答，也无法求诸逸事典故来证明。团队中的成员会通过相互施加压力，把谬误当成真理并达成共识。而一群心智相仿，容易出错而且有着类似倾向的人，会特别容易被这个问题影响。如果一帮人都认为一项复杂的政府计划马上就会落实见效，或者某个新产品未经测试就能在市场上一炮打响，那么我们可能就碰上嗨聊的最坏情景了。


  为了解释为什么群体会在协商时出错，我们研究了影响协商的两个因素。第一个涉及信息信号（informational signals），这种信号会让人们出于对他人公开宣布的信息的尊重而不去披露自己知道的情况。例如，在联邦政府中，人们可能会认为某位不与大家交流，但同时拥有自己的信息渠道的官员的见解一定是正确的，并因此而选择缄口不言。如果国防部长强烈坚持军事干预是一个好主意，那些为部长工作的下属可能就会闭嘴。这不是因为他们赞成进行军事干预，而是因为他们认为部长大人应该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私营和公共部门的领导者看上去往往有光环加持，让他们显得不同凡响，敏锐而智慧。他们的笑话更搞笑，他们的点子更绝妙，他们的视野更开阔，他们的质疑更精到。桑斯坦敏锐地注意到政府里也存在这种现象，公务员们偶尔会坚持自己既不成熟，也没有得到充分信息支持的判断，好像自己真有多聪明似的。光环加持是一种有趣的体验，特别是当你本来就很自我的时候，但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大麻烦。它会怂恿嗨聊，让群体更容易犯错。焦虑型员工提供了校正机会，他们会质疑领导者的决定是否正确。如果领导者自己也是焦虑派，虽然笑容满面、个性温和，但同时总有一个令人困扰的声音在他们的脑子里喃喃低语，不停地问：“这儿我错过了什么？”他们就能让自己的团队取得更好的成绩。


  第二个与社交压力有关，这些压力会让人们保持沉默，以求避免受到各种各样的惩罚。在许多时候，问题的核心不过是与别人意见不一致，但如果那些“别人”都是重量级人物，意见相左就可能带来严重的风险。在公司内部，人们往往寡言谨行，不会轻易吐露他们知道的事情，这不是因为他们知道的东西不重要，而是因为他们不想被别人看作傻瓜或与大家格格不入。如果领导者或群体中大部分人似乎已经形成定论，他们就更不愿意公开发声了。这事儿真值得让老板伤心或者闹心吗？


  从老板的角度看，答案应该是值得，因为老板可能会了解一些新情况。但有些老板不这么看问题，所以许多员工知道，只要闭上嘴巴，就能万事大吉。在这种情况下，恰到好处的焦虑派会再一次显示出优势。焦虑型员工不会过多担心社交压力，焦虑型老板欢迎广开言路，集思广益。


  在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下，群体会被四个彼此独立的问题包围。


  •有时个体错误会由于协商而被放大，而不仅仅是一传十十传百那么简单。


  •群体成为“流瀑效应”的受害者，因为抢先发言或行动的群体成员会让大家搞不清楚他们这些先行者到底掌握了哪些信息。


  •由于群体极化，协商型群体的成员在协商之后，往往会采取与其协商前倾向相一致却更加极端的立场。


  •在协商型群体中，共享信息经常占据主导地位或对非共享信息形成挤出效应，导致群体无法掌握其成员知晓的全部信息。


  由于这些问题，群体往往无法实现其纠正个体错误并汇总其成员实际掌握的信息的目标。一个自信、有凝聚力但易于出错的群体是不值得庆贺的。相反，这样的群体无论对人对己都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前景光明的创业企业可能会因此破产倒闭，政府机关可能会浪费纳税人的税款，新的联邦计划可能会失败。大型企业可能会在一条极其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哪怕它很久之前就应该放弃这方面的努力。律师事务所可能会力推一个注定要失败的诉讼策略。群体做出糟糕的甚至自我毁灭的决定，通常都能在这四个问题中找到原因。


  积极的前景


  协商型群体在刚开始时都被寄予了厚望，这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的。如果群体成员之间惺惺相惜、相互欣赏（大家态度友好，相互尊重，彼此能够互动），这样的群体似乎特别有希望。虽然我们会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展示为什么对群体决策持乐观态度往往是错误的，但这种乐观偶尔也有正确的时候。协商型群体之所以能够运转良好，我们猜想有以下三个主要原因。


  1.整个群体向群体中水平最高的成员看齐。群体中可能会有一位或几位成员知道正确答案，而其他成员则愿意相信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并因此接受它。如果群体都是倾听型成员，那么整个群体的表现就会达到最佳成员的表现水平。如果一部分成员由于无知或者某种形式的偏见而容易犯错，那么其他人应该指正。协商可以让群体中最聪明的成员做出的判断成为整个群体的共识，以此修正个体的错误，而不会任其蔓延。


  想象一下，有15个人试图预测某种产品的命运，其中有一位既是专家又是超级预言家，那么其他群体成员也许很快就能发现他们中间有一位专家，然后就会追随这个人。这样就会形成一种“顿悟”式的结果，也就是说，正确答案一旦公布，大家就都会恍然大悟，不做他想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为什么井盖都是圆的？因为如果把井盖做成任何其他形状，角度一变就盖不严，人或动物会掉进井里，从而造成损失。


  还有一些场合，需要使用更加聪明的方案来解决看似棘手的问题，而只要解决方案一公布，大家就立刻全明白了。对于这样的问题，如果知道答案的成员公布了解决方案，整个群体应该就会达成一致。例如，有人可能知道，新款平板电脑或手机存在致命（却难以发现）缺陷，或者网站还没有做好在黄金时间上线的准备，或者军事打击不太可能达到预期效果。


  2.整体是部分的总和：汇总信息。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协商可以帮助人们共享现有的信息，让群体作为一个整体了解比任何个体成员知道的都要多的信息。假设一个群体在问题的每个方面都没有真正的专家，但每个成员都掌握着零散却有用的信息，这个群体就可能成为一个专家团队，即使把每个成员单独拎出来都难掌大局。运作良好的公司通常会创建跨职能团队，以便用这种方式汇总信息。如果大家一起工作，注重相互倾听，整个组织就能够汇总信息，对形势进行全面掌控，例如，大家会认识到旨在减少发电厂空气污染的拟议规则会有哪些影响。


  或者，假设一个群体中包含一些专家，但每位成员都对如何解决某个特定问题感到困惑。这时，协商可能会启发大家提供相关信息，并让群体做出明智的判断。在这个过程中，整体等于部分的总和，把每个部分加总就是要达成的目标。哪个成员都不能掌握所有的部分。


  当群体在玩填字游戏时，每个成员都会贡献自己所知道的知识。许多问题的解决都与填字游戏类似，小群体做得比个人更好，大群体做得比小群体更好，就是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东西，同时共享和组合分散的信息也不是什么难事。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社交媒体和预测市场之所以做得好，往往也是这个原因。


  3.整体超越部分的总和：协同（synergy）。通过群体讨论，可以交换意见，对信息和观点进行筛选，从而使群体找到创新性的问题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协商成为一种强有力的信息汇总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交换意见，就可以找到一个创造性的答案或解决方案。如果一个团队正在寻求改进汽车、网球拍、平板电脑或手机的设计，或者谋划如何对国家安全威胁做出正确反应，交流想法就可以产生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而且远远超出在开始交谈之前对群体成员所思所想的简单加总。如果人们试图一起写个剧本或者制定合理的政策来应对儿童肥胖问题，情况也一样。事实上，群体可以成为高度创新的组织，特别是在重视培养发散思维和欢迎少数派意见的时候。


  信心和统一


  那么，这三种机制在实践中会发挥多少作用呢？有两点是完全清楚的。


  首先，群体成员在相互交谈之后往往对自己的判断更加自信。[image: ]群体内部的互动带来的一个主要结果就是更加强烈地感觉协商后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无论实际上这个结论是否正确。一个原因是，其他人的佐证增强了人们对自己判断的信心。[image: ]如果你的同事或朋友告诉你你是对的，你可能会更加认为自己是对的，哪怕你自己其实很困惑（而且实际上是错的）。


  有信心肯定是件好事，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如果人们最终以信心十足地犯错来收场，那么有信心可就不太妙了。群体协商的一个巨大风险是，它会同时导致信心爆棚和严重失误。领导者特别容易因此陷入困境。而群体成员往往容易取悦自己的领导，因此他们不会告诉其他人需要知道什么。


  其次，协商通常会减少分歧。经过相互交谈，群体成员倾向于达成共识，形成一致意见。而在协商之前，群体成员往往分歧较大，这也正是协商比较重要乃至必要的一个原因。经过协商，他们往往就能达成一致（特别是当群体成员之间关系比较紧密，互动比较频繁的时候。当然并不是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达成一致）。结果，协商型群体的成员就会在大家都特别有信心的某个立场上达成共识。我们后面会在科罗拉多州的一些例子中看到这种现象，这个州通过讨论，使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最终就主要政治问题达成一致，但在讨论后两拨人之间的鸿沟更大了。


  以某一特定立场达成共识当然不错，但前提是这个立场得是正确的。如果不是，那么群体成员就会尴尬地发现大家共同坚定认同的观点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大多数人对于群体充满信心、团结一致去犯错的情况恐怕都不陌生。布什政府对萨达姆政府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执念就是明证。另一个例子则是奥巴马政府带着毫无根据的满满信心推出HealthCare.gov网站，结果一上线就惹了一大堆麻烦。


  实事求是和少数服从多数


  遗憾的是，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协商型群体能够一直成功地汇总成员拥有的信息。事实上，人们非常在意其他群体成员说什么和做什么，并不以追求真理为最终目的。他们经常罔顾自己的信仰，转而说他们相信别人的信念。在这儿要明确地警告各位，能够造成这种潜在影响的不仅是群体协商，社交媒体也可以，也会导致人们接受谎言。[image: ]


  就拿近期研究的一个例子来说吧。假设向人们发布以下声明：“燕麦含有可溶性纤维，可以减少你的低密度脂蛋白（LDL），也就是那种‘坏’胆固醇。”（确实如此，这种说法是真的。）然后要求大家对此进行对错判断，同时告诉他们“和你一样的大多数其他人”的打分结果（1—6分，从“绝对错误”到“绝对正确”），人们就都会受到群体意见的严重影响。如果人们通过独立思考认为群体是正确的，然后倾向于附和群体，那么当然没什么好奇怪的。如果他们认为答案不清楚，有争议，因而倾向于随大溜，那么也没什么好惊讶的。


  令人惊讶的是，如果答案是错的，即使人们有自己的证据证明它是错的，也会倾向于与群体保持一致。研究者总结说，人们的答案接近于支持这样一种假设：“人总是遵从集体的可信性评分，即使他们对于声明的真假已经有了肯定的判断。”[image: ]这对有些管理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警告，他们可能会发现下属同意某些做法，不是因为他们有理由认为这是正确的，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大多数人认为这是正确的。


  一项经典研究表明，即使是一部分人知道正确答案的事实类问题，少数服从多数的压力也是很大的。[image: ]这项研究将1200人分成许多小组，每个小组有4—6名成员。每个人都要回答有关艺术、诗歌、舆情、地理、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是非判断问题。然后，他们按要求组成小组，讨论问题和所得到的答案。多数人的观点在确定每个小组的答案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人们倾向于与多数人的想法保持一致。


  实事求是也有影响，但是影响要小一些。如果小组中给出正确答案的个体占到半数以上，则有79%的小组在决定答案时会向多数人倾斜。如果小组半数以上的个体给出了错误答案，仍然会有56%的小组在决定答案时向多数人倾斜。


  实事求是确实有影响（79%毕竟高于56%），但多数人的判断仍然占据了支配地位。而且由于多数人即使在判断失误的时候仍然拥有较大的影响力，平均群体决策的正确率只比平均个人决策的正确率略高一点（66%对62%）。最重要的是，在群体能够对成员所拥有的信息进行恰当汇总的情况下，群体本来应该可以表现得更好一些，但实际上群体的表现并没好到那种程度。


  其他研究发现，对于有确定答案的问题，协商型群体的表现倾向于与成员平均水平相当或略高一点，但不如群体中最好成员的表现。[image: ]因此，群体成员通常没有求助于内部专家。实事求是往往行不通，即使群体中的某个人知道什么是对的。


  当然，如果一定要求群体实事求是，追求真理，也不是不可能。这取决于两个条件：（1）实事求是的做法从一开始就能得到群体内部至少一部分人的初步支持；（2）问题有明显正确的答案。[image: ]不过，第二个条件几乎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企业和政府中，许多群体不得不进行预判：新员工能否表现良好？谁应该得到晋升？产品会不会大卖？环境监管能否拯救大量的生命？可是这些问题没有明显正确的答案。如果群体的表现胜过大多数个体成员，往往是因为问题有一个具体答案，而且这个答案可以被证明是正确的，能够让大家或者大多数人满意。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常见，而且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明显正确的解决方案从一开始就缺乏很多支持，那么这个群体可能也不会做得很好。


  有一个好方法可以预测群体的判断，那就是问：“在人们开始谈话之前，大多数人是怎么想的？”对于那些相信群体判断的乐观主义者来说，这是不幸的。更具体地说，洞悉群体成员在开始谈话之前表现出来的核心倾向性，就能够相当精准地预测群体作为一个整体如何得出最终结论。结果就是，如果大多数人是错误的，群体通常也是错误的。即使群体是由专家组成的，结果也一样。


  实际上，群体讨论最终可能还不如直截了当地激发人们的独立观点有效。用沃顿商学院预测专家斯科特·阿姆斯特朗（Scott Armstrong）的话来说，与“传统的群体会议”相比，“结合了独立预测的结构性方法总是更加准确”，因为前者“不能有效利用信息”。[image: ]这话说得可是够狠的，但也是大实话。下面就让我们来谈谈这个观点。


  统计型群体和协商型群体


  大量证据表明，在某些条件下，回答事实类问题有一个比较有把握的方法，那就是让大家都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取平均答案。正如詹姆斯·索罗维基（James Surowiecki）在他那本引人入胜、让人眼界大开的专著《群众的智慧》（The Wisdom of Crowds）中强调的那样，如果准确度是通过参考客观事实来衡量的，那么平均答案通常是准确的，我们也可以将平均答案称为统计型群体的答案。[image: ]


  许多关于统计型群体的研究都要进行定量估计，而这些研究似乎表现出某种魔力，也许可以让那些希望自己的本职工作也能有奇迹发生的企业和政府借用一下。下面是几个例子。


  •在一项早期研究中，哈泽尔·奈特（Hazel Knight）要求大学生估计教室的温度。[image: ]每个学生的判断从60华氏度[image: ]到85华氏度不等，而整个小组的统计判断为72.4华氏度，非常接近实际温度72华氏度。这个估计值优于80%的个人判断。


  •当人们判断一个罐子里装了多少粒豆子时，群体平均值几乎总是优于绝大多数个体成员的判断。某次实验要求56个学生估算罐子里的豆子数量，实际装了850粒豆子，群体的估计值是871粒，比绝大多数学生的估计值都准，只有一个学生例外。[image: ]


  •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曾经研究过英格兰某个地区博览会的肉牛体重竞猜比赛，试图从中总结一些关于群体智慧的经验。肉牛重1198磅[image: ]，而来自787位参赛者的平均估计值为1197磅，比任何个人的猜测都更准确。[image: ]


  面对这些发现，许多群体可能会想，那就别搞协商回答问题了吧，直接征求大家的意见，选择平均值得了。设想一家大公司正在试图预测下一年度某些产品的销售额，也许公司需要一个准确的预测，以便了解人工和产品促销需要花多少钱。让销售人员投票，取平均值，难道就是最好的办法？按照阿姆斯特朗的建议，这往往就是最好的办法。[image: ]那么公司如何决定是否雇用一名新员工呢？难道也应该不依赖协商，而是取决于相关人员的平均看法吗？


  我们会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回答这些问题，并推荐一些方法，可以对简单算术平均进行改进（比如预测市场和德尔菲法）。在这儿我们只说一句，统计型群体通常比协商型群体做得更好，因为前者掌握了其成员知晓的所有信息。


  自缄的两大原因


  为什么面对别人的观点可能导致人们不愿意把他们知道的情况讲出来或者根据其采取行动？有两方面的原因。


  信息信号


  人们会保持沉默的第一个原因涉及别人的所言所行传达的信息。假设你所在的群体中，大多数人都相信某一命题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有理由相信命题确实是正确的，而且这个理由也许很强势，让你无法出于纯个人原因认为命题是错误的。显然，如果群体大多数成员不同意你的观点，你可能就会忽视自己掌握的信息。来自群体的信息信号非常强大，足以压制你的个人信号。


  当群体成员遭到孤立或成为少数派时，他们就会缄默不语，部分原因也在于此。他们可能只是简单地附和别人发出的信息信号。例如，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大多数成员可能对他们会在法庭上取得成功相当乐观（我们注意到，人类有一种普遍的不切现实的乐观主义倾向），他们的乐观态度可能会导致律师事务所内部持不同观点的人选择自缄其口，认为自己的判断一定是不太了解情况的结果，或者根本就是错误的。问题是，如果他们不说话，群体可能会忽视重要的信息。根据具体情况，后果可能很严重甚至是灾难性的。


  一个著名而且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美国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这次入侵旨在推翻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革命政府，却因为肯尼迪总统的顾问们“不顾不问”而惨遭失败，这些人甚至到了当他们有理由相信这次行动不会成功的时候依然选择沉默。在这个事件中，两艘美国补给船被古巴战机击沉，两艘船逃脱，另有四艘没有及时到港。由20000名训练有素的士兵组成的古巴军队击毙了部分入侵者，残余的1200名美国士兵大部分被俘虏。美国最后还是让古巴释放了俘虏，却要向古巴提供5300万美元的外援，还要面对国际社会的反对以及古巴与苏联之间更加紧密的关系。


  失败后不久，肯尼迪总统问：“我怎能如此愚蠢，让他们为所欲为呢？”[image: ]肯尼迪的顾问团队是一个经验丰富、才华横溢的群体，但尽管他们有经验、有才干，却没有一个人反对入侵古巴或提出替代方案。肯尼迪的一些顾问私下确实心怀疑虑，但他们“连表达不同意见的姿态都没做一下，部分原因是害怕被贴上‘软弱’的标签，或是不愿意让自己在同事的眼中显得没勇气”。[image: ]


  未能提出质疑的结果是致命的。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参加了这些会议，根据他的回忆，肯尼迪的“高级官员……一致同意干下去……如果有一位高级顾问反对这次冒险，我相信肯尼迪就会取消它，但没有人发声反对”。[image: ]施莱辛格也压制住自己的冲动，没有反对：“在猪湾事件后的几个月里，我因为在这些关键的讨论中一直保持沉默而深深地责备自己……我只能说，除了在报告里哆哆嗦嗦地提了几个问题，别的我什么都没做。原因就是，虽然我有制止这次胡搞的冲动，但完全被讨论的环境遏制了。”[image: ]


  正如猪湾事件的例子所示，信息信号的强度取决于有多少人在发出这种信号，以及信号本身如何受人尊敬、令人畏惧或者力量有多强大。如果群体中有一人或多人是众所周知的权威人士，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赢得了许多人的尊重，那么其他群体成员可能就会出于对这种公认或真正的权威的尊重和服从而选择自缄。更何况谁也不喜欢成为群体中唯一唱反调的异见人士。如果一个协商型群体中除了一人之外的所有人都说某个命题是正确的，那么剩下的那个成员可能也会愉快地同意它是正确的，甚至能够到连自己的证据都可以弃之不顾的地步。


  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通过他的著名实验明确证实了这一点。这些实验是判断在卡片上画出的直线长度，而他发现群体的大多数成员总会有那么一次屈从于整个群体明显错误的判断，至少是在群体成员以其他方式达成一致的时候。[image: ]换句话说，人们为了与每一个人保持一致，是准备忽视自己的证据的。如果人们连自己对简单直线的清晰视觉认知都可以置若罔闻，反而愿意屈从于他人的意见，那么在处理企业和政府面对的困难与复杂问题时，他们肯定也会屈从于他人的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群体也有忽视必要信息的风险。所以，必须找到一个方法，能够让人诚实地回答这个问题：“你看到了什么？”


  社交压力


  自缄的第二个原因与公开表达不同意见的后果有关。人们之所以保持沉默，也许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肯定错了（如在信息压力的情况下），而是希望避免面临各种社交惩罚的风险。事实上，社交影响无疑促成了肯尼迪政府的自缄。即使在坚定致力于维护自由和诚实的社会与组织中，违背群体内部主流立场的人也会面临某种形式的抵触，并会导致他们今后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得到信任、欢迎和尊重。


  在这方面，领导者有巨大的影响力。如果你的老板认为某个命题是真的，你就不会想说它是假的。企业和政府都不可避免地建立了等级制度，那些处于高层的人倾向于让下属点头附和。上面会发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信号，还有“给我惹事儿，后果自负”这类同样具有危害性的信号，甚至会用肢体语言表示“我很忙，别来烦我”。结果，即使你的老板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你也不会想要公开表达与大多数同事相反的意见。


  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碰到过这类现象。如果担任领导者的某些群体成员愿意并能够施加社交惩罚，那么其他群体成员是不太可能公开反对的（顺便说一下，这正是聪明的领导人经常听完所有人发言之后才说话的一个原因。桑斯坦可以证明，即使是总统，也倾向于让别人先说）。同样，规模庞大的多数派施加的社交压力，比小规模的多数派施加的更大。


  框架：公开表达意见的收益和成本


  我们可以把这些要点放在一个更大的框架里考量。假设群体成员正在考虑一些问题，比如，如果群体继续沿着现行路线前进，两个月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再假设每个成员都有一些与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关的信息，大家愿意分享他们知道的信息吗？


  对于群体的每个成员来说，愿不愿意分享自己掌握的信息，可能取决于每一个个体分享信息的收益和成本。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向群体分享信息的人最终会得到很多好处。他们可以赢得尊重、崇拜和地位，可能会得到晋升。聪明的群体和这些群体的领导会让人们知道，当成员协助做出更好的决策时，群体就会得到回报。当群体遵循这种做法时，就会增加分享信息的个人收益以便改变个体的得失权衡。


  但是许多群体并不聪明。在某些群体中，分享信息的人最终得到的收益比群体收益要少得多。如果你掌握的信息属于逆耳之言甚至会产生颠覆性的作用，你把它说出来，你的同事可能就会把你当成笑话看，或者开始对你敬而远之。从这个意义上说，群体讨论的参与者面临一种社交两难（social dilemma），每个人出于自己的利益，不会与群体成员分享信息。如果成功之后，每个成员获得的收益只占群体收益的一小部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许多机构，包括公司董事会、宗教组织和政府机构都会面临这种窘境。在很多时候，体制，而不是个人，才是一个好决策的大赢家。试想某位年轻的律师准备告诉其所在律师事务所的资深成员，他们目前的诉讼策略走偏了。很可能，这位年轻律师就要冒丢掉律师事务所职位的风险，而潜在的赢家——律师事务所本身——也不会愿意奖励这位心怀不满的年轻人，至少在短期内不会。


  在这里，利他主义和社会规范可以发挥作用。例如，在政府中，人们最终可能还是会提出他们的疑问，提供支持这些疑问的信息，即使他们不会从中获得任何好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爱国者，想做好自己的工作。


  在政府中，行政管理和预算局里的许多公务员并不热衷于政治，他们更关心公共利益，愿意告诉政治领导人（包括桑斯坦），他们是错的。凯文·尼兰德（Kevin Neyland）就是一个例子。他长期担任OIRA副主任，政治立场一贯中立，正直品性无可挑剔，而且拥有一颗善良而勇敢的心，敢于直言。因为尼兰德经常从最坏的情况考虑问题，桑斯坦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屹耳”，也就是《小熊维尼》里那头阴郁悲观的长耳朵小毛驴。对于政治领导人来说，凯文·尼兰德这类人是不可或缺的，即使他们并不总是很有趣。


  结果就是，如果人们在责任或性格的驱使下，遵循一种有时需要自我牺牲却对群体有益的规范（“告诉群体你知道的事”），个人得不到任何好处也许并不是一个可怕的问题。但在许多群体中，完全依赖利他主义则是危险的，而普遍奉行的群体规范并不总是有利于表达你的怀疑。


  倘若其他群体成员也发声表态，声称潜在持异议者掌握的信息可能是错误的或无益的，情况恐怕就会变得更麻烦。如果真是这样，公开表达意见带来的个人收益就会更少。在这种情况下，潜在持异议者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提意见只是一种浪费，不会改善群体的决策。倘若那些表态反对共识的人将遭受某种声誉上的伤害（或更严重），情况就更糟了。如果他们会因此失信于自己的同事或老板，那么选择缄口不言显然更明智。


  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得失的计算结果很简单：沉默是金。通过更全面地了解得失计算，我们现在可以明白为什么群体成员会经常与共识保持一致。在合理的假设下，公开表达不同意见不会令他们受益，甚至还有可能受到伤害。更何况他们的意见有可能是错的。


  在迄今为止的所有讨论中，我们都假设群体成员掌握确凿的事实，意见也很笃定，问题只是他们是否应该保持沉默。这是一个简化了的假设，有助于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然而有时候群体成员确实对自己的想法不太肯定。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变成了他们是否应该走出去学习一下，也许可以做一点研究，询问他人的意见，包括群体之外其他人的意见。


  如果其他群体成员对于自认为正确的观点看起来很笃定，你可能会想，试图学习新东西还有什么意义？这不是浪费吗？如果其他群体成员不想听到其他观点，并且可能会惩罚敢于挑战他们的人，那么你可能更会问上面的问题。我们将着重阐述群体应该如何了解并掌握其成员所知道的信息。我们还将讨论研究群体应该如何鼓励其成员学习，并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整个群体的财富。在第二部分，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些比较大胆且刺激的方式，可以让群体成员做到这一点。


  自我屏蔽


  假设你的最终结论直指某个方向，同时你得到信息，表明你的结论可能不对。经过权衡，你已经得出某个结论，但你掌握的信息中，既有对这个结论有利的，也有不利的。你会怎么做？你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给团队成员吗？还是只分享支持你的结论的那些信息？


  证据表明，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有强烈的自我屏蔽倾向。当人们掌握了与自己的结论相悖的信息时，他们往往不会与他人分享这些信息。某项研究调查了500多次模拟陪审团的案情协商，几乎从来没有观察到陪审员提供的信息与其当时倾向的裁决相矛盾的情况。[image: ]这种形式的自我屏蔽本身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它会剥夺群体对关键信息的知情权。群体及其领导者不仅需要了解人们的结论，还需要知道得出这些结论的各种因素。


  这种自我屏蔽会成为某种刻意的说服策略的一部分：提供与你自己的结论相矛盾的信息可能不符合你的利益。你干吗非要向对方提供弹药呢？但是，即使当公开表达意见的人完全出于最大的善意时，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群体成员没有很强的动机来分享他们自己在得出结论的过程中就已经打了折扣的信息。他们不愿意分享这些信息，不是出于什么实用主义的算计或策略性因素，而是出于一种感觉，即分享这些他们自认为虚假、误导或无效的信息，本身就是一种适得其反的做法。从某种程度上讲，那个结论是相当合理的。但是在这里，群体再一次忽视了群体成员的信息，甚至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少数派和低地位


  信息信号和社交压力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一个协商型群体中，处于少数派地位的人经常保持沉默，或者人微言轻到了不成比例的地步。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更特别的发现：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成员（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非裔美国人，偶尔也包括女性在内）在协商型群体中的影响较小，不及那些地位较高的同伴。[image: ]


  信息信号和社交压力更易影响社会地位较低的成员。后果当然还是不幸的，群体作为一个整体丧失了对信息的掌控，导致协商型群体的表现更糟糕，除非能够汇总群体成员拥有的信息。


  现在让我们来聊聊群体失败的四大根源。


  
    	
      Chip Heath and Rich Gonzalez, “Interaction with Others Increases Decision Confidence but Not Decision Quality: Evidence Against Information Collection Views of Interactive Decision Making,”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61 (1995): 305-326。

    


    	
      参见 Robert S. Baron et al., “Social Corroboration and Opinion Extrem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2 (1996): 537-560。

    


    	
      Huaye Li and Yasuaki Sakamoto, “The Influence of Collective Opinion on True-False Judgment and Information-Sharing Decision,” 未出版手稿，2013年2月1日，http://ssrn.com/abstract=2210742。

    


    	
      出处同上。

    


    	
      Robert L. Thorndike, “The Effect of Discussion upon the Correctness of Group Decisions: When the Factor of Majority Influence Is Allowed For,”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9 (1938): 343-362。

    


    	
      Daniel Gigone and Reid Hastie, “Proper Analysis of the Accuracy of Group Judgment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1 (1997): 149, 161; Reid Hastie, “Review Essay: 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Group Accuracy,” in Information Pooling and Group Decision Making, ed. Bernard Grofman and Guillermo Owen (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86), 129-158。

    


    	
      Robert J. MacCoun, “Comparing Micro and Macro Rationality,” in Judgments, Decisions, and Public Policy, ed. Rajeev Gowda and Jeff rey Fo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16, 121。

    


    	
      J. Scott Armstrong, “Combining Forecasts,” in Principles of Forecasting: A Handbook for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ed. J. Scott Armstrong (New York: Springer, 2001), 433。

    


    	
      James Surowiecki, The Wisdom of Crowds: Why the Many Are Smarter than the Few and How Collective Wisdom Shapes Business, Economies, Societies, and Nations (New York: Doubleday, 2004)。

    


    	
      Irving Lorge et al., “A Survey of Studies Contrasting the Quality of Group Performance and Individual Performance, 1920-1957,” Psychological Bulletin 55 (1958): 344。

    


    	
      1华氏度≈-17摄氏度。

    


    	
      Surowiecki, The Wisdom of Crowds, 5 (discussing jar experiment)。

    


    	
      1磅≈0.45千克。

    


    	
      出处同上，xi-xiii。

    


    	
      部分积极证据，参见：Armstrong, “Combining Forecasts,” 417, 419-420, 427, 433-435。

    


    	
      出处同上，16。

    


    	
      Theodore C. Sorensen, Kenned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 306。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65), 258-259。

    


    	
      出处同上，255。

    


    	
      基本情况介绍，参见Solomon E. Asch, “Opinions and Social Pressure,” in Readings About the Social Animal, 11th ed., ed. Joshua Aronson and Elliott Aronson (New York: Worth, 2011), 17-26。

    


    	
      Reid Hastie, Steven Penrod, and Nancy Pennington, Inside the J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Caryn Christensen and Ann S. Abbott, “Team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in Decision Making in Health Care, ed. Gretchen B. Chapman and Frank A. Sonnenber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67, 273-276。

    

  


  第2章 无法纠正错误，反而放大错误


  没人因为能够证明人类会犯错误而获得诺贝尔奖。然而我们还是注意到，近几十年来，行为科学家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试图弄清楚人们如何犯错以及何时犯错。事实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至少有六次授予了与行为经济学相关的科学家。获奖者包括2000年的丹尼尔·麦克法登（Daniel McFadden）、2001年的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kerlof）、2002年的丹尼尔·卡尼曼、2005年的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2013年的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和2017年的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


  关于无用输入的简要介绍


  在准确定位人类犯错的原因和时机方面，研究工作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可以说，导致人们犯错的机制现在已经明确了。我们知道，启发诱导（heuristics）或者心理捷径（mental shortcuts）让人们犯下可预测的错误。人们还会受一些可以识别的偏差影响，系统性错误由此产生。[image: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启发性偏差与被称为系统1的认知运思（cognitive operations）有关——依靠直觉做出本能反应的系统，速度快，不需要费太大的劲儿。我们的主要兴趣在于群体行为，所以在简要介绍的过程中，我们会把重心放在启发性偏差上，因为它与群体所作所为最具相关性，尤其是商业和政府领域的群体。


  前车之鉴


  人类之所以犯错，是因为他们使用可得性启发（availability heuristic）来回答有关概率的难题。发生恐怖袭击、飓风、交通堵塞、核电厂事故、性传播疾病的可能性有多大？某个产品或某项改革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一部新电影或一档新电视节目有多大可能遭遇惨败或吸引大量观众？


  当人们运用可得性启发时，他们诉诸容易想起来的例子来回答概率问题。人们往往会说，在一张随机打印的页面上，以“ing”结尾的单词要比倒数第二个字母是“n”的单词多。这明显是一个不正确的判断，而做出这样的判断只是因为以“ing”结尾的单词很容易被人们想起。[image: ]通过这些发现，我们可以了解个人和公众对风险的反应。例如，犯罪、地震和其他灾害的危险特别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这方面的例子很容易就能回忆起来。


  在企业和政府中，人们经常会对昨天的惨败（或成功）做出反应。如果某个特定的策略或方法被证明是一场灾难，就会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今天的决策往往会根据这场灾难做出。没有哪位政治家想要对“另一个越南”负责，或者成为“另一个内维尔·张伯伦”[image: ]。外交政策有时就是参考前车之鉴来制定的——虽然它不是全世界最糟糕的方法，但也是一个相当不靠谱的方法。如果一家公司在某个近期遭遇滑铁卢的项目上浪费了大量资金，那么它很可能就会尝试避免另一个哪怕只是看起来与惨败项目有一点点相似的新计划，即使新计划确实有许多可取之处。可得性启发会把人们引到错误的方向上，比细致的统计分析差太远了。


  这种启发诱导也是造成种族、性别、年龄和残疾等方面的歧视的部分原因。如果人们很容易就能想起女性雇员辞职照顾家庭之类的事儿，就更可能产生性别歧视。每当公司做出与就业相关的决策时，可得性启发就会让人们犯错。好的决策有赖于全面的绩效记录，而不是泛泛的印象，更无关考察对象是否让人联想起某个失败或成功的人。事实上，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的畅销书《点球成金》（Moneyball）就是有关这个问题的绝佳案例研究。他告诉我们，在评估棒球球员的能力时，统计分析要比个人印象靠谱得多，而且这一发现适用于对各种人才的评估。


  可得性启发的结果，就是对一个事例的熟悉程度会影响事例的可得性。但是，突出程度（salience）也很重要。对观众来说，电视上播放的恐怖袭击真实而生动，突出程度非常高，其冲击力大于纸媒的相关报道。[image: ]这一点有助于解释很多人类行为。例如，人们是否会购买自然灾害保险，特别容易受到近期经验感受的影响。[image: ]地震之后，人们会突然对购买地震险产生极大的兴趣，但随着鲜活的记忆逐渐消退，人们对于保险的热衷程度也会从地震后的高峰稳步下降。


  虽然说运用可得性启发还远远到不了非理性的地步，但它也确实容易带来严重的错误。在洪水或飓风之后，人们会采取重大举措来防范洪水或飓风，这一点是可以预见的。但是，在任何低概率灾难爆发之前，人们所采取的预防措施十分不足或根本没有，也是很有可能的事。对公司来说，运用可得性启发也很容易犯下严重的错误，至少在它们过于强调从刚刚发生或者容易回忆起来的事件中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


  刘易斯在《点球成金》一书中着重讲述了奥克兰运动家队总经理比利·比恩（Billy Beane）的成功故事，指出棒球运动重要的一点，不是依赖直觉、情绪、传闻逸事甚至经验，而是细致的统计分析。《点球成金》提供的思路被应用于包括政府在内的许多领域。决策者们在运用自己的“点球成金术”时，比运用可得性启发更好。我们完全可以把“点球成金”看作一种策略，用来加强系统2，防止系统1出现错误。


  以貌取人


  大多数人也会受到代表性启发（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影响，即我们关于概率的判断受到外在或内在相似性评估（从物理角度或其他方面衡量，A在多大程度上看起来像B）影响。[image: ]你也许会觉得一名有潜力的求职者“看起来像”一个好的首席执行官，这个想法可能会极大地影响你的判断。再比如，一些经验丰富的棒球球探倾向于把重点放在某位“明日之星”是否看起来像一名球员。比利·比恩喜欢用一句话回应：“我们不是在这里卖牛仔裤。”他拒绝运用代表性启发，主张把研究重心放在球员的统计数据上，而不能放在比赛录像上。


  人们对某个假想女性琳达的职业问题的回答，可以作为代表性启发的典型范例。问题的背景是这样的：“琳达31岁，单身，直性子，而且非常聪明。她主修哲学。作为一名学生，她对反歧视和社会正义问题深表关注，还参加过反核示威游行。”[image: ]然后，人们根据要求按照概率顺序排列琳达未来可能从事的八种职业。大多数是临时补缺性质的工作（如精神病学社会工作者、小学教师），两个关键的岗位是“银行出纳员”和“积极参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员”。


  大多数人说，琳达不太可能成为银行出纳员，更有可能成为积极参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员。这明显是一个错误，是以结合错误（conjunction error）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逻辑谬误。它的具体表现是，人们认为特性A和特性B相结合的可能性比特性A单独出现的可能性更大。这个错误源于代表性启发：对琳达的描述似乎更加符合我们对“积极参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员”的固定印象，远远强于泛泛的“银行出纳员”。代表性启发有助于解释社会科学家保罗·罗津（Paul Rozin）和卡萝尔·内梅罗夫（Carol Nemeroff）研究的交感思维（sympathetic magical thinking）现象。[image: ]代表性启发通常效果很好，但在商业和政治中，它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失误。招聘决策就经常因为代表性启发而出现严重的错误。


  正如琳达的例子表明的那样，依靠代表性启发，而不是更加系统和理性的思考过程，会使思维刻板固化，从而导致错误。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以史为鉴，指出人们过高估计了沃伦·G.哈定（Warren G. Harding）[image: ]的领导能力，只是因为他看起来像“总统”。他的外表和风度符合我们心目中政治领导人的理想形象。[image: ]而其他“光环效应”有些也是代表性启发的产物，例如，选民更愿意投票给那些看起来很有能力或者只是个头儿较高的候选人，正是因为这些候选人符合我们在心理上为领导人勾勒出的完美形象。[image: ]


  条条框框的束缚


  只要是人，就免不了要受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影响。也就是说，我们的决策会受到决策框架的制约，即使框架的不同仅仅是语义差别的结果，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我们所说的“框架”，是指如何向某人提出问题，或者人们如何从自己的角度描述或定义决策。同样一个决策，可以从“失去了什么”的角度去考虑，也可以从“得到了什么”来考虑，也可以是“我应该选择什么”，还可以是“我应该拒绝什么”。关键在于，框架对最终决策的内容会产生很大影响。例如，得知手术五年后的存活概率是90%的人，要比得知五年后的死亡率为10%的人更有可能去做这个手术。宣传“90%无脂肪”的肉类产品要比宣传“10%脂肪”的肉类产品更有吸引力。如果人们被告知他们使用某种节能方法，就能“每年节约600美元”，那么他们反而不太可能使用这种方法。但如果他们被告知，不这么做他们将“每年损失600美元”，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得失框架效应最令人玩味的表现之处，也许就是对我们的风险承担偏好产生的微妙影响了（“生”诱导利得框架，“死”诱导损失框架；“90%无脂肪”是得，“10%脂肪”是失）。有时，我们确实会很不幸地面临一种局面，那就是眼下的所有选择都会招致损失，而且这样的结果傻子都能看出来。如果造成决策困境的是一种不管怎么选都会造成损失的框架，那么大多数人就会改变谨慎的规避风险的态度，转而愿意冒险。而且这种更加强烈的冒险倾向，有时只不过是为了回到原点或者不亏本，哪怕这样的结果只是可能而非肯定也在所不惜。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赌徒进行疯狂，但通常是徒劳的赌注，其目的只不过是想把本钱拿回来。而在医疗、商业和政府决策方面还有许多能够产生更加深远的社会影响的例子。


  应该采用怎样的框架来探讨和解决问题？人们在这种框架面前如此不堪一击是否合理，多大程度上算合理？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讨论。毫无疑问，对选择的描述会对个体产生“助推”作用。甚至即便没有实质性差异，只不过是更加巧妙地运用语言，也会使描述发挥更加有效的作用。


  自我中心偏差及其他


  如果你也是凡人一个，那么就会受自我中心偏差干扰。这种偏差会让我们大多数人认为别人会像我们那样想问题，做事情。我们会夸大自己的品位和偏好的典型程度。当被问及星期六晚上有多大比例的人去看电影，喜欢鲍勃·迪伦还是泰勒·斯威夫特，是否赞成某个政治候选人，或者是否认为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新片将赢得奥斯卡奖时，大多数人都会从自己的喜好出发，表现出方向性偏差。


  这种偏差会导致重大的错误。例如，支持特定候选人的选民通常会高估该候选人胜出的概率。即使这类事情以前曾经发生过，以后还会再次发生，因为偏差很难避免。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在企业中，人们认为如果他们喜欢某个产品，其他人也会喜欢。由于制造产品的人通常对他们的作品爱不释手，可能最终会高估产品对他人的吸引力。


  我们曾提到过其他偏差，虽然针对每种偏差都有大量的研究著述，但我们还是愿意再费一点笔墨多说几句，介绍一下这些偏差对企业而言的重要性（不仅是做生意，谈女朋友也免不了会受这些偏差影响）。[image: ]如果一项计划遭遇失败，人们会倾向于加大投入力度，而不是简单地止损了事。人类容易产生“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比如调查发现大约90%的司机相信自己的驾驶行为比一般司机更安全。对于面临的大多数风险，人们通常会认为他们的运气要比现实防护好一些。


  所以说，人类容易犯过度自信的毛病，尤其是当他们做出投资决策时。在过度自信的驱使下，人们就会养成“过度精确”的习惯，相信他们的预测比事实更准确、更精密。你对自己看好的一项投资年末价值的估算最高是多少？你可能会说，“每股74美元”。现在，你可以对这个估计值设定90%的置信区间，让实际价值落于这一区间之外，而令你感到意外的概率不超过10%。如果你是一个典型的投资者，就会发现让你意外的概率其实远远超过10%。[image: ]


  我们提到过“规划谬误”，这种谬误与乐观情绪和过度自信有着密切关系。[image: ]不管是小型项目（学期论文），还是大型项目（波士顿的Big Dig隧道，索契奥运会场地），总是预算超支，总是比原来的计划花费更长的时间。当公司财务人员试图做出有效的成本估计时，即使是常规项目，他们往往也要把成本增加至少一倍，但即便这样，他们的估计仍然太低。规划谬误源自于目光短浅，只考虑项目的一种预测情景，而对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则采取不予考虑的态度（比如竞争对手的干扰，供应链发生问题，合作伙伴意外事故，以及天气之类的不可抗力等），并因此形成一个能够自圆其说却过度美化的叙事。


  人类也受到后视偏差（hindsight bias）影响，即当事情最终按照某种方式发生时，他们倾向于认为“我早就知道是这个样子”。[image: ]后视偏差的一个真正的问题是，它降低了学习的可能性。由于后视偏差让我错误地相信我早就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我对结果就不会感到惊讶，也就不会考虑修正我对形势的判断。当下一次我又面临类似的判断时，还会重蹈覆辙。


  最后，人们成为沉没成本谬误（sunk-cost fallacy）的牺牲品，就是说他们不会采取合理的行动，应对他们已经支付的成本。[image: ]如果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搞到音乐会的门票（或是健身俱乐部会员，或是发动一场战争），我就有动力坚持到底，即使我已经失去兴趣或者我参与的事业显而易见（至少从局外人的角度看）已经失败了，也在所不惜。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探讨一下对这项谬误以及其他一些谬误可以采取哪些补救措施。


  无用输出


  就我们在本书的讨论而言，一个核心甚至关键的问题是群体能否避免个人犯错。通常他们不能——“无用输入，无用输出”定律就是生动的写照，这个过程也是对指望个体错误能被群体纠正的一种嘲弄。事实上，个体错误不仅会被复制，还会在许多群体决策中被放大，从而形成一个“少量无用输入，大量无用输出”的过程。


  还有一个特别令人不安的发现，与商业和政治中的群体行为有很大的相关性：面对一个濒于失败的行动，群体甚至比个体更有可能加大其承诺和投入。如果群体成员对于其所属群体有强烈的认同感，情况要更糟。[image: ]我们知道，当事情开始出岔子时，有些人反而会加大他们对其原有计划的承诺和投入，部分原因是他们对计划倾注了强烈的感情，一定要让计划成功。


  群体在这个过程中的表现更加惨不忍睹。为什么公司、州甚至国家经常继续开展注定要失败的项目和计划？人们不妨从这个方面寻找原因。如果某家公司大力营销一款卖得不好的产品，可能只是由于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互动，反而让它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一个国家推行让本国公民受害的经济政策或外交策略，有时也是这个原因。


  我们注意到，在规划谬误方面，群体也比个体更糟糕，这反映了群体存在过度乐观的风险。我们还发现群体有以下几个问题。


  •群体放大而不是削弱了对代表性启发的依赖。[image: ]


  •群体表现出比个别群体成员更加不切实际的过度自信。[image: ]


  •群体甚至比个体更容易受框架效应影响。[image: ]


  •群体更容易被律师们巧言令色的虚假论证误导。[image: ]


  •群体更容易受沉没成本谬误摆布。[image: ]


  在一项试图提示代表性启发的威力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当个体错误率较高时，群体会比个体产生更多而不是更少的“结合错误”（相信两个事件一起发生的概率要高于其中某一事件单独发生的概率）。相反，当个体错误率低时，群体的结合错误也会减少。[image: ]


  类似的偏差也损害了法律制度的公正。例如，假设个别陪审员心中已经存在偏见，也许是因为审判前对被告的报道产生的误导，也许只是因为被告的形象令人厌恶。在这种情况下，陪审团可能会放大而不是纠正这些个人偏见。[image: ]这种情况不仅限于陪审团，它对各种群体决策都有影响。如果公司中的某个人被无关或无效的证据影响而产生偏差，那么整个群体的偏差会更严重。


  当然，我们不想让大家觉得所有判断偏差都会被群体放大。对于一些偏差，群体会重复个体的错误，但不会加剧错误。对于另外一些偏差，群体甚至可能会减少错误。与个体相比，研究发现，群体对可得性启发的依赖程度还要略低一点（回想一下，这种启发会导致明显的错误），并且人们过度纠缠于某些较为突出的数字倾向（锚定偏差）[image: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群体讨论而削弱，后视偏差和自我中心偏差也是如此。然而，更重要的一点是，个体偏差没有在群体层面得到系统校正，并且经常会变得更糟。


  为何会产生更多的无用信息


  为什么个体错误如此频繁地被放大，而且如此罕见地在群体层面获得纠正？还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两个主要原因：信息压力和社交影响。它们都脱不掉干系。


  假设群体的大多数成员都容易出现某些特定错误，如果大多数人犯了这些错误，那么大多数人同时就会看到别人也在犯同样的错误。他们看到的情况会发挥社交证明（social proof）的作用，传递关于哪些是正确做法的信息。那些不是专家的人很可能会想，如果大多数人犯同样的错误，也许那根本就不是错误。社交影响也在发挥作用。如果大多数群体成员都犯错误了，其他成员可能不会让他们觉得自己有多令人讨厌或者很愚蠢。当群体放大其成员的失误时，社交影响是一大原因。


  当然，也有一些好消息，可以作为协商型群体能够纠正或减少某些偏差的证据。我们已经看到，在“顿悟”之类的问题上，群体可以做得很好，即使个别成员起步的基础是从某种偏差中得出的答案。这是一个重要发现。如我们所见，它对群体如何做得更好是有影响的。倘若群体成员在宣布答案时确认答案肯定是正确的，他们就会倾向于就此达成一致。这种对真理的趋同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人们有时只是确认一下，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它原本就待在人们头脑中的某个地方，只不过大家没有想到而已，所以才能醍醐灌顶，一点就破。第二，宣布正确答案的人能够证明其正确性，可以进行令人信服的论证或逻辑推导。第三，这个人的技术权威性有时是无可争议的。当对某个交通方面的数据进行估算时，公路工程师是权威；而关于医学，医生则是专家。那么问题来了，如何使群体增强“顿悟”能力，更容易喊出“我明白了”之类的话？


  群体在克服自我中心偏差方面也比个体做得更好。原因很简单。作为一个人，你会专注于自己的品位——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也许你会为一部《美国队长》的新片而兴奋到疯狂，也许你觉得贴有一张罗纳德·里根照片的亮粉色圆形新款手机炫酷极了，魅力无法阻挡。但如果你去问问别人，你很可能会发现你自己的品位实在是太特异了。


  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启示是，如果群体能够对各种不同的观点兼收并蓄，开放包容，人们就能很快知道并非人人认同自己的立场，从而减少偏差。在这种情况下，群体协商就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纠偏机会。请注意，如果群体全都由“志同道合”的人组成，那么我们是不太可能得到纠正的，自我中心偏差还会被放大。


  这可能是群体的可得性偏差略有减少的原因。也许群体成员都依赖于脑子里想到的东西，但每个成员的记忆可能不同，所以在群体层面就会产生一个更具代表性的重要信息样本。还有后视偏差，与个体相比，群体对这种偏差的敏感性要略差一点。[image: ]不容易受到后视偏差影响的群体成员能够说服别人这确实是一种偏差，或者有些成员会对结果感到惊讶（从而减少个体的后视效应）。


  更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小组讨论，个体错误经常被传播和放大，而不是被消除。当个体表现出高度偏差时，群体的偏差程度可能比个体偏差的中位数或平均水平更高。这一点，正是群体失败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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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章 流瀑效应：从众带来危险


  研究人员早就知道，如果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影响，群体的错误就会被放大。当然，人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动物，人类语言可能是动物王国中最微妙、最迷人的社交机制。大脑会本能地积极帮助我们从一出生就无师自通地模仿别人，与其他人保持同步。[image: ]情感在我们的物种中是会传染的，肥胖似乎也有传染性，幸福本身更是如此。[image: ]（我们知道某位行为经济学家发表了一个被他称为人类生活法则的观点：“伴侣多幸福，你就多幸福。”）毫不夸张地说，群居是人类群体的基本行为。


  如果你有疑问，来看一项有关音乐下载的出色研究。[image: ]社会学家马修·萨尔加尼克（Matthew Salganik）和他的共同署名人得出结论，音乐的成功和失败有很多偶然性，早期流行的小差异，会导致最终成功的大不同。在商业中，许多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几乎都不是太清楚。他们低估了产品发布之后不久发生的事情对成功或失败的决定程度，并且经常高估内在价值的贡献。


  萨尔加尼克的研究具体是这样的。研究人员创建了一个对照组，人们可以欣赏由新乐队创作的48首歌曲并从中下载一首或几首。在对照组中，内在价值和个人品位左右了人们的选择。每个人并不知道其他人下载或喜欢的歌曲，任其自行独立判断他们喜欢哪些歌。为了测试社交影响的效果，萨尔加尼克和他的研究伙伴又创建了八个子组。在每个子组中，每个成员可以看到每首歌在自己这个子组中有多少人曾经下载过。


  总之，萨尔加尼克及其研究伙伴试图测试社交影响和消费者选择之间的关系。你觉得会发生什么情况？如果人们能够看到他人的行为，那么知晓他人的选择会对最终的下载次数产生影响吗？


  答案是，影响太大了，造成的后果简直是天壤之别。虽然最烂的歌曲（由控制组确定）永远不会登上排行榜首，最好的歌曲也永远不会排名最后，但除此以外，基本上其他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如果一首歌从刚开始下载时就大受追捧，那么它就真能一红到底。如果不能先声夺人，几乎任何歌曲都可能一败涂地。正如萨尔加尼克和邓肯·沃茨（Duncan Watts）后来证明的那样，你可以相当容易地操纵结果，因为人气是一个自我应验预言[image: ]，你说它能红，它最后就真能红。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网站（错误地）显示某一首歌的下载量很大，那首歌就会一炮而红，并最终成为主打歌。据说当年约翰·F.肯尼迪的著作《当仁不让》（Profiles in Courage）甫一面世，他父亲乔·肯尼迪就买了数万本，这本书遂成畅销之势。真是一位聪明的老爸！


  这里有一个教训可供两类组织借鉴，一类是寻求推销产品的企业，另一类是愚蠢的群体，领导者常常在群体搜集到足够的信息或得出可能的结果之前，宣布对某个拟议行动方案的偏好。这个教训说起来其实大家都明白，但它现在有了坚实的经验基础：如果一个项目、一家企业、一位政治家或一项事业在起步阶段就能得到很多支持，那么发展到最后就会成为整个群体的最终偏好，甚至离开了这种支持，单凭其内在优势根本无法取得成功。无论是小群体，还是大群体，最终都会表现出这种倾向。如果群体中率先发言的人赞成某个特定的行动方案，那么这个群体可能最终就会倾向于赞成他的立场，甚至开头炮的换个人又会有不一样的方案选择。


  当作品成功后，我们经常认为它们的成功是注定的。《蒙娜丽莎》难道不是世界上最著名、最受尊崇的画作之一吗？她的肖像难道不是神秘而不可抗拒的吗？甲壳虫乐队难道不是注定要成功吗？《哈利·波特》系列小说是出版史上最受欢迎的读物之一。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怎么可能不是呢？要当心这种思维方式，因为所谓的“不可避免”往往是一种错觉。我们在这里无法证明，但事实确实如此：只要命运多几次坎坷曲折，你可能就永远都听不到蒙娜丽莎、甲壳虫甚至哈利·波特的名字了（实际上，这些标志性作品中的每一个开头都不顺，却在无意之间由于不可预测的人气大爆发而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从群体的角度来说，许多群体最终都会产生不可避免的感觉，认为他们必然会趋向于一种观点，并最终成为他们的共识。也要小心这种感觉，因为它往往是一种错觉。群体的结论很可能是偶然的，碰上谁先发言，谁的观点就有可能成为群体的结论——我们称之为群体讨论的偶然副作用。在会议的议程安排上，“老板先讲话”可能会产生与“下属先发言”非常不同的结果。


  精明的管理者通常对这一点都有充分的认识，并且会组织讨论以便让特定人士在特定场合发声。在联邦政府内部，一些功力很深的领导人是这方面的大师。他们知道，在关键时刻，如果他们请某个和他们意见一致的人率先表态，就可以左右结果。管理者经验之一：把有些想法灌输给你认可的发言人，让他们抢先说，多说。管理者经验之二：如果你不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不要这样做。


  点赞和拍砖


  还有其他一些研究支持我们的核心观点（也有助于消除“注定”的错觉）。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列夫·穆奇尼克和他的同事在一个网站上进行了一个巧妙的实验，这个网站刊登各种故事，并允许人们发表评论，然后可以对评论点赞或者拍砖。关于所发表的评论，网站会用点赞数减去拍砖数来编制一个总分。为了衡量社交影响的效果，研究人员设定了三种测试环境：（1）“点赞处理”，即通过人为操纵，评论一出现马上就自动点赞一次；（2）“拍砖处理”，即通过人为操纵，评论一出现马上就自动拍砖一次；（3）“控制”，即评论没有获得人为操纵的初始信号。数以百万计的网站访客被随机分配到三种环境下。问题：首次点赞或拍砖会产生什么样的最终效果？


  你可能会认为，经过这么多次访问（和成千上万次的赞、拍），单单一次首赞或首拍可能无关紧要。总会有好的评论，也总会有不好的评论，最后胜出的还得是高质量的评论。这种想法很有道理，但如果真这么想，你就错了。在看到首赞之后（而且知道它完全是人为操纵的），下一个读者点赞的可能性会增加32%。此外，这种效应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下去。五个月后，单凭一次积极的首赞就能将评论的平均得分提高25%之多，而且投票数（打分的总次数）也显著增加了。


  至于拍砖的投票，情况是不对称的——一个饶有趣味的发现。是的，首拍确实增加了下一位读者也拍砖的可能性，但这种影响迅速得到了纠正。在同样经过五个月之后，人为操纵的首拍对评分的中位数没有影响（虽然它确实增加了投票数）。穆奇尼克和他的同事得出结论：“积极的社交影响会逐渐累积，形成评级泡沫（ratings bubbles）的趋势，消极的社交影响则会被群众校正（crowd correction）抵消。”他们认为自己的发现在产品推荐、股票市场预测和选举投票等方面都有意义。也许最初的积极反应，或只是几个这样的反应，就可以对最终结果产生重大影响。这个结论与萨尔加尼克的流行音乐研究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些，避免仅凭一两项研究就从中总结出重大经验教训，特别是在那些不涉及金钱的问题上。毫无疑问的是，当群体逐渐倾向于支持某些产品、人、政治倡议和思想时，可能并不是因为支持对象本身有什么内在优点，而是受到了与抢先点赞效果相同的这一类行为的影响。我们手头有很多关于群体的教训，有的反映群体近乎奇葩的不可预测性，有的则显示群体经常会缺心眼儿，少智慧。当然，穆奇尼克的研究是以非常庞大的群体为目标进行的，但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小型群体中。事实上，在小型群体中的效果还会更加显著，因为首赞（支持某项计划、产品或裁决）会对其他人的投票产生巨大影响。


  两种流瀑效应


  这里有一项针对群体智慧和社交影响的全面测试。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看到的，一个大群体的估计值中位数往往准确得让人惊掉下巴（我们将在第8章继续讨论这一主题）。但是如果群体中的人知道别人在说什么，又会发生什么情况？你可能认为了解别人的想法能够提供一些助益，其实情况要复杂得多。


  苏黎世的一位研究人员让·洛伦兹与几名同事一起研究当要求人们估算某些统计值（例如，瑞士发生的伤害、强奸和谋杀案件数量）时会发生什么情况。[image: ]研究人员发现，当把别人的估计告诉大家时，意见的多样性会大幅减少——这样的结果往往会降低群体的睿智度（但是，请注意，即使多样性减少，群体仍然比个人的估计更准确[image: ]）。洛伦兹和他的合作者还发现群众的另一个问题，由于人们听到了其他人的估计，他们还会变得更加自信。值得一提的是，人们还会因为获得正确答案而得到金钱奖励，所以他们的错误只能怨自己，不全是“讨好别人”的结果。洛伦兹的结论是，对于决策者来说，群体的建议“可能是彻底误导”，至少当群体成员之间有互相交流的时候。


  尽管存在些许差异，但萨尔加尼克、穆奇尼克和洛伦兹的研究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都涉及社交流瀑（social cascades）。当人们相互影响时，就会产生流瀑，使得参与其中的人忽略自己掌握的情况，转而依赖他人公开宣布的判断。与我们对社交影响的两种描述相对应的，有两种流瀑效应：信息和声誉。在信息流瀑中，人们为了尊重他人传达的信息而让自己缄默不语。在声誉流瀑中，人们之所以沉默，则是希望避免别人责难自己。


  信息流瀑


  流瀑不一定涉及协商，但是协商过程和群体决策通常涉及流瀑。核心问题是，流瀑效应所涉及的人不会透露他们知道的一切。结果，群体得不到重要信息，而且经常做出糟糕的决策。[image: ]


  信息流瀑在行动


  如果你想知道信息流瀑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可以想象一家公司的高管正在决定是否要授权进行新的风险投资。[image: ]让我们假设群体成员依次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全世界的团队和委员会面对面讨论问题时的常见做法。每个成员都掌握一些关于应该做什么的独家信息，但每个人也能以足够的理性参与他人的判断。


  安德鲁斯第一个发言，他建议应该授权进行这次风险投资。巴恩斯现在知道了安德鲁斯的判断，如果她经过独立思考，同意安德鲁斯的判断，显然她也应该投票赞成投资。但假设她的独立判断是不一样的，那么一切都将取决于她对安德鲁斯的判断有多少信心，以及她对自己有多少信心。如果她对安德鲁斯的相信程度与相信自己不相上下，在这种情况下，她应该对将要做什么没有任何倾向性，可能只好扔硬币让老天爷来决定了。如果她在自己掌握的独立信息的基础上不能确定该怎么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她会附和安德鲁斯的意见。


  现在转到第三位成员——卡尔顿。假设安德鲁斯和巴恩斯都赞成进行这次风险投资，但是卡尔顿自己了解到的情况（虽然不太确定）表明风险投资可能是个坏主意。到了这一步，卡尔顿必须权衡到底是支持安德鲁斯和巴恩斯的观点，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在合理的假设下，卡尔顿很有可能会忽略他知道的情况，跟着安德鲁斯和巴恩斯走。毕竟在这种情况下，安德鲁斯和巴恩斯的结论似乎很可能都有站得住脚的理由。除非卡尔顿认为他自己掌握的信息比他们更充分，否则他就会同意前两个人的意见。如果卡尔顿就是这样做的，他就成为流瀑的一部分。


  如果卡尔顿很聪明，他可能会考虑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巴恩斯可能是屈从于安德鲁斯的判断，并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独立判断。如果卡尔顿想到这一点，他就可能不会在意巴恩斯与安德鲁斯达成一致的事实。但在现实世界中，许多群体成员想不到上一个发言者有可能是屈从于更前面那位发言者的观点。人们倾向于认为，在有两个人或更多的人相信某事的情况下，每个人的这种信念都是通过独立思考形成的。[image: ]这其实是一种错误，我们很多人都会犯。


  现在假设卡尔顿和安德鲁斯、巴恩斯站在一起了，团队其他成员戴维斯、爱德华兹和弗朗西斯知道安德鲁斯、巴恩斯和卡尔顿说了什么和做了什么。在合理的假设下，他们要做的事情会和卡尔顿一模一样：无论他们个人掌握了什么信息（我们假设这些信息对进行风险投资不太有利，但并不确定），他们都会赞成这次风险投资。即使安德鲁斯最开始的发言只是不过脑子的乱讲，最后也还会是这种结果。当然，戴维斯、爱德华兹或弗朗西斯也有可能会退后一步，怀疑安德鲁斯、巴恩斯和卡尔顿是否真的做出了独立判断。但如果他们像大多数人那样，就不会这样做。在他们前面发言的人显然已经达成了共识，单单这种沉重的压力就会迫使他们与逐渐已经形成共识的观点保持一致。


  如果这就是事情的经过，那么我们就会面对一个早已熟悉的问题：流瀑中的人没有披露他们私下拥有的信息。在上面的例子中，决策没有体现整体知识水平或者群体中所有人掌握的全部信息。即使个体成员掌握的信息，只要确实进行披露和汇总，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可能更好的）结果。群体会授权进行风险投资，哪怕这是一个糟糕透顶的主意，哪怕群体成员知道这是一个糟糕透顶的主意。原因很简单，就是人们已经被前面发过言的人牵着鼻子走了。后续的发言者可能不敢采信自己掌握的信息，也不敢把这些信息讲出来，即使这些信息实际上比引发流瀑效应的那些人共同拥有的信息还重要。


  这里还有一个有关陪审团审案的信息流瀑例子。我们中的一位（海斯蒂）进行过几十次模拟陪审团研究，参与研究的志愿者多达数千人，许多都是具有公民资格的大城市陪审员候选人。在这些研究中，志愿者要审议和裁决一些典型的棘手案件，并允许研究人员对自己的表现进行录像。许多陪审团（模拟和真实）在审案开始前都先进行一次模拟投票，只是想了解一下每个人的立场。


  在几十次陪审团试验中，我们观察到如下情景。模拟投票会把陪审团分成几拨人，而且通常都会引发一次小型的流瀑效应，有那么两三位陪审员会倾向于同一种判决，而且信心越来越大。由于研究人员在审案前已经收集了个人意见，我们知道陪审团的每一位陪审员私下都倾向于哪种判决。让我们假设1号、2号和3号陪审员无论在私底下还是公开模拟投票中都赞成“二级谋杀罪”。我们同时知道，4号陪审员赞成无罪，而且在审案前的民意调查中表示出的信心度是最高的。


  那么，当面对三个人的谋杀裁决时，4号陪审员会怎么做呢？他顿了一下，然后说：“二级谋杀罪。”这时，尚未决定做何表决的7号陪审员突然开口问道： “为什么是二级谋杀罪？”4号陪审员瞬时一脸不知所措的表情，好像走路撞到电线杆似的，然后他定定神回答说：“哦，这就是很明显的二级谋杀罪嘛。”这种情景非常典型，是信息流瀑的一个标志性例子。我们毫不怀疑，在世界各地的陪审团会议室、董事会会议室以及政府会议室里，每天都在上演这样的情景。


  焦虑和流瀑效应


  谦卑、圆滑或者爱显摆自己的人特别容易陷入流瀑效应。焦虑型的人完全可能会打破它，特别是在流瀑效应源自于高度乐观的情况下简直屡试不爽。南茜-安·德帕尔就是一位打破流瀑效应的金牌选手，这完全要归功于她敢于用怀疑的态度强硬地提出问题，迫使人们重新思考。每个群体都需要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想知道：如果许多人在某个棘手问题上都持相同意见，会不会是因为他们跟在一两个糊涂虫后面人云亦云？为什么没有不同意见？（想想在猪湾事件中的惨败。）


  对于先表态的人所做的声明或采取的行动，群体成员予以采信并不是不负责任，理解这一点很重要。事实上，成员遵循严格的理性思维过程，才会发生信息流瀑。群体成员会对其接收的信息信号做出明智的反应。如果大多数人认为创业是一个好主意，那么它可能就是一个好主意。如果你不想同意你的同事所说的话，你会理智地觉得需要相当强有力的论据来进行反驳。


  但是，我们也不应该低估我们的另一种倾向，即我们经常会把自己和别人的信心当作一种暗示，以此判断哪些信息最值得重视（与信息的有效性无关）。群体决策最隐蔽的副作用之一，就是人们对错误的群体决策的信任程度，高于他们对不正确的个人决策的信任程度。流瀑效应产生的社交证据以及（更加普遍的从众心理）放大了每个人对错误结果的信任度。[image: ]高度自信或占主导地位的人物在决策过程中的表态也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并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尊重，至于他们的意见是不是真正有助于解决问题，没人在意。[image: ]


  瓦罐实验：选红还是选白


  在现实世界中，流瀑效应常常发生在协商型群体中[image: ]，但它们也很容易在实验室中创建。最简单的实验是人工设计的，但其揭示效果是最有力的，因为它是对现实，也就是每一年每一天发生的事件的程式化再现。实验需要一点技术，具体细节一点也不好玩儿，但请拜托各位务必听我们介绍一点细节，因为群体以错误收场的种种原因，全都藏在细节里。


  实验组织者要求参与者猜测实验使用的是瓦罐A还是瓦罐B，瓦罐A里有两个红球和一个白球，瓦罐B里有两个白球和一个红球。[image: ]参与者如果猜对了，就可以获得两美元奖励，用经济手段刺激人们力争做出正确的选择。


  每一轮选择一个瓦罐，然后要求参与者从选定的瓦罐中取出一个球（而且只取一个），取球的过程不对外公开。参与者在答题纸上记录两项结果：（1）球的颜色；（2）参与者自己对于使用了哪个瓦罐的判断。参与者不向整个小组宣布自己取出的是什么球，但是他一定要向大家公布自己（关于可能使用哪个瓦罐）的判断。


  然后再把球放回瓦罐，把瓦罐传递给下一个参与者进行另一次不公开的取球。取球的结果仍然不向任何人透露，但这位参与者自己关于瓦罐的判断还是要公布。重复这个过程，直到所有参与者都取过球并做出决定。此时，实验组织者宣布实际上使用的是哪个瓦罐。如果参与者只根据他们自己掌握的信息选择瓦罐，他们的正确率会达到66.7%。实验的目的是观察人们是否会在面对前面的人的表态时忽略自己的抽球结果，并探讨这样的决定是否会导致流瀑效应和错误。


  结果呢？在实验中，通常确实会形成流瀑效应，一般也确实会导致错误。在公布了大量个人判断之后，人们宣布的判断结果跟他们自己的不公开取球已经没有了关系，却与此前大多数人宣布的结果相一致。[image: ]超过77%的轮次导致了流瀑效应，15%的个人在公布判断结果时没有体现“个人信号”，即个体自己取球所提供的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人的决定均合理基于现有的信息，但仍然会形成错误的流瀑效应。[image: ]


  表3-1是一个导致不准确结果的流瀑效应示例（实际使用的是瓦罐B，但前两次取球产生了一个有利于瓦罐A的流瀑效应）。[image: ]


  
  表3-1 信息流瀑
[image: ]


  资料来源：Marc Willinger and Anthony Ziegelmeyer, “Are More Informed Agents Able to Shatter Information Cascades in the Lab?” in The Economics of Networks: Interaction and Behaviours , ed. Patrick Cohendet et al. (New York: Springer, 1998), 291.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个人信息的总量（四个白球和两个红球）指向了正确的判断：瓦罐B。但是两个早期信号的存在，产生了理性却不正确的判断，导致其他人也跟着犯错。最初的误导性信号引发了一连串不正确的决定，而且链条没有被后来收到的更能体现事实的信号打破。[image: ]有证据表明，人们最终往往能够打破非常长的流瀑效应链，但毫无疑问，即使是很短的链条，也会造成很大的麻烦，有些长链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打破的。[image: ]


  瓦罐实验直接体现了团队和协商型群体在现实世界中的决策过程，人们采信前人表达的意见，因此没有把他们知道的信息告诉给大家，结果导致整个群体受到伤害。在这里，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萨尔加尼克的音乐下载实验。他的实验也产生了类似的结果，有些歌曲流行开来，有些歌曲则湮没无闻。由于品位这个东西没法用对错来衡量，所以我们不清楚这些对音乐的判断里有没有错误。但如果一个群体由于采信了那些先发言的人的观点，而最终做出错误的决策，那么社交影响和从众效应显然对揭示真相起了破坏作用。


  声誉流瀑


  声誉流瀑具有完全不同的动态。在这种流瀑效应的影响下，即便群体成员认为他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或者什么可能是正确的，也会义无反顾地与群体站在一起，维持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好感。问题不是群体成员受到了前人声明所传达信息的影响，而是他们不想面对他们的老板或同事的不满。


  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在20世纪90年代（以及之后）曾是政治右派经常给别人扣的一顶大帽子，现在已经适用于许多场合，并不仅仅局限于左倾的高等教育机构。无论在商界还是政界，经常都会有一种明确的感觉，即某个观点人人皆须奉为圭臬，那些质疑或拒绝它的人，即使是出于讨论的目的，也要为自己的质疑或拒绝承受巨大的风险。他们似乎很难或者根本就无法成为团队的一员。人们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在浪费群体的时间，把他们看作具有颠覆性的破坏分子。在极端情况下，他们成为大家眼中不合群的异类。这些异类让群体不自在，但明智的群体会采取措施保护他们。


  声誉流瀑就是这样引发的。假设阿尔伯特表示公司的新项目可能会成功，芭芭拉同意阿尔伯特的意见，不是因为她确实认为阿尔伯特是正确的（事实上，她认为他错了），而是因为她不希望自己看起来对这个项目很无知，有抵触或怀疑情绪。如果阿尔伯特和芭芭拉都同意项目会顺利完成，辛西娅不仅不太可能公开表达不同意见，甚至可能愿意赞成他们的判断。辛西娅的反应不是因为她认为前两个人的判断是正确的（她认为是错的），而是因为她不想挑起阿尔伯特和芭芭拉的敌意或失去他们的好感。


  现在应该很容易看清楚这次流瀑的引发过程了。一旦阿尔伯特、芭芭拉和辛西娅在这个问题上建立了统一战线，他们的同事大卫就更不愿意反对他们了，即使他认为他们错了，而且有充分的理由支持自己的观点。在群体决策的真实世界中，人们当然无法确定公开表达的意见到底是独立信息的产物，还是信息流瀑或者声誉压力的结果。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倾听者和旁观者无疑夸大了其他人的行动都是基于独立信息的程度。


  我们可以巧妙地改变一下上面介绍过的瓦罐实验，来推算声誉流瀑发生的概率。[image: ]在新的实验中，人们需要猜测他们的球是从哪个瓦罐中抽取的，这与前一个实验一样（瓦罐A有两个红球和一个白球，瓦罐B有两个白球和一个红球）。参与者判断正确，会获得0.25美元的奖励，如果判断与群体多数人的判断一致，则会获得0.75美元的奖励。同时，判断不正确以及不一致的答案要接受惩罚。如果人们判断错误，会被罚0.25美元；如果他们的判断与整个群体的判断不一致，他们就要被罚0.75美元。


  在这个实验中，几乎每一次都会引发流瀑效应！高达96.7%的轮次引发了流瀑，同时有35.3%的人公开宣布的判断结果与他们的个人信号不符。也就是说，他们公开投票反对自己取球所获得的信号。当后一个人取球后的判断与前一个人公布的判断相矛盾时，72.2%的人选择与前一个人的判断保持一致。表3-2记录了这个版本的实验结果（实际是瓦罐B）。[image: ]


  
  表3-2 从众效应和流瀑效应
[image: ]


  资料来源: Angela A. Hung and Charles R. Plott, “Information Cascades: Replication and an Extension to Majority Rule and Conformity- Rewarding Institu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2001): 1508, 1515.


  这个实验表明，如果人们接受奖励的原因不仅是，或者不主要是他们做对了，而是，或者主要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别人保持了一致，那么基本上可以预期结果肯定会让人特别遗憾。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些群体（通常由非常聪明的人领导或组成）提供的恰恰是这样的奖励。而且这样的群体还有很多（甚至是在责任特别重大的商业和政府工作环境中）。还是老问题，人们通过自缄来让自己合群，而不是把他们实际掌握的重要信息公之于众。


  可得性流瀑


  到目前为止，我们假设群体成员在某种意义上是完全理性的。他们互相倾听，重视前面的人给出的信息信号。的确，他们关心自己的声誉，他们想得到别人的喜欢和尊重，这没有什么不合理的。


  然而，我们也注意到，人们会运用启发法进行判断，从而导致他们误入歧途，而且在判断过程中人们还会受偏差影响。在流瀑效应走向谬误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推手莫过于可得性启发。当特定事件凸显时，就会引发可得性流瀑（availability cascades），相关想法会从一个人快速传播到另一个人，最终在群体内形成广泛的信念，无论大小。[image: ]


  可得性流瀑效应的副产品是关联阻塞（associative blocking）或协作固化（collaborative fixation），即强势且高度关联的想法会阻止其他奇思妙想的出现。当群体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是产生创造性解决方案时，这种现象就会成为一个大问题。个体成员的创造性新思维过程被其他成员产生的强势的、现成可得的想法抑制。头脑风暴要想发挥作用，就需要采取一些战术来避免可得性流瀑效应这种棘手的副作用（进一步讨论参见本书第二部分）。


  在高风险领域，可得性流瀑效应十分常见。特定事件（涉及危险农药、废弃有害垃圾倾倒、核电事故以及恐怖主义行为）可能为群体所司空见惯，甚至成为例行公事。到了这种程度，特定事件就会改变整个群体对流程、产品或活动的感知能力。在商业活动中，人们对可得性流瀑效应也不陌生。有关某次事件、巨大的成功或失败的报告可能像野火一样在企业内部或企业之间传播，影响大家对其他看似雷同的事件或产品的判断。一部电影（《星球大战》）、一部电视剧（《绝命毒师》）或一本书（《哈利·波特》）火了，就会引起企业的强烈反响，热切地寻找下一个题材类似的动议或项目。实际上，正是在流瀑效应显而易见的影响下，关于青少年吸血鬼或豪门贵妇的戏才会突然成为电视圈里的热门题材，因为管理层必须立足于近期大卖的故事题材做出决策。[image: ]


  政府官员也会受可得性流瀑效应影响。一件坏事（比如，内维尔·张伯伦对希特勒的绥靖、越南战争或2008年的金融危机）会流毒很长时间，只是因为它太突出、太扎眼了。每次危机出现都会让人们想起当年的惨痛教训，提醒人们采取行动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当然，基本判断也可能是正确的。有时候，历史真的可以为鉴。但请记住，可得性启发非常不靠谱。人们可能知道某个“狼来了”的实例，但实例也许并不具有代表性。农药基本是安全的，即使某种特定的农药不安全。一个广为人知、涉及废弃有害垃圾倾倒的事件，会让人感觉废弃有害垃圾倾倒比实际情况危险得多。


  可得性流瀑效应会使企业和政府不切实际地看空一些可能性，又对某些人不切实际地看多。一旦牵涉可得性流瀑，群体的运动方向就会发生可怕的偏移。在这里，我们谈的还不是“群体迷思”的问题，而是众所周知的认知偏差如何以破坏性的方式与社交影响相互作用，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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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章 群体极化：立场更加极端


  流瀑效应和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这两种早已为人所熟知和研究的现象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协商型群体的成员在开始协商之前对某一立场的倾向性往往会在协商后变得更加极端。[image: ]这个问题在一群“志同道合”的人那里尤其严重，他们经过协商通常会变得更加极端。


  群体极化是协商型群体具有的一种频繁模式（frequent pattern）。在美国、法国、阿富汗和德国等十几个国家进行的数百项研究都发现了它的踪迹。[image: ]例如，一开始就对美国说“不”，并且怀疑其意图的群体成员，在交换观点后会产生更多的反对和怀疑。事实上，法国人就是这种现象现成的活例子。[image: ]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在美国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并要求美国人评价法国人，也会观察到同样的现象。


  风险偏移和谨慎偏移


  最初关于协商效果的实验与企业和政府之类的组织联系尤为紧密。对风险承担行为的研究结果清楚地发现，从一开始就倾向于承担风险的人们，在经过相互协商之后，会更加愿意承担风险。[image: ]如果群体成员在讨论前就有点儿愿意参与风险行为的意思，那么群体讨论的结果就会使群体参与更多的风险行为。有许多决策都需要承担风险，包括接受一份工作，对外国投资，逃离战俘营，竞选公职。在许多这样的决策中，协商型群体的成员经过短暂交换意见之后会变得更加愿意冒险。正是基于这一证据，主流观点认为协商产生了系统性的风险偏移（risky shift）。


  但后来的研究又使人们对这一结论产生了疑问，进而形成了一个更大的谜题。面对许多同样的问题，美国人表现出风险偏移的倾向，中国人却表现出谨慎偏移（cautious shift）的倾向。事实证明，在参加实验的美国人中，协商有时也会导致谨慎偏移，因为厌恶风险的人在彼此交流之后会更加厌恶某些风险，这取决于他们正在考虑的行动。谨慎偏移的典型例子是关于是否结婚的决策，以及在腹痛严重到可能需要治疗的情况下是否登机的决定。在这些情况下，协商型群体的成员，即使是美国人，也会变得更加谨慎，而不是去冒险。[image: ]那种认为人们会一根筋地单方向风险偏移的想法，其实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如何解释这些毫无规律可言的发现？有一个简单明了的解释，能够让这些行为自圆其说——协商前中位数（predeliberation median）是群体转移方向的最佳预测指标。[image: ]当群体成员从一开始就被置于需要承担风险的境地时，可能就会出现风险偏移。如果成员从一开始就谨慎行事，可能就会发生谨慎偏移。因此，上面例子中参加实验的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显著差异，并不是文化习惯或群体协商的不同效果所致，而是群体成员从一开始时就存在的简单差异造成的。更准确地说，元凶是不同群体在关键问题上的协商前中位数。美国人以冒险倾向开始，中国人则以避险倾向开始，这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导致两种不同转变方向的原因。风险偏移和谨慎偏移都被归入同一个标准——群体极化。


  有一个发现对于企业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无论是关于事实问题还是价值问题的协商都会发生群体极化。假设问题是，某个产品明年是否能在欧洲取得一定单位的销量。如果问题这样设计，那么群体极化可能就不太容易测试出来，因为答案只是“是”或“否”，而要想通过这种“是”或“否”的答案来证明群体向更加极端的方向转移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假设给人们的问题是，如果用从0到8的设定区间来衡量，这个产品明年将在欧洲取得一定单位的销量有多大可能性，其中0代表“零概率”，8代表“绝对肯定”，7代表“基本肯定”，6代表“差不多肯定”，5代表“五五开”。


  在这种情况下，协商型群体的回答往往就能揭示群体极化的程度，因为人们向更加极端的量值移动的幅度，取决于他们这个群体的初始中间点在哪里。如果协商前中位数为6，则群体判断通常为7。如果协商前中位数为3，则群体判断通常为2。[image: ]


  说到这里，请注意，即使是联邦法官（都是法律专家，并且理应保持中立），也很容易受群体极化影响，因为被民主党和共和党任命的法官在与由同一政党的总统任命的其他法官一起审案时，会表现出更多的以意识形态主导的投票倾向。[image: ]在一个完全由民主党成员组成的三人法官合议庭中，民主党法官在涉及性别和性取向、环境保护和工人权利等方面的歧视案件中会显示出自由派的投票倾向，而且其自由派的架势远比三人合议庭中至少有一位共和党法官时强烈得多。共和党法官也会表现出完全相同的模式，如果合议庭全部由共和党法官组成，他们就会表现出非常保守的投票倾向。你可以把三人合议庭想象为团队，法官投票受团队的态度构成（attitudinal composition）影响。


  这里可以通过更加生动的方式来理解这一点。如果你想知道上诉法官如何在一个意识形态上有争议的案件中投票，可能需要先知道任命他的是共和党的总统还是民主党的总统。这是一个很好的预测指标。在许多法律领域，关于某位法官如何投票，还有一个更好的预测指标——合议庭的另外两位法官是谁任命的。


  陪审员也会表现出群体极化。特别明显的一点是，陪审团最终判决的惩罚性赔偿金（punitive-damage awards）往往远远高于审案协商前陪审团成员首选赔偿金额的中位数。陪审团审议的结果反而使判决更加极端，并且是以加大处罚这样一种特别的形式。[image: ]这里有一条关于处罚判决的经验总结：如果群体成员从一开始就倾向于给予嫌犯惩罚，那么整个群体很有可能会以给予嫌犯更多惩罚而告终。


  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实验


  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两个人［还有我们的朋友兼同事大卫·施卡德（David Schkade）］设计了一个独特的群体协商实验，我们相信这个实验能够准确地反映现实世界中的大多数协商情况。在这个实验中，我们从两个城市招募市民并分成小组（每组通常6人，全部来自同一个城市），并要求各小组就现在极具争议性的三个问题展开协商：气候变化、平权法案和同性婚姻。这两个城市是博尔德市（Boulder）和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市（Colorado Springs），前者的投票风格主要是自由派（又名“博尔德人民共和国”），后者的投票风格主要是保守派（绰号“城堡”）。我们在实验开始之前对参与者进行了现状核查，确保博尔德的居民确实属于中间偏左、斯普林斯的居民确实属于中间偏右。市民们首先要求单独且匿名记录下他们的观点，然后一起协商，以达成一个小组决定。协商之后，要求每一位参与者单独且匿名记录他们协商后的观点。


  群体协商得到了以下三个结果。


  第一，来自博尔德的人在所有三个问题上都变得更加自由化。相比之下，斯普林斯的人则变得更加保守。群体协商的结果是使个人意见转向更加极端。这种转变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关于气候变化、平权法案和同性婚姻，群体的“判决”比群体成员协商前的平均水平还要极端。其次，个体成员的匿名观点在协商之后也比开始谈话前更加极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教训：群体协商通常不仅使群体而且也使个人更加极端化，使他们在私下和匿名状态下也会表达更加极端的观点。


  第二，协商增强了群体内部的共识。在人们开始协商之前，许多群体表现出丰富的内部多样性，说明人们的个人意见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当然，博尔德的群众一般情况下都是自由派，但在我们的群体中，他们也不总是在我们选择的特定问题上彼此达成一致。讨论使自由主义者相互之间取得了共识，保守派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简短讨论的结果就是，群体成员在协商后匿名表达自己的个人观点时，表现出更多的一致性和更少的差异性。


  第三，协商大大增加了博尔德以自由派为主的市民和斯普林斯以保守派为主的市民在观点上的差异。在协商之前，两个城市的许多个体在观点上存在很大的重叠。经过协商，重叠缩小了许多。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变得更加分裂。


  结果很清楚。普遍的规律是，协商型群体往往会在协商后采取与开始谈话前的倾向相一致但态度更加极端的立场，协商的主要影响是压制了内部多样性，进而让意见相左的群体四分五裂。


  为什么会极化


  为什么会发生群体极化？有以下三个基本原因。[image: ]


  第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熟悉的“信息影响”的概念，但略有一点不同。群体成员比较重视其他群体成员的论据。在任何群体之中，预设立场的论据都会不可避免地向预设立场的方向倾斜。例如，假设绝大多数群体成员从一开始就认为某次新的风险投资可能会成功，那么就会有很多论据来支撑这一观点，让人相信确实会成功。从统计上来看，赞成初始立场的论据在数量上将多于指向另一个方向的论据。对于群体讨论过程中出现的部分论据——不可能是全部，个体也会思考和倾听。而由于很多论据都是群体成员自己提出来的，协商自然会导致人们沿着与群体成员起初观点相一致的方向，走向更加极端的方向。


  第二，“社交影响”，这也是大家已经熟悉的概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们希望得到其他群体成员的喜爱。人们公开陈述自己的观点，有时只是他们自我表达的一种。一旦他们听到别人的想法，一些群体成员就会调整他们的立场，至少会稍微转向主流立场的方向，以维持他们更加看重的自我表达。他们的立场是会相应“漂移”的。[image: ]如果群体的领导者或大多数群体成员赞成某一个特定的行动方案，那些挑战主流观点的人就要自担风险。所以，聪明的领导人通常暂时或根本不说话，而是让群体成员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这也是一层原因。


  第三，信心、极端性和他人的佐证（更为微妙，凸显出三个因素之间的密切联系）。[image: ]当人们缺乏信心时，往往踌躇不定，因此态度温和，知道自己的观点可能是错误的。伟大的美国法官勒尼德·汉德（Learned Hand）曾经说过：“自由的精神就是那种对何为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一时拿不定主意的人会尊重自由的精神。但随着人们信心的增强，他们的信念通常也变得更加极端。原因是一个重要的调节因素——他们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做对了——已经被消除。在群体极化的问题上，关键点在于与他人达成一致往往会增加信心，并沿着这一途径增加极端性。


  这也正是那些“志同道合”的人经过相互协商，更加确信他们是正确的，因此也更加极端的部分原因。在许多情况下，人们的意见变得极端简单，因为他们的观点已经得到旁人的佐证，也因为他们在得知其他人与自己观点一致后变得更加自信。[image: ]群体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就会出现严重失误。他们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某位聘用的新人太厉害了，某项拟议投资肯定会失败，或者某个新政策会有相当出色的效果。他们最终会失望、遗憾，并且常常惊讶于上述所有这些误判，因为群体内部的互动增强了他们的信心和执念。


  群体内、群体外以及共享身份认同


  大量研究表明，当人们拥有共同的身份认同感，同属于某个内部关系密切的组织或社团时，更有可能出现群体极化现象。这种现象也使人们对于群体极化的原因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image: ]


  简单来说，人们极化的原因，是他们试图与他们所认为的，所在群体内部的典型立场保持一致。如果他们的群体身份认同特别突出，那么群体内部的规范取向可能就会变得更加极端[image: ]［如果某位领导者说，“我们都是某个宗教的信徒”，或者“我们都是这家公司的建设者”，那么你就等着极化吧］。而如果观点、论据来自群体内部的某个成员，大家也会特别容易被说服，因为他就觉得这种观点是对的。


  人们还会特别害怕因为拒绝说群体内每个成员都必须要说的话而受到社交压力。在家庭、宗教团体、小型企业或拥有认同感并因此形成一些特殊内部人的公司里，群体极化是特别容易出现的情况，除非人们采取特殊措施来对抗这种倾向。就拿社交网络来说吧，包括那些在线网络，在这些地方，共享的身份认同往往成为自信过度和极端主义的滋生地。为了矫正这种倾向，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亚历克斯·彭特兰（Alex Pentland）指出，重要的不仅是参与，还要有探索欲望，前者可以产生高水平的沟通，后者则会促进寻找和分享新的信息、新的意见和新的解决方案。[image: ]


  群体外成员的意见通常没有什么力量，可能无关痛痒，甚至暗示反着去理解才是真相，这一点并不让人感到特别惊讶。[image: ]如果你认为某个群体又傻又坏，甚至从根儿上就是错的，你真会听得进去这个群体中某位成员的意见吗？如果你的敌人或竞争对手说些什么，你可能更倾向于反着去理解。


  有这么一项测试，内容是分析具有明显公信力的媒体更正能否改变阿拉斯加州前州长萨拉·佩林（Sarah Palin）支持和鼓吹的一种观念，即《平价医疗法案》将会导致“死亡陪审团”的出现。[image: ]在那些支持佩林但政治素养有限的人中，媒体更正成功改变了他们的观念。同时，那些反对佩林的人也成功转变了看法。但是，更正却使那些政治素养较高的佩林支持者产生了相反的反应。在收到更正后，他们反而会更有可能相信《平价医疗法案》存在“死亡陪审团”的问题。讽刺的是，更正强化了他们最初的信念。研究表明，如果群体外成员支持某项主张，那么他们的支持可能会巩固群体内预先存在的信念。


  当群体外成员公开表达意见时，不太可能会产生非常强烈的声誉压力：假如在和你差不多的人眼里，说话的那位平时就刚愎自用、动机不纯，拒绝这个人的意见真会让你担心产生什么不好的社会后果吗？对一位自我认同的保守派人士来说，某位众所周知的中间偏左人士的观点论据，基本上是可以当作耳旁风而不予理睬的。其实，当一个群体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并且其成员对群体高度认同时，就特别可能出现极化，而且可能是特别普遍的极化。


  投资者群体为这种现象提供了明确的证据。越是内部联系紧密、社会关系联结一体的投资团体，就越容易损失大笔资金。[image: ]那些成员之间不搞社交活动，彼此只是视为同事而非朋友的投资团体，反而会做得更好。


  准确性


  群体极化会让答案准确还是不准确？当协商型群体极化时，会犯错吗？


  这个问题没办法用“是”或“不是”来回答。一切都取决于正确答案和群体的协商前倾向之间的关系。如果群体倾向于正确答案，极化将导致其成员直接获得真相。在这种情况下，群体极化可能根本不会产生误差或错误。


  但是，谁也不能保证群体一定会倾向于正确答案。由于群体影响的作用，有些人不会披露他们知道的信息。当个体向错误的方向倾斜时，群体协商会将错误放大。我们已经遇到很多这类令人不安的例子。当个体倾向于规划谬误时，群体更有可能出现这种谬误。当大多数人容易出现逻辑错误时，群体协商进程会导致出现更多的逻辑错误，而不是更少。群体极化导致了许多谬误和大量错误，没有人能从规划谬误或逻辑错误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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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章 隐情：被忽略的非共享信息


  最后一个导致群体失败的原因可能也是四大原因中最有趣的。假设群体成员掌握了大量信息，而且只要这些信息能够说出来并进行适当的汇总，就足以获得清晰无误的正确答案。但即使这样，也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即如果群体强调广泛共享的信息，同时忽视一个或几个成员持有的信息，那么群体的表现也不会好到哪儿去。不幸的是，无数的研究表明，这种结果虽然令人遗憾，却是极有可能发生的。[image: ]


  隐情（hidden profiles）是一个技术术语，指群体本来能够却没有获得对事物的准确理解。隐情又是共同知识效应（common-knowledge effect）的产物，在这种效应的影响下，由全体群组成员掌握的信息对群体判断的影响会大于仅由少数成员拥有的信息。[image: ]对这种效应最浅显的解释是统计学上的一个简单事实，即常识更可能被传达给群体，进而得到个体成员的处理和理解。社交影响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隐情


  以一项关于工作小组内部严重错误的研究为例[image: ]，研究的目的是了解群体如何协作进行人事决策。


  三名候选人申请营销经理职位的简历放在小组成员面前。实验者对候选人的特点进行了人为调整，使得其中一名申请人毫无疑义地成为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如果小组成员能够看到所有可得信息并加以考虑，他们本来可以知道谁是那个最佳人选（实验者建立了一些对照组来验证这一点，对照组的所有实验对象都获得了全部信息，结果无一例外，这些对照组都能选择出最佳候选人）。实验对象会得到几个信息包，每个信息包包含了一套简历信息子集，使得每一名小组成员只能掌握部分相关信息。这些小组均由三人组成，有些是面对面操作的，有些是通过网络操作的。


  几乎没有一个审议小组做出了明显的正确选择。原因很简单：人们分享信息的方式无法使小组做出正确的选择。成员倾向于分享关于获胜候选人的正面信息以及失败者的负面信息。他们抑制了有关胜利者的负面信息和失败者的正面信息。因此，他们的发言起到的作用是“强化向群体共识的迈进，而不是使决策变得更加复杂，让辩论更加激烈”。[image: ]对政治选举的模拟也有类似的效果，有关三位竞选公职的候选人的信息被打包分发给每一位成员。在这次模拟中，如果信息得到恰当归集汇总，是可以清楚地推导出最佳人选的，也就是候选人A。[image: ]在第一种情况下，四人小组中的每名成员都获得了大多数相关信息（每位候选人信息的66%）。在这种情况下，67%的群体成员在讨论之前看好候选人A，85%的人在讨论之后决定选择候选人A。[image: ]这是明智地进行信息汇总的一个范例。群体的表现明显好于个体，显然是信息交换和推理的结果。这再一次清楚地说明了群体有可能对成员掌握的信息进行汇总，并产生合理的结果。


  相反，在第二种情况下，对候选人A有利的信息被分派给群体的各个成员，但仅共享每位候选人信息的33%。此外，这种情况在设计时就是要使共享信息有利于两个明确较差的候选人B和C。在这种情况下，在讨论之前看好候选人A的群体成员不到25%，这是信息初始分布的自然和合理的结果。但如果在小组讨论中出现了非共享信息并得到认真对待，小组将最终选择候选人A。坏消息是，赞成候选人A的人数在讨论后实际上反而下降了，仅仅是因为共享信息对群体成员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image: ]


  换句话说，当信息的分布导致关键材料无法共享并且只能在讨论中出现时，群体的表现确实比个体更糟糕而不是更好。在这种情况下，共享信息的影响力远远大于非共享信息，甚至会有损于小组的最终决定。


  通过这项研究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研究得出的总体结论是，共享信息的影响远远大于非共享信息。如果一个六人群体中的每个人都掌握着相同的信息，并且如果有两个成员掌握着自己独有而其他人都没有的信息，那么很有可能永远不会讨论非共享信息，共享信息将占主导地位。再进一步说，如果大多数非共享信息与起初最流行的观点相反，那么这些非共享信息将被人们从讨论中省略，并且对于群体的最终选择几乎没有任何影响。[image: ]加罗德·斯塔瑟和威廉·泰特斯进行了许多相关实验，他们的结论是：“群体决策和群体后偏好反映了群体成员的初始偏好，即使交换非共享信息本来应该能够导致意见的实质性变化。”[image: ]


  另外，讨论也不会让人们想起更多的非共享信息。相反，它的主要效果是使人们想起更多关于起初最受欢迎的候选人或立场属性的回忆。[image: ]最令人不安的结论是，当关键信息未得到共享时，群体在讨论之后选择的方案可能还不及个体成员在进行任何讨论之前选择的方案。[image: ]


  共同知识效应


  这些研究成果可以理解为是共同知识效应的结果，即由所有成员掌握的信息对于群体判断的影响要大于由某一位成员或某几位成员掌握的信息。[image: ]说得更专业一些，斯塔瑟和泰特斯发现，“某一特定项目的信息的影响力，与在群体讨论和判断前就已经掌握该项目知识的群体成员的人数直接相关且呈正相关关系”。[image: ]当信息不共享时，研究发现群体判断并不比个体判断的平均水平更精确，即使（而这也是核心问题）群体掌握的信息比任何个体都要多。[image: ]


  信息的共享程度越高，在讨论中的影响就越大，因为它更容易被讨论。在一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中，协商型群体未能引出并使用非共享信息，而如果他们只是把参与讨论的所有人的原始判断平均一下，他们的准确性其实是不会受影响的。这是一个清楚的调查结果，协商并不能改善源自于统计平均值的判断[image: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协商可能还会导致更糟糕的判断）。


  认知中心，认知外围


  许多“隐情”实验的志愿参与者都来自大学课堂。所以人们很自然会问：“在真实世界中也会出现同样的结果吗？”


  的确会。以高层管理人员招聘研究为例。[image: ]在这项研究中，高管掌握的各候选人的信息并不由实验者控制。相反，高管掌握的情况是通过自身的信息搜集自然获取的。这种信息搜集的结果就是，有些信息是大家都知道的，有些则是一部分人知道但并非众所周知，还有一些信息则是只被一人掌握。


  结果呢？即使是在高层管理人员中，共享信息对讨论和结论的影响也高得不成比例。而对于由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掌握的有价值的信息，高管们的重视程度也低得不成比例。结果就是，高管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因为他们没有使用他们的同事们掌握的信息。


  同一研究还有另一项具有显著重要性的发现。一些小组成员属于认知中心（cognitively central），也就是说，他们的个人知识同时也为群体中其他许多成员所掌握。[image: ]认知中心成员知道的事情，其他人都知道。处于认知中心的群体成员因此就成为掌握着与所有或大多数群体成员一样信息的人。相比之下，群体的其他成员属于认知外围（cognitively peripheral），他们自己掌握的信息都只限于自己知道。他们知道的事情，别人不知道，而他们可能知道的事情，也许真的很重要。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运作良好的群体需要利用好认知外围成员的优势。这些人尤其重要。但在大多数群体中，认知中心成员对于讨论的影响大得不成比例，而且在群体协商中的参与程度也更深。相比之下，认知外围成员最终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参与度也较低，往往导致群体受到损害。


  对于这些研究结果的一个简单解释是，群体成员更愿意听到大家都知道的信息，并且更愿意听信那些拥有这类信息的人。处于认知中心的人，可信性也较高，而处于认知外围的人，可信性则相对较低。在刚刚介绍过的那个特定实验中，最终处于认知中心的高管对拍板定调的影响更大。总体的结论是，有些群体成员比别人更有影响力，但其实他们成为让大家最愿意听信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独家消息，只是因为他们知道的信息，大家也都知道。不幸的是，那些拥有别人没有的知识，但更加边缘化的外围人士，才往往是群体成员最需要听取意见的人。


  正如所料，群体对共享信息的专注度，会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而提高。[image: ]由于这个缘故，哪怕再大的群体，哪怕表面上看起来信息掌握很充分的群体，也会犯下严重的错误，这才是群众智慧的真正问题所在。在一项旨在测试有关公职候选人的判断效果的研究中，不管是三人小组还是六人小组，所有小组讨论的重点都更加集中在共享信息而不是非共享信息上，而且六人小组的这种倾向明显更突出。最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人员报告，“一条共享信息被提到两次的可能性，几乎与一条非共享信息根本没人提到的可能性一样大”。[image: ]


  接下来，在12人、30人乃至200人的极大型群体中，共享信息的影响更加复杂。尽管群体协商以失败告终，群体成员对于他们在讨论后形成的判断却往往要自信得多。我们已经看到，信心和错误的搭配是一个糟糕的组合。


  为什么会出现隐情


  为什么隐情总是不能大白于天下？主要原因还得从迄今为止一直在强调的信息和社交影响中去找。当信息是由所有或大部分群体成员持有时，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这些信息在群体讨论中重复的概率会非常高，因此有可能比那些只有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掌握的信息更具影响力。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共享信息，只是因为它的共享本质，就能提高其在群体讨论中提到并加以探讨的可能性。第二，由所有或大部分群体成员持有的信息，对于个体的判断影响更大，而这些个体判断反过来会影响群体判断。


  假设有一个五人团队就是否采取军事行动来对抗某个潜在威胁向总统提供顾问建议。如果五人中每一位都有资料表明使用军事力量会成功，这些信息就可能在群体中得到讨论——可能性远远高于顾问个人手中那些孤立的，显示使用武力可能会陷入困境的零散信息。如果顾问团队对某条信息进行格外强调，而这条信息又已被每个人事先掌握，那么这条信息就会对整个团队的最终决策产生不成比例的重要影响。这完全是一个统计问题。


  但是被当作隐情而隐藏起来的信息还要更多，单凭统计数据进行预测是不可能穷尽隐情的。人们在了解新出现的额外信息时，总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群体中的低阶成员“在讨论过程中越来越不愿意反复提及独家信息”。[image: ]随着讨论进程的推进，群体中那些没有经验的成员或者被认为等级较低的成员会变得特别不愿意强调其个人掌握的信息。因此，在企业中，领导者不太可能知道那些没有太多经验或得不到大家尊重的人的意见，即使这些权力不那么大的人知道一些重要的事情。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白宫和通用汽车的董事会里。


  这个重要的发现表明，群体成员，特别是低阶群体成员，对于强调大多数群体成员所缺乏的信息会感到紧张。事实上，低阶成员可能会缄口不言。他们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难以确定他们掌握的信息有多少可信性和重要性，部分原因是他们如果想大力主张遭到其他人排斥的某个观点，就要冒遭到整个群体反对的风险。我们已经看到，认知外围成员对群体没有什么影响。那些掌握了独家信息的人最终参与讨论的程度要低于那些只掌握共享信息的人，而且认知外围成员所说的话也会被群体低估。在许多协商型群体中，那些重视独家信息的人面临明显的社会风险。而对群体来说不幸的是，他们对这种风险一清二楚。


  隐情因此成为许多群体的一个大问题，这些群体不能获得他们需要的信息，进而导致错误的发生。群体成员往往低估低阶成员的表现，并且往往高估高阶成员的表现，这种区别对待会使高阶成员获得某种程度的尊重，虽然这样的尊重根本没有现实保证。[image: ]


  社交回报


  上面的论述又牵扯出一个连带问题。那些讨论共享信息的人往往会获得不错的社交回报：在一名群体成员讨论完共享信息后，群体其他成员最终会觉得这个人更有能力，也更讨人喜欢。也许这个发现没有什么让人意外的地方，因为这可能完全出于人的本性，那些告诉你一些你已知道的信息的人，自然而然就会得到更多的尊重和喜爱。（“如果他们也跟我这么说，那么他们一定很聪明，好人有好报！”）但也许更令人惊讶，也更引人注目的是，如果一个人得到的信息是自己已经掌握的信息，他还会觉得自己更有能力，也更讨人喜欢。[image: ]这是一种很奇怪却真实发生（并且很重要）的情况：如果有人告诉你一些你已经知道的信息，你可能不仅会喜欢那个人，更会因此喜欢自己多一些。（“如果他们也跟我这么说，那么我一定很聪明，好人有好报！”）


  在面对面的讨论和纯粹的书面交流中，人们在收到他们已经知道的信息后，会（在知识、能力和可信度方面）给予他们自己和他人更高的评价。这项发现可谓含义颇多、意味深长。在群体内，那些拒绝接受明显共识的人要在重要问题上冒声誉受损的风险，他们的自我形象也会受到危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难怪只有共同知识才能获得强调，因为大家全都自我屏蔽了，即使他们本来可以让一段隐情大白天下。


  这里有一个建议：假设你掌握了有价值但没有被共享的信息，可能最好要先赢得信誉和信任。你可以这样做：“告诉他们他们已经知道什么，然后再告诉他们他们还不知道什么。”[image: ]这个策略可能有效，有助于提供必要信息，引导群体朝正确的方向前进。


  小结


  我们在第一部分的目标是总结出协商型群体的四大常见失败原因。（1）有时个体错误会由于协商而被放大，而不仅仅是一传十十传百那么简单。（2）群体成为“流瀑效应”的受害者，因为抢先发言或行动的群体成员会让大家搞不清楚他们这些先行者到底掌握了哪些信息。（3）由于群体极化，协商型群体的成员在协商之后，往往会采取与其协商前倾向相一致却更加极端的立场。（4）在协商型群体中，共享信息经常占据主导地位或对非共享信息形成挤出效应，导致群体无法掌握其成员知晓的全部信息。


  我们已经看到，信息信号和社交压力有助于解释所有四大错误。一个令人不安的结果是，群体通常做得不会比其成员的平均水平或中值水平更好，有时候还会更差。对于许多协商型群体来说，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是制定各种策略，克服这些问题，增加群体利用成员或者根本不属于这个群体的人手中掌握的信息做出判断的可能性。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


  下面就让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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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如何让团队决策更成功

  


  第6章 减少失败的八种方法


  假如某个群体的领导者认为，很多群体成员都掌握着有价值的信息和观点，他想征求大家的意见，该怎么做？


  大多数管理人员都忙得不可开交，要完成的任务数量多到令人生畏。他们会不由自主地喜欢那些提供乐观预测的员工，那些把“不必担心”当成口头禅的员工。员工当然也很清楚这种“不由自主”，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愿意向老板报告坏消息。没有人喜欢焦虑或传播焦虑，特别是传播给那些管着自己的上级。


  我们已经看到，在奥巴马政府中，南茜-安·德帕尔和杰夫·赞茨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都能明确地表示要知道真相，即使真相包括坏消息。如果他们没有了解到真实情况，他们会一直问问题直到真相大白。世界各地的智慧群体也都是这么做的，并因此受益匪浅。


  顺便说一句，我们不希望被大家看作站在乐天派的对立面。乐观的情绪和正能量都是极其宝贵的财富，但一定要用对地方，该乐观的时候再乐观。乐观的人也许更有可能成功，但是我们认为，在一项事业的早期阶段，在评估各种选择，制订各种计划的时候，不能不切实际地瞎乐观。要等到做出决定之后再去乐观，因为到了那个时候，更重要的是对行动方针做出一致承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有时，甚至一些不太现实的愿望还可以激励人们去艰苦奋斗，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创造最高水平的辉煌成就。


  我们的中心主题之一是多样性的巨大重要性，这倒不一定是从人口角度所说的多样性，而是观念和观点的多样性。我们首先要说的是认知的多样性。焦虑的优点之一是它倾向于反映和产生这样的多样性。此外，领导者可以通过大量工作来提高多样性程度，包括培养正确的文化以及雇用适当的人。


  多样性和异议的独特优势之一是它们推动了机构需要做的两件事：创造力和创新。[image: ]如果少数人的意见真正得到倾听，很可能就会对一个内部运转良好的群体产生振聋发聩的作用，让其从常规惯例中解放出来，进而创造出新的解决方案，甚至是较高程度的创新。异议和多样性的存在，再加上较高的参与水平，会使群体做得更好。[image: ]


  重要的是要了解如何利用多样性的力量。许多群体错误地将需要多元观点的不同职能和需要寻求共识的关键职能混合在一个流程里。重要的是，提前了解什么时候需要完成哪个目标，并对群体的协商流程进行妥善规划，以分别实现每个目标，有时甚至要到设计两步走的策略将两个流程相互隔离的程度。有趣的是，这一深刻认识得到了达尔文进化理论和现代计算机科学机器学习理论的概念性争论（conceptual arguments）的支持（更多关于这一重要区别的论述请参见第7章）。现在，请记住，求同和求异这两个流程都是需要的，但在规模更大的问题解决策略中，最好是分不同阶段来实施。


  我们强调焦虑型领导和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并据此提出了有可能减少失败的八种方法：（1）刨根问底型和自我缄默型领导者；（2）“启动”批判性思维；（3）奖励群体的成功；（4）角色分配；（5）视角转换；（6）魔鬼代言人；（7）蓝军；（8）德尔菲法。我们先从最简单和最不正式的方法开始，把复杂程度较高、结构更精致的方法留到后面讲。


  刨根问底型和自我缄默型领导者


  对有些人来说，即使他们掌握着重要的信息，也比别人更有可能保持沉默。我们注意到，群体成员的社会地位越高，或是对自己的观点越有信心，他们就越有可能把话说明白。[image: ]我们还曾提到过一个补充发现：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成员——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非裔美国人，偶尔也包括女性在内——在协商型群体中的影响较小。[image: ]而在陪审团中，我们也发现以职业和性别衡量的地位较低的陪审团成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更不活跃，影响也较小。[image: ]《美国陪审团》（The American Jury）是有关陪审团制度最伟大的研究报告之一，对20世纪60年代初的法官和陪审团进行了调查，结果不出意料地发现，在陪审团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男女发表意见的次数比例是二比一。[image: ]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40年后，当分析我们自己的陪审团审案数据时，我们发现在陪审团审理案件时男女陪审员发表意见的次数比例仍然是二比一。在许多公司，无疑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智慧群体会仔细考虑这些发现并采取纠正措施。显然，当信息被群体内的领导者掌握时，非共享信息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影响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毫不奇怪，领导者渴望分享他们所拥有的信息。而且领导者的话通常都是一言九鼎，因为他们不说则已，要说就一定得有人听。[image: ]


  还是以实验为例来说明问题吧。由一名住院医生、一名实习医生和一名三年级医学院学生组成医疗队，根据要求来诊断疾病。整个团队表现出强烈的倾向——非常重视住院医生强调的非共享内容，因为住院医生是群体中地位最高的成员。所以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整个团队不会成为“隐情”问题的牺牲品，因为住院医生的信息，即使只有他一人掌握，也能成功地传达给所有群体成员。[image: ]更为常见的是，那些对手头的任务颇有经验的人更有可能提及和重复非共享信息。


  导致这些现象的一个原因是，地位较高或能力较强的人较少受到导致人们自缄的社交压力的影响。另一个原因是，领导者和专家更有可能认为自己的信息是最重要的，值得向整个群体广而告之，哪怕其他群体成员掌握的信息指向另一个方向。


  最简单的解决方案是，领导者和高阶成员会员可以表明他们对于听到独家消息的意愿和渴望，借此来为群体松绑解套。如果喜欢刨根问底，那么他们更有可能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当然，时间永远是不够用的。有一种做法可能会有很大的帮助，领导者可以举行几次短时间的会议，要求提供尚无人提及的信息（在政府中，桑斯坦创建了一个“15分钟的规则”，也就是说，除非有特殊原因，工作人员的会议不能超过15分钟，而且时间很短确保了组织从一开始就会被蜂拥而至的大量信息淹没）。领导者可以拒绝在一开始就进行明确表态，借此提供更多空间，让更多的信息涌现出来。


  “启动”批判性思维


  我们已经看到，当人们在协商型群体中保持自缄时，往往是受到社会规范的束缚。因为他们感觉如果披露的信息与其群体的倾向不一致，自己的声誉就会受到伤害，他们将受到惩罚而不是获得奖励。隐情之所以一直隐而不现，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此：那些披露独有信息的人面临遭到反对的风险。


  这些都不是不可避免的，社会规范并非一成不变。如果以共识为重并且成为众所周知的规范，那么自缄就会变得更有可能。但如果一个群体众所周知的是它对新信息和相互竞争的信息的欢迎，那么奖励结构就会有根本性的不同，并且有助于产生好得多的结果。


  社会科学家做了很多工作来强调启动（priming）的重要性。“启动”这个词的意思是，激发联想和思考，进而影响人们的选择和行为。如果“启动”男性教师和女性学生去思考性别差异，他们的举止就会表现出不同，反而更加符合性别的刻板印象。像“华尔街”这样的词语会增加人们的竞争倾向，减少他们的合作机会。在一项研究中，如果参与者认为要求他们玩的游戏的名称是“社区游戏”，他们一起合作的可能性就会远远大于认为游戏名称是“华尔街游戏”的时候。[image: ]


  自缄也会受到“启动”的影响。支持这一主张的惊人证据来自隐情的实验，这类实验要求人们从事一项不是涉及“和谐相处”就是“批判性思维”的优先任务，借此产生启动作用。[image: ]当启动涉及“和谐相处”时，人们会感到他们的目标是合作以及保持相互友好。当启动涉及“批判性思维”时，人们会认为他们的目标是找出正确的解决方案。一旦人们被需要批判性思维的任务启动，就更有可能披露他们知道的情况，而隐情则会大大减少。好的团队成员会批判性地思考问题，他们并不总是和谐相处，智慧群体可以启动这种特定做法。


  包括公司董事会在内的许多组织都可以采取这种办法。在美国，表现最好的公司往往拥有“极端好斗的董事会，将表达异议视为一种义务”，并且“时不时就会大战一场”。[image: ]回想一下那些失败的投资俱乐部，当成员之间通过紧密的社会关系联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几乎没有不同意见，却损失了大量金钱。相比之下，表现最好的投资俱乐部缺乏这种关系，从而得益于异议和多样性。[image: ]


  无论是私人，还是公共群体，都要记取一条明确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教训。如果群体鼓励信息披露，就会使自缄现象显著减少，哪怕信息与整个群体的意见倾向相反。协商也会因此而受益匪浅。良好的社会规范和优秀的文化对于减少社交压力的潜在恶劣影响大有助益。虽然鼓励披露并没有什么简单或自动生成的方式，但领导能力的高低会产生很大的不同，领导者能够灌输新的规范来推动披露。有些小小不言的追求一致性的压力，则可以完全避免。对于不同的观点或反对意见发自内心地（而不是象征性地）表示欢迎，有时甚至馈以物质奖励，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嗨聊，则可回之以“好吧，现在告诉我一些我需要知道的信息”，或者用其他某个类似版本的表达作为应对。


  奖励群体的成功


  我们已经看到，人们之所以选择保持沉默，往往是因为他们只能从公开披露中获得很小一部分收益。这就带来一个明显的问题：假如个体知道他们能否得到奖励与他们的答案是否正确没有关系，但与群体的大多数最终是否正确有关系，那么群体又会有何表现？


  在这种情况下，隐情、流瀑效应和群体极化会有所减少。如果人们能够在他们的群体正确的时候得到回报，他们就更有可能把实际知道的信息公之于众。在这种情况下，激励措施就要有所改变，因为人们会将披露的收益内化（internalize）。优秀的管理者对这一事实是有充分认识的。


  更加深入的实验表明，就以这种方式重构激励，从而降低流瀑效应的可能性，是可以做到的。[image: ]当每个人都知道个人决策的正确不会给他带来任何收益，但群体决策的正确能给他带来一切的时候，流瀑效应的可能性就小得多。当对个体最有利的做法就是准确报告他的所见所闻时，群体就能获得更好的结果。只有每个人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最有可能促成正确的群体决策。


  强调群体成功的重要性可以改善许多现实世界背景下的决策，原因很简单，这种对集体的强调可以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就拿自爆家丑这种事儿来说吧，这种做法不仅可以理解为披露不当或非法行为，而且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还可以理解为让群体计划和行动可能存在的缺陷引起外界的关注。爆料人自爆家丑通常不是为了满足狭隘的一己之私，而是希望确保组织或团队成功。


  诚然，有些爆料人确实是心存不满，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是真心在为推动其群体而非自己的成功而努力。在运作不良的群体中，爆料人采取行动要自担风险，这使得人们不太可能成为举报者。智慧群体则欢迎爆料。忠诚很重要，但当人们揭发问题是为了使群体做得更好时，很难把不忠的帽子扣在他们头上。


  一般的经验是，对群体成功的认同更有可能确保人们知无不言，不管这样做是否符合群体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果群体成员关注的是他们自己的个人前景，而不是整个群体的未来，群体犯错的概率就会大增。社会规范和物质激励都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帮助群体成员确定优先目标。难点在于如何在协商型群体中发挥其中一种甚至全部两种机制的作用。


  角色分配


  实验证据


  设想有一个协商型群体，每个成员都担负着特定的角色并为全体群体成员所赞赏和熟知：第一个人或许有医学专长，第二个人可能是律师，第三个人也许深谙公共关系，第四个人没准儿是统计学家。在这样一个群体中，对信息进行合理汇总的可能性应该是相当高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大家事先都知道每个人多少总能贡献一些东西出来。如果存在分工，如果每个人都在一些知识领域有特殊造诣而且广为人知，隐情可能就“隐”不下去了。[image: ]专家肯定是有帮助的，不仅因为他们有专业知识，也因为他们觉得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责任公开发声。


  多项实验强烈支持这一假设。[image: ]在其中一项实验中，由三人组成的群体每位成员都获得了有关三名谋杀嫌犯其中一人的大量独立信息。[image: ]在这些群体中，有一半群体会在讨论开始之前将每位成员的具体“专长”向大家公开。另一半群体则不公开明确专家的角色。结果，在专家身份公开的群体中，倾向于采用共享信息的偏差大大减少；公开确认身份成为解决信息共享问题的有效手段。相比之下，当专家身份没有公开时，以及当每位小组成员仅从实验人员私下得知他是某一特定领域的专家时，偏差的减少就要小得多。


  解决办法很清楚。如果群体想要获得其成员掌握的信息，就应该在协商开始之前告诉所有群体成员，每个成员都能贡献不同却相关的信息。在如何从分散的信息中挑选出有用信息的问题上，通过角色分配减少隐情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山头儿”的多元化


  让我们从行为实验室的实验转向现实世界。正如桑斯坦通过近距离观察所看到的，联邦政府的角色分工是非常细致、非常全面的。如果整个流程运转良好，政府下属的各种群体就会表现得极为聪明。EPA有许多员工，他们对清洁空气和清洁水了如指掌。美国农业部的人都是耕作和农业专家。美国交通部通晓高速公路和铁路。美国国务院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关注的是国际关系，他们知道美国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熟悉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


  作为OIRA的负责人，桑斯坦经常发现，只要各个政府机构的角色分工及其独特的专业知识和视角得到尊重，协商就会产生好的决策。事实上，桑斯坦的一部分工作正是确保参与决策的人能够倾听不同的人以不同的角色提供的不同意见。如果整个体系运转良好，就不会产生隐情，人们也不会极化或者成为流瀑效应的一分子。


  在政府中，人们通常会把参与讨论的各色人等分清山头儿。当然，这是一个丑陋的术语，却是政府中人天天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既然我们说到这儿，不妨把其他一些闹心的词也列出来，比如会议之后布置任务是“派活儿”，工作成果是“交工”，把某人包括在内叫“圈进来”，回头再去找某人则被称为“杀回马枪”。嗯，确实就是这些意思）。“山头儿”这个词是一种简便快捷的方式，用于表示各路人马的观点和角色很重要，需要予以单独的重视、关注和尊重。


  对于那些在政府工作的人来说，有关“山头儿”的议论可能令人沮丧，甚至令人愤怒。喜欢议论这些事儿的人会成为努力达成共识的障碍，而共识往往是把任何工作做好都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更糟糕的是，这个词会让讨论的参与者觉得他们应该关注的不是“什么是对的”，而是那些源自于特殊地位的论点和关切。但是，如果协商是一个运转良好的过程，“山头儿”的概念又是不可或缺的。在山头儿的授意下，人们会从自己的角色出发提供信息和观点，从而确保重要信息不会丢失。即使领导者并不是特别擅长信息的汇总，来自不同山头儿的人们参与协商，也可以确保群体知晓其需要知晓的情况。


  政府有时决策失误的一个原因是，核心决策层对各方利益的代表性不够多元。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无论是私营还是公共部门，能够让大家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领导者，就能把事情办好。


  视角转换


  现在介绍一种有用的策略，这种策略有一点角色分配的意思在里面。假设你是一个组织的领导者，也许受到了旧有思维方式的束缚，组织的运转不是很好。还记得我们此前讲过的吗？群体死守必将失败的行动方案，其顽固程度甚至超过个人。你该怎么办？


  英特尔公司是美国一家大型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就面临这个问题。经过14年的赢利，公司在自己一手开创的内存芯片市场上开始丧师失地。英特尔采取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举措，决定放弃整个存储器市场。[image: ]公司首席执行官安迪·格鲁夫（Andrew Grove）讲述了这一决策出台的过程：


  我记得那是1985年年中的一段时间，当时，这种漫无目的的犹豫徘徊已经持续了将近一年。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和英特尔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戈登·摩尔一起讨论我们的困境，两人的情绪很低落。我朝窗外望去，远处，大美利坚游乐园的“费利斯摩天轮”在旋转。我回过头问戈登：“如果我们被踢下台，董事会请来一位新的首席执行官，你认为他会怎么做？”戈登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会让我们放弃存储器业务。”我两眼直直地盯着他，然后说：“那你我干吗不从这扇门走出去，然后回来自己动手呢？”[image: ]


  这是一个极具深意的故事，格鲁夫能够通过一次纯粹的假设角色分配，问摩尔和自己，新的首席执行官会做什么，借此让自己跳出常规思维过程的束缚。这个问题改变了他的视角，让他从当局者迷一下子变成旁观者清。对于英特尔来说，公司自此启动了新的战略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功。这个故事说明，当群体失去前进的目标而徘徊犹豫，或走在一条前途似乎不妙的道路上时，问一问“如果我们换上新的领导层，他们会做什么”，是一个相当绝妙的办法。这个问题很简单，却可以跳出许多观念上的陷阱。


  魔鬼代言人


  如果隐情和自缄是群体失败的根源，那么一个显而易见的应对之策就是要求一些群体成员发挥魔鬼代言人的作用，故意支持与群体倾向相反的立场。近年来，公共和私营部门都对魔鬼代言人的做法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无论是2005年报告伊拉克战争情报失误的参议院委员会，还是2007年对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一系列失误进行调查的审查委员会，其核心策略都体现了魔鬼代言人的基本思想。


  一些成功的领导者意识到了倾听不同意见的重要性，但他们的做法比较含蓄，并不表露在外。这些领导者试图诱导别人提出不同意见，但不是通过任何正式的流程，而是通过对不同（而且是无法兼容）的立场表达个人赞同意见的方式，以此广纳谏言。罗斯福总统的独特做法就是一例。他有时会采取巧妙的方式表明他与别人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其实他和这个人的立场是完全相左的。所有的顾问都认为总统是赞成自己的意见的，所以他们变得更加大胆，愿意进一步丰富和阐述他们的不同意见。


  罗斯福的方法给人们以信心，好像拿到尚方宝剑一样，可以用最有力的论据来支持自己的立场。只有当人们把相互冲突的立场真诚而严谨地表述给他听之后，罗斯福才会下定决心。而这些发表意见的人都坚定地，当然也许是错误地相信总统是赞成他们的意见的。毫无疑问，罗斯福的顾问们在最终知晓了他的真实想法后，有时是会感到不安的。


  罗斯福的做法很巧妙，因为在任何一届白宫政府中，总统的顾问们都极力想要把自己的怀疑埋在心底，对外塑造一个团结统一、相互支持的形象。退一步说，总统确实很忙，整个世界的担子都压在他的肩膀上，许多顾问不想让他太过烦恼或造成内部分歧。当然他们也希望总统欣赏和赞成他们的意见，而那些挑战总统的观点或其他顾问意见的人，可能就要冒招致排斥的风险。出于这个原因，一些白宫顾问往往更愿意和总统嗨聊。这种做法可以避免冲突和不快，却不符合总统、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利益。当然，总统只有一个，属于特例，但有些共性的东西可以说在许多组织的老大那里都能找到。


  魔鬼代言人的思路意味着对表达不同观点的“正式化”承诺。至少在一个众所周知的场景下，这个方法似乎是有效的。根据欧文·贾尼斯的描述，“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总统赋予他的司法部长弟弟一项清晰明确的任务，扮演魔鬼代言人。这个做法看起来效果非常好，打破了过早形成的共识”——一个本来肯定会引发战争的共识。[image: ]肯尼迪之后的各位总统是否以及何时也从类似的角色委派中获得了帮助，这个问题值得好好研究。


  对于那些承担魔鬼代言人角色的人来说，这个角色的本质决定了他们能够免于承受由于抗拒群体内的主流立场而产生的社交压力。毕竟派给他们的任务就是去不折不扣地挑战主流观点。而且由于特别要求他们采取相反的立场，那些可以导致自缄的信息影响也干扰不了他们。


  如果指令魔鬼代言人公开披露其掌握的信息，即使这些信息与群体内部的明显共识相反，隐情继续隐藏下去的可能性也会大为降低。在存在隐情风险的群体中，魔鬼代言人应该会发挥很大的帮助作用。对于那些寻求变得更加聪明善思的群体而言，任命魔鬼代言人也许不失为明智之举。


  纸上谈兵，说的还挺多。不幸的是，我们不可能强烈支持这种方法，因为对小型群体的魔鬼代言人进行研究不能完全证明它的有效性。是的，有些证据表明魔鬼代言人会起帮助作用。[image: ]许多实验也确实发现自发提出的反对意见可以提高群体的表现。[image: ]


  但自发地表达异议和魔鬼代言人的正式要求之间是有区别的，指定一名魔鬼代言人对提高团队绩效表现的贡献其实小得多。原因之一是，任何这样的要求都是人为的（一种练习或游戏），并且群体成员意识到了这一事实。结果，魔鬼代言人仿佛只是在走过场，装样子。事实上，如果魔鬼代言人对群体共识的挑战谈不上真诚，群体成员也会相应地对其主张打折扣。最好的情况也就是魔鬼代言人可以帮助对手头的问题进行更加全面而深入的调查。[image: ]


  由于任意选定的魔鬼代言人只是在演戏，并没有真正的内在动力来左右群体成员，争取他们的支持，所以即使其不受欢迎的观点被群体共识驳倒，魔鬼代言人也算是成功地完成了被赋予的任务。与自发形成的真诚异见者不同，魔鬼代言人几乎不会通过狂热地挑战主流观点获得任何收益，因此这种代言人往往不会积极主动地挑战共识。[image: ]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如果想让魔鬼代言人的做法发挥效果，那么就需要持异议者表达的确实是其真实想法。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就有可能做出更好的决策。如果做不到，魔鬼代言人的练习就会沦为纯粹的形式，毫无纠偏之力。从现有证据考虑，我们建议群体最好还是鼓励真正的异议，例如，分配角色给知识体系或视角各不相同的专家，比指定正式的、人为的持异议者要好得多。由在协商前发自内心地支持不同解决方案的群体成员组成的异议小组，还是可以解决一些隐情问题的。[image: ]


  蓝军


  另一种与任命魔鬼代言人有关，但根据现有研究更加有效的方式，被称为组建蓝军[image: ]。这种方法已经广泛应用于军事团队工作，但它还可以在包括商界和政界在内的很多领域找到用武之地。[image: ]实施任何计划，如果真的志存高远，想取得一番成绩，都可以从组建蓝军中受益。


  组建蓝军，顾名思义，需要创建一个团队，由其负责批评或挫败主要团队的任务执行计划。蓝军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扮演敌手的角色，试图在模拟任务中击败主队；另一种与魔鬼代言人相同，得到的指令是针对提案或计划构建最有力的反建议。如果有不止一位持异议者被赋予了蓝军使命，那么即使是人为分配的角色，也可以强大到足以产生实质性的改进。这就好比是请来不止一位持异议者来提供社会证据，证明方案的有效性，至少也能体现出异见观点的重要意义。焦虑型人士也能够发挥等同于蓝军的功能，有时他们会自愿加入蓝军来测试最坏的情景。


  这种方法有多个版本，其应用遍及军队的各个部门和许多政府办公室（一些重要的政府法规有时会在非正式的蓝军帮助下进行评估）。在实业界，有些公司专门向其他公司提供蓝军服务，“白帽子黑客”就属于这种情况，企业付钱给他们，让他们尝试颠覆软件安全系统和攻破企业防火墙。


  律师事务所内部长期以来就有预审（pretrial）的传统习惯，对法庭辩论进行测试，其效果与蓝军相当。在一些重要案件上，这种做法甚至可以到要从次要律师事务所聘请律师的程度，由他们组织和陈述案例来反对来自主要律师事务所的正方。通常情况下，这些对抗性测试会在组建模拟陪审团之前进行，以便让那些与做出最终法庭判决的人类似的公民用自己的眼睛来评估主要团队和蓝军的辩论是否成功。


  组建蓝军的做法不可能包打天下，其成本和可行性也会因组织而异。但在许多情况下，组建蓝军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主意，特别是当他们真心希望去发现错误，寻找漏洞，并且获得明确的激励来做到这一点的时候。


  德尔菲法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既可以掌握个人手中的信息并获得由此带来的收益，还可以支持各种学习，实现原本要通过协商促进的学习目的？为了克服社交影响，领导者可能会简单地要求人们匿名和独立地陈述他们的意见——也许在协商之前，以便让大家对每个人的个人意见心里有个数。不记名投票可以理解为使人们免受社交压力，并让他们得以坦承自己真实想法的一种做法。一些群体应该考虑更经常地使用不记名投票，因为这样做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那么问题来了，群体应该如何处理不记名投票中产生的表决意见？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不过可以考虑德尔菲法，一个汇总群体成员意见的正式流程。德尔菲法既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使用，也可以在传统会议中进行，它有几个关键特征。[image: ]在许多实际应用中，这种方法只是某种形式的平均值求值，但需要用到一些社交学习（social learning）的技巧。


  德尔菲法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个人在完全匿名的情况下进行第一轮估计（或投票）。然后，重新进行一轮估计（或投票），但在统计上要求强制收敛，也就是说，第二轮个人投票结果必须落在第一轮估计范围的上下两个四分位数（25%—75%）之内。重复这一过程，直到群体成员收敛于某个单一估计点。虽然本质上这是一个社会平均值的求值过程，但是人们并不需要把算术平均数或中位数看得太重，因为每个人可以使用同事们此前的估计值分布来判断他们新的投票结果。所以，与数值计算相比，这个过程允许非常自信（或顽固）的投票者对最终结果施加更大的影响。


  德尔菲法的历史很有传奇色彩。它的发明者是兰德公司，用于帮助进行冷战情景下的军事和外交分析。最初它被用于预测军事技术的发展，判断对手在战略外交谈判或战争中的行动。与兰德的许多发明一样，德尔菲法的应用已经转向和平时期的问题预测，通常涉及从政治（如政权轮换、选举结果）到实业（如销售量、失业率）的各类事件。在最近的一些应用中，德尔菲法用于促进信息共享，而不是就估计结果或解决方案强制达成共识。例如，有一项应用就制订中南美洲国际网基通信系统的发展方案征求了1000多份建言。[image: ]


  德尔菲法有一些很重要的优点。首先，它确保所有成员在开始的时候处于匿名状态，是完全纯粹的个人观点表达。匿名就是为了“减少社交压力的影响，无论是来自主导话语权的人，还是固执己见的教条分子，抑或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做法”。[image: ]其次，它给人们提供了就他人观点表达反馈意见的机会。群体成员允许沟通——有时是全面的沟通，但有时只针对其最终结论。匿名给出的结论通常由协调者提供给他人，有时以所有答复的统计概要或表格（直方图）等形式提供。因此，“反馈包括所有群体成员的意见和判断，而不仅仅是声音最大的人”。[image: ]在进行相关沟通之后，群组成员再次进行判断，并接受新的统计汇总。


  德尔菲法在多种环境中都有不错的表现。[image: ]对于通识类问题，该方法可以获得比单独估计更好的答案（尽管开放式讨论的效果仍然更胜一筹），显然是因为可以使用它纠正错误。[image: ]在这里请注意，当成员不仅能够获得平均值或中值估计值，还能了解群体成员观点的依据时，德尔菲法会更成功。[image: ]对这些原因的分析大大提高了人们最终揭示正确答案的可能性。[image: ]在使用德尔菲法时还可以很容易融入新的技术。


  在一次实验中，人们根据要求评估特定的身高和体重，并说出具有这些身高和体重的人更有可能是男性还是女性。[image: ]协商型群体在这个任务上的表现不及统计型群体，而且协商型群体往往做得更糟（回忆第1章的内容，统计型群体是群体成员在做出决定之前不与其他成员交换意见的群体；取而代之的是将成员的解决方案进行客观结合——通常要使用数学方程）。但是实验的设计者们尝试了第三种汇总观点的方法，也是一个接近德尔菲法的方法。这种方法要求人们最初先进行个人估计，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之后，再要求人们做出最终估计，结果他们成为最成功的群体。估计—讨论—再估计的方法虽然简单，却从根本上减少了错误。


  德尔菲法的自然替代就是建立一套系统，其最终判断以匿名表述，但一定要在协商之后做出。在前期讨论和得出最终结论的过程中保持匿名，将使群体成员免于声誉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自缄的现象。智慧群体应该尝试使用德尔菲法，或者至少使用不那么正式的变体。他们不必纠结于对德尔菲法细节的恪守，在具体操作时，也不用那么正式，可以在保持一定程度的初始匿名性的同时，提供一些讨论空间。


  我们在本章介绍了许多方法，有的相对简单，有的则更为正式。证据表明，这些方法都可以使群体变得更聪明、更善于思考。管理者不应该成为人见人烦的异类，但他们有责任打消人们的自满情绪，鼓励群体多花一些时间研究最坏情景。我们列举的所有方法，都可以被看作努力让群体少一点盲目的穷开心。我们自己的体会是，角色分配的前景颇有独到之处，应该比现在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当然，角色分配的目的不是做游戏，而是一项严肃认真的工作。


  点球成金


  我们曾经提到过迈克尔·刘易斯的《点球成金》，这本书证明了统计分析的结果要好于在直觉、八卦逸事和经验的基础上做出的判断。本章的重点是如何提高群体的表现，但我们最终也要强调一点，即尽可能依靠数据和证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联邦政府内部，成本效益分析已成为须臾不离的必备工具，对纠正个体和群体错误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能够获得和分析数据，你就可以基本克服我们已经发现的大多数问题，因为我们的许多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同现实失去联系。似乎没有什么能比实证证据（empirical evidence），尤其是以数据和数字形式提供的实证证据更能让讨论与现实紧密联系起来，打消那些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和充满偏见的无端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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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章 团队决策方案分两步：识别和选择


  有些时候，决策或解决问题的过程需要批判性思维——把没用的杂质筛选掉，集中力量探索最佳解决方案。但在其他场合，可能就需要一个更有创意，更加开放，批判性不那么强的方法。多年来，我们一直与各方积极努力，心无旁骛地分析相关行为研究的成果，而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将整个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可以对如何加强群体工作这个问题获得宝贵的、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我们在前面对此已有简单述及，现在，我们准备详细地论述一下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对每一个解决问题过程的发散和收敛阶段进行分解、实施和优化。


  在某些情况下，群体会从一组可能的解决方案入手，剩下的任务是从这一组方案中选择最佳解决方案。但是，群体往往不得不去解决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识别潜在解决方案，成为群体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在挑选出最佳解决方案之前，群体必须先找出这些解决方案并将其分类汇总。在实践中，通常最好是将这一庞大的工作过程分为两个阶段——识别和选择。此外，这两个阶段每一阶段的强化条件也都不一样。流程设计是否有效，取决于人们是否清楚每个阶段何时开始，以及如何做好准备以应对优化每个阶段的不同条件。


  我们在前文讨论的大部分内容都与创新和搜索有关，而不仅仅是选择最佳解决方案。例如，组建蓝军和角色分配两种方法的综合运用可以把群体最初忽视的解决方案凸显出来，并协助评估和选择已经确定的决策。在本章中，我们对解决方案的识别和选择进行了重点区分，并着重探讨群体应该如何应对这两大任务的问题。


  识别和选择的区别


  识别和选择的两阶段流程有许多名称。它是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的重要机制，哲学家将其称为广义达尔文主义（universal Darwinism）或进化认识论（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心理学家称其为试错学习法。[image: ]这些标签指代的一般就是同一套两阶段流程，以最开始使用这一流程理论的进化论阐述得最为清楚透彻。在物种进化的过程中，生物会在繁殖中经过遗传重组和突变机制发生若干变化，然后由环境选择最适合生存的生物。这些“解决方案”，也就是这些适者生存的生物，再通过其遗传密码将生存基因传递给下一代。这个循环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重复下去。最终，经过两阶段流程——生成（我们在群体流程的讨论中称之为“识别”）新的生物，然后再从新一代中挑选最适合的生物——的多次重复之后，进化会将不适应环境的生物“选择出来”加以淘汰。结果就是“适者生存”，通常就是“接近最优解”的生物。


  识别和选择流程也是现代计算机科学中机器学习领域的基本机制，但在计算机领域，这个流程被称为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image: ]当需要进行复杂学习时，假设已经编写了一个程序来搜索某个复杂的数学空间以求解方程，先建立求解的基本模板，然后程序会随机尝试各种数值。当随机程序生成的数值更接近问题定义的目标值时，该近似解的元素被重新加扰，然后再次测试。更接近目标的解被再次保留，重新加扰，失败的解则弃置一边。这种识别（通过加扰先前的良好解决方案）和选择的循环会持续数千次试验（代），直到找到最优解。探索如何改进这种识别和选择的流程是当今计算机科学的主要研究计划之一。在许多突破性的数据挖掘应用中，都应用了这种遗传算法机器学习法，以便在大型数据集中寻找解题思路。


  同样还是这些理念，也是个人创造力和概念学习等心理学理论必不可少的要素。在IDEO、Eureka！Ranch以及其他许多向企业销售创新流程的公司中，每天都会用到各种各样的两阶段流程实用方法。[image: ]这些公司所使用的创新秘诀，核心就是这个两阶段流程：通过头脑风暴来生成新的解决方案，然后进行严格评估，从第一阶段确定的那些候选对象中选择最佳解决方案。


  决策群体没有时间进行成千上万次机器学习模拟或完成成千上万次生物世代交替，但他们可以通过两阶段流程的循环操作，进行一次、两次、三次识别和选择。如果条件适宜，甚至只要把这两个相互独立的阶段完整地走过一遍，就可以获得很多凝结了集体智慧结晶的解决方案，而且这些方案还要好于问题解决高手或多谋善断之士凭一己之力实现的结果。


  识别阶段侧重于解决如何生成多个替代解决方案的问题，但不会花费大量时间对这些方案进行评估，自缚手脚。识别阶段需要搜索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并将其添加到可行方案集合中供大家考虑（一家电脑游戏制造商搜索最前沿的虚拟现实系统，并收购制造它的公司）。或者，也可以依赖于对当前设计的细化或者对几项成功的现有设计进行集成（苹果iPhone手机就是对许多新锐手机功能进行精致组合，微调每一项功能至臻化境，然后再集成为一款主流产品）。最后，这个阶段还可以通过发明创造来提供新的解决方案（某家电制造商花费数亿美元重新设计其产品使用的电动马达，发明了一款功率更大，重量仅为老型号1/10的新发动机，而且是以电磁脉冲原理工作，不使用旋转电刷）。对于几乎任何一个问题解决系统来说，将选择与识别分隔开来都不失为明智之举，因为选择强调的是关键评价，而识别的最佳态度是不加评判，来者不拒。一个好的选择流程，就应该能够以批判、焦虑和怀疑的态度做出评价，但这些特点恰恰与识别流程所要求的创造性、开放性和发散性截然对立。


  为了把识别和选择两阶段流程的工作环境讲清楚，让我们举个例子，设想有一家公司想要推出一款新的社交网络产品。这肯定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想法，也许有点异想天开，但还是拜托各位再忍我们一小会儿吧。


  那么群体该如何解决第一个问题，识别可能的，将在第二个选择阶段进行评估的社交网站解决方案？互联网上有很多社交网站的例子，识别阶段最好从搜索现有解决方案入手。通过快速搜索可以找到许多网站：Myspace、脸谱网（Facebook）、Google+、LinkedIn、推特（Twitter）、Meetup、VK和Pinterest。


  对于有些公司来说，现有网站可能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如果公司拥有丰富的资源，它可以识别现有的解决方案，然后收购它。我们每天都能在商业新闻中看到这类报道，谷歌、脸谱网、微软和IBM将小型创新公司收入囊中。对于我们示例中的这家公司来说，识别阶段只需要发现尽可能多的合适候选网站就可以了。然后把这些候选对象交由选择阶段，参考公司的理想网站标准进行严格审查，最后确定候选集合中的现有最佳网站并收购它。


  如果使用搜索作为解决识别阶段的方法，那么搜索一定要做到范围广泛、兼容并包，这一点很重要。你可以使用许多相互独立的线索或在多个方向上对潜在解决方案进行大范围搜索，以此实现广泛性和包容性。多次搜索、独立的搜索人员以及多样化搜索都是可以在识别阶段使用的好办法。


  识别阶段的第二种方法是对现有网站进行改进或重新设计。这可能意味着模仿其他一些现有网站，可能要进行一些修改，有时是小修小补，有时动静可能更大，最后产生创新性的解决方案。这种找出现有好的解决方案，然后对其进行改进或者取其精华搭配组合为我所用的做法，正是创造力之路的精髓所在。例如，一本名叫《为什么不？》的书，就对如何增强个人创造力提出了颇有见地的主张，强调运用类比法，将解决方案从一种背景环境移植到另一种背景环境下。[image: ]


  如果某一档电视节目在丹麦大获成功，可以考虑能不能把同一个故事再做一个美国版。如果有一种办法能够帮你在欧洲住酒店的时候努力省钱，那么可以换到美国汽车旅馆试试灵不灵。我们假设的项目，则可以拿LinkedIn作为例子。这个流行（当然也很烦人）网站专门面向职场人士和专业人员，满足其用户有关职业发展和员工招聘的需求。创造的过程可以考虑在原有网站的基础上再做一些变化，比如成为某个具体职业的社交网络，也许可以成为服务于专业运动员的职业社交网站。网站可以提供特色服务，满足这项职业的特殊需求：对那些寻找赞助商的运动员进行比赛成绩验证，为寻找新运动员的赞助商，以及寻找学生的教练和训练中心提供联系方式，等等。


  第三种识别方法是发明一种尚未被任何其他网站使用的新解决方案。例如，家庭是最基本的人类社会群体。那么做一个网站把家庭成员联系在一起，提供面向家庭的档案库（相册、食谱文件、自传和医疗记录）和服务（家谱分析、婚礼策划），并通过血缘上的联系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吸引新的成员，这个点子怎么样？


  当然，许多最初的解决方案都是草率的，考虑不周，乍一看容易被毙。其他方案之所以被毙，是因为它们只是某些问题的对症良药，却不适于解决公司正在设法解决的问题。但如果初始识别流程是多产的、富有成效的，那么就会有很多可行的，甚至是接近最优解的解决方案留给人们去考虑。识别阶段的重要特征就是它会生成许多相关的解决方案。


  然后这些解决方案进入选择阶段。在选择过程中，群体成员会严格评估各项解决方案，从中选择最好的一个。群体成员一般会先了解解决方案的优劣标准，然后再进行选择。如上所述，识别阶段提供的许多候选方案都很容易被毙掉，但往往也会给人惊喜，某个不显山、不露水的解决方案一下子成为最适合的或最好的方案。


  回到我们的例子，也许我们虚构的公司正在寻找策略，吸引脸谱网用户离开这家主流网站。也许经过严格审查后，以家庭为导向的网站成为最有希望的解决方案。这样的网站可以把脸谱网上最不活跃的那部分人口——父母和祖父母——作为主攻方向。而且它对年轻的脸谱网用户可能也有吸引力，因为随着大家年龄渐长，也开始为人父母，就会对面向家庭的社交联系更感兴趣。说正经的，我们可不认为自己在这里攒了一个脸谱网终结者出来（虽然认真想一想，面向家庭的网站可能也不是一个坏主意），我们只是以社交网站的问题为例，说明识别和选择机制是如何运转的。


  这种两阶段方法的成功秘诀之一，是在你还没有开始识别解决方案之前，就为解决方案确定好“成功”的标准。在识别阶段，你要将标准牢记在心中，以一种微妙、下意识的方式来指导整个进程，找到或产生更好的候选对象。而且，在选择阶段必须要为良好的解决方案设定标准。这里面有一个微妙的平衡。在识别阶段就对候选解决方案进行广泛评估，固然会搞乱整个流程，但是完全无视这些标准也会产生一大堆毫无价值的候选方案。


  有关两阶段决策的指引


  像IDEO这样的创新公司似乎恰恰是以协商型群体面对面沟通的方式达到了这种平衡。在整个流程开始前，它们会先对客户有关某一特殊解决方案的标准进行彻底审核，然后让这些标准淡化，融入意识背景（background of consciousness），留在群体协商进程的外围，不去干扰解决方案的产生。在选择阶段，它们重新恢复各种目标，对确定的解决方案进行严格评估。


  在识别阶段，多样性、独立性和多元化的重要性，要胜过系统性聚焦，甚至分析推理。显然，具有不同观点、不同知识基础、不同技能的团队——简称为多元化团队——更有可能生成大量不同的候选解决方案。如果以搜索作为识别解决方案的方法，广泛的搜索效果会更好。关于识别，这里有一些重要的指引。


  1.首先要设定明确的目标和标准，稍后将用于评估解决方案。如前所述，这样做可以巧妙地引导思路，使相关解决方案不会过于超出目标界定的可接受解决方案的范围。


  2.把识别与选择彻底隔绝开来。重要的是在识别阶段阻止那些不当的批评和评价，把这些工作留到后面的选择阶段去做。


  3.开始群体流程（讨论、基于网络的信息归集），所有个体都提出自己最好的解决方案或者还不能称之为解决方案的最佳构想，然后进行群体协商，并在协商间隙提供一些时间供个体进行反思，在其原有方案的基础上，结合其他人贡献的创意，激发创建新的解决方案。


  4.在识别阶段促进各种解决方案的生成——不仅每个人要多想，个体之间也要多交流。在有些场合，如果贡献是匿名的，反倒能够促进多样性，因为这就避免了妨碍严格分析的各种社交影响。


  5.采用多种方式，记录和记忆在识别阶段产生的解决方案。群体通常使用活动挂图、便利贴式的创意标签或电子文件。创新公司也可以使用视觉提醒（visual reminder）等有效方式。


  选择阶段的指引看上去则有很大不同。


  1.审核最佳解决方案的标准，如有必要，计划对识别阶段产生的解决方案进行具体操作测试。在有些情况下，最好向流程中添加新的群体成员，他们更接近组织的主要领导，而且和大家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更加侧重于团队或组织的使命和最终目标。在其他时候，最佳方法可能需要咨询一下流程最终产品的用户，例如，使用或消费解决方案的客户，受法规影响的公民或者能够接触解决方案的实施和后果的其他人（参见第12章）。


  2.不要让地位、饶舌以及对反馈来源的偏好等不相关的社交因素影响评估，导致偏差。这再次意味着匿名流程（例如，秘密投票）是最有效的流程。


  3.以最终拍板钉钉的方式将（独立）个体评估结合成为可以为大家所接受的共识。


  把选择阶段的第二条和第三条要求结合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需要使用一些巧妙的办法。例如，投票系统和市场机制在设计上要有防止篡改的考虑（难以用不诚实的投票策略来操纵，对于泡沫和“庄家”有抵抗能力），以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并且最大限度地扩大决策的支持面，即使是那些被决策结果剥夺了权利的人，也愿意接受它并支持其实施。[image: ]同样，有效的项目审核程序需要审核小组成员的多样性和代表性，同时实际审核流程一定要保密（并且绝对不受任何不可告人的目的影响）。


  将指引付诸实践


  上面讲的都太抽象了，让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例子。


  AllOurIdeas.org是一个研究工具，试图使用调查的方式来研究“群体智慧”，引起了众多公共和私人机构的高度关注。仅举一例，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司就曾利用这一众包工具询问民众应优先考虑哪些问题。


  AllOurIdeas的工作原理很简单。首先，人们会看到一对选项，并要求回答选择哪一项。例如，重点是应该放在“正确地认识GDP（国内生产总值）”上，还是放在“世界卫生组织设定的空气质量标准”上。人们要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决定之后，再向他们提供另一对选项，然后再一对。所有这些选项都来自一个更大的预先存在的选项集。用户也可以添加自己的想法，然后列出来供后来的浏览者评估。答案的排序也有讲究，是根据与随机替代答案相比，决定人选择这一答案的概率来确定的。


  你应该能够看到，AllOurIdeas就是通过促进识别（人们可以添加他们自己的想法）和选择（人们做出选择）来发挥作用的。事实上，这个网站的设计者，普林斯顿大学具有开创意义的社会学家马修·萨尔加尼克也向我们说过，他确实是在想办法同时促进两个目标的完成。关于本书的书名，我们的出版商提出了9个想法，参与调查的人又增加了另外9个。书名调查收到2000多票。我们最终选择的名称并不在最开始的那份清单上。有人提了新的建议，排名靠前，我们喜欢，就用了它，就这么简单。AllOurIdeas显然找到了一种聪明的方式，把识别和选择结合在一起。


  这家网站有很多成功案例，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功案例的数量还在增长。例如，全球非政府组织天主教救济会（Catholic Relief Services），就利用该网站为全球招聘和职业发展制定新的指引。


  出于好玩儿，当然也是想测试一下，我们也在AllOurIdeas.org上增加了一项新的调查，请人们判断美国最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是什么。我们的候选对象包括颗粒物、苯、砷、臭氧、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在我们以及大多数专家看来，颗粒物本来应该排在榜首，二氧化碳（最主要的温室气体）则有很强的竞争潜力。但是“颗粒物”这个词不一定能引发强烈的反应，而我们又有点儿戏谑似增加了砷。砷不是一种严重的空气污染物，但大气环境中有砷的想法肯定也不受待见。超过200人参加了调查，大出我们意料的是，颗粒物排在第一位，二氧化碳排放名列第二，砷排在最后。看来群众里面确实有一些明白人。


  公司经常使用头脑风暴法（不管是自己来做，还是外包给服务供应商）来识别和选择好的解决方案，解决当前问题。像IDEO和Eureka! Ranch这样的企业已经报告了它们的许多创新方法。[image: ]IDEO将我们所谓的识别和选择机制贴上了创新漏斗（innovation funnel）的标签：以博大而开放的心态开始整个进程，通过发散性思维生成或识别许多解决方案（IDEO称之为“深潜”），然后挑选出好的解决方案，逐步归结于一两个获胜的解决方案。这一流程还包括第三阶段，以最初中标的解决方案为基础，经过小试、修改和集成，生成最终实施的解决方案。


  在IDEO，识别阶段通过以下步骤完成：（1）与客户会谈，评估理想解决方案的目标和局限性；（2）反复进行社会头脑风暴的过程，解决方案由独立生成到共享交流，最后通过建设性的、不加评判的、社会“裁减”的过程“构建”成功；（3）持续跟踪解决方案。选择阶段也包括三个步骤：（1）审核目标，有时还要增加额外的以目标为侧重点的成员；（2）参照标准或目标严格评估每个解决方案；（3）通常以简单的多数表决方式选择中标方案。但有时只有团队或客户公司的高级成员参与最终评估和投票，他们也是对良好解决方案的目标和标准最了解、最关心的那部分人。


  许多商业创新程序都设计了第三阶段——设计实现（design implementation）。在这一阶段，通过识别和选择机制脱颖而出的最佳解决方案进行原型试制、测试和改进，直至最终拍板定案。请注意，许多来自苹果和微软等公司的最受欢迎的创新，其实基本只是最终完善和实施阶段的结果。从许多重要的方面来说，iPod、iPhone和iPad都是充分“发明过”的东西，然后这些项目被苹果公司采纳，并由苹果的设计和工程人员进行改进，最终形成用户友好性大幅提升的版本。


  这种做法没有什么可笑的，但苹果创造这些产品的概念也是不完全准确的。苹果的工作，是从许多类似产品的广泛选择中挑选特色功能，然后将它们组合在一起，并将其改进成更优雅、更可用、更激发消费者购买欲望的目标产品。


  识别和选择流程如何减少偏差


  在第2章，我们提供了许多偏差破坏群体表现的例子。幸运的是，有效的识别和选择流程可以减少这些偏差的影响。


  有些偏差与各种形式的短视（myopia）有关——搜集的信息少到可怜或者过度关注少数几条信息。广泛的开放思维式的识别阶段可以消除这些问题。以可得性偏差为例，这是一种过度关注某一突出线索或信息项的偏差。有效识别阶段——群体研究不止一项解决方案，而且会搜集与多个选项有关的信息——可能减少和消除可得性偏差的影响，特别是当该群体内部存在某种多样性的时候。


  框架效应也是一种封闭思维的形式。如果群体中的每个人都使用同一种框架看待某个问题，那么这个群体的决策可能就会放大从这一视角产生的任何偏差。框架是导致群体极化的一种微观机理。经过强化的识别阶段可以增加将另一种观点引入讨论的机会，从而降低极化的倾向性。


  如果以开放式的、没有确定答案的群体进程开始，还可以减少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将两个阶段分离并对识别阶段进行强化，应该会进一步提高表现。显然，严格的识别过程将减少或消除自我中心偏差，因为只有当首先出现群体迷思和过度从众的迹象时，自我中心偏差才有可能在群体层面存在。事后诸葛偏差可以被视为对实际发生结果的短视性强调，使得人们难以重新获得对各种替代可能性的广泛认知，因为这种认知是以正视现实、面向未来的视角为特征的。在这里，开放的、不受约束的群体讨论减少了偏差。经过改进的识别阶段甚至可以发挥更大的帮助作用。


  规划谬误也是一种短视的表现，只不过更多侧重于简化了的情景而已。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严格的识别阶段将焦点从一种情景转向更加复杂的形势描述。如果发挥到极致，严格的识别技术甚至还可以同时改变总体策略，从所谓的内部视角转为与相关案例进行比较，即外部视角。[image: ]


  执行单独和严格的第二阶段进行选择，还可以减少一些判断偏差，特别是那些由于对行动的后果和目的思考不全面而导致的偏差。重要的是，以未来为导向的分析的全面应用，可以抵消对濒于失败的战略追加投入或死守沉没成本不愿止损的倾向。


  当然，我们也承认，有些偏差是不太可能被两阶段流程削弱的，哪怕这个流程经过了强化，其中包括由代表性启发或相似思维（similarity-based thinking）导致的偏差。这种强大的、直觉性的习惯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短视思维的问题，而且不容易用更加系统的评价来解决。我们知道的唯一补救办法是加强分析和统计推理方面的培训。通过提高个人的专业知识和组织文化，促进逻辑的、基于数据的论证，我们还是有希望防止这类启发出现的。


  成本-效益分析


  到底什么才算是更系统的评价？我们的观点是，系统评价应该基于更多的分析思维和数据。在联邦政府内部，系统评价有一个特定的名称：成本-效益分析。里根总统在1981年就要求对监管决策进行这样的分析。他特别指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除非效益超过成本，除非所选定的方法实现了“净效益的最大化”，否则监管机构就不要制订规章进行监管。


  所谓“净效益最大化”的要求也就意味着，即使政府机构确定了一种收益超过成本的方法，该机构也必须调查是否还有另外一种方法能够产生更高的净收益。里根的理念应用极为广泛，覆盖了方方面面的监管规章，从保护环境，提高食品安全，减少高速公路和航空风险，到促进保健，改善移民政策，影响能源供应乃至加强国土安全。显然，里根的方法赢得了两党的一致拥护，成本与效益平衡和净效益最大化的要求已经成为美国政府治国经验的一部分。


  桑斯坦在OIRA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是促进这些要求得到执行。在联邦政府内部，成本与效益平衡是防止行为偏差不可或缺的保障。例如，假设最近发生了恶性事件，例如，食物中毒之类的事件，人们自然而然就会倾向于以加强监管作为回应。但是提高监管要求能够做得很好吗？它会花多少钱？成本-效益分析则会让众人关注的焦点集中到正确的问题上。


  桑斯坦在政府工作时，一位总统内阁成员曾经问他：“卡斯，你如何给一条人命明码标价？”这个问题问得很刁钻，但经济学家其实是有答案的（我们不给你细节，但是这个数大约是900万美元。如果这种说法看起来很让人不舒服，那么也可以换一个更好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政府为使死亡风险下降十万分之一而愿意付出的成本大概是90美元左右。原因是，有证据表明，这笔钱是一般人愿意为死亡风险下降同等程度花费的金额）。无论答案是否正确，任何政府都不能或不会花费无限的资金来拯救一条生命——这意味着权衡取舍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需要做出正确的抉择。


  在政府内部，成本-效益分析不可或缺的保障作用针对的不仅是个人偏见，还包括群体错误。如果人们容易出现可得性偏差，并因此变成惊弓之鸟（因为最近发生的灾难）或过于自满（因为没有发生这种事件），就可以通过成本-效益分析严肃纪律，抵消偏见。如果群体极化导致人们采取极端行动或无所作为，也可以通过成本-效益分析强化现状核查（reality check）。成本-效益分析还能提供数据，可以削弱任何特定框架效应的影响。成本-效益分析一次又一次地扮演着安全门的角色，检查发现个体误差以及更大的，甚至是悲剧性的群体层面的错误，从而使人们感到更加安全，经济效率大为提高。


  使用成本-效益分析的最佳例证一般当属随机对照实验。在随机对照实验中，研究人员改变一组人的状况，并将结果与其他类似人群的结果进行比较。当然，随机实验在医学领域的地位最高，堪称金科玉律，因为只有通过随机实验才能让我们知道哪种治疗是真正有效的。现在，政策分析人员也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这样的试验，例如，对塑料袋收费是否真能减少塑料袋的使用，或者减少手机使用是否对道路交通安全产生有益影响，或者当人们获知卡路里数值时，饮食习惯是否会改变，改变到什么程度。对于企业来说，随机对照实验也很常见，可以提供大量关于产品和创新的信息。我们应该期望未来这样的实验越多越好——不止是因为随机对照实验有希望解决与群体决策有关的一些问题。


  虽然成本-效益分析不是本书的主要议题，但必须强调的是，对于私营和公共部门，这种形式的分析越来越可行，而且往往在选择阶段能够发挥最大的保障作用。来自随机实验的大数据可以提供关于成本和收益的大量信息，例如，关于消费者可能做出的反应以及有可能出现的惊喜。无论是个体层面，还是群体层面，对行为偏差的最好检查就是系统化地了解事实。“点球成金”在棒球领域早已大行其道，我们马上会看到它在医学、商业和政府工作方面释放自己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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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章 团队何时是智慧的


  我们注意到，在许多问题上，群体成员的平均或多数观点结果总是极其准确。一个原因是，通过轮询（polling）所有成员意见，同时避免社交影响，群体能够非常有效地利用信息。如果群体是多元化的，并且判断是独立的，就能汇集很多信息。


  想象一下，一家公司正试图预测下一年度某些产品的销售额。也许公司需要非常精确的预测，以便知道需要在广告和促销上花多少钱。轮询其销售人员，取平均值，算不算是最好的办法呢？[image: ]或者，假设某位公职人员正在决定是否启动一项新计划，寄希望于该计划能够减少失业。她是不是应该征求一下顾问们的意见，取平均答案作为决策依据？


  包括大多数高管在内的许多人都会说：“不！为什么只满足于一个平均答案呢？我们想要最好的答案。”但是，往往这种事后诸葛式的、幻想自己全知全能的观点其实是错误的。问题在于，事前看去，在做出判决之前，没有人知道哪个个体手里有最好的答案。事后看来，答案似乎又太容易。“我们刚才就应该相信弗雷德，他的答案是对的。”但是，在答案揭晓之前，当然没有人知道弗雷德会是对的。我们会在第9章再来讨论这个唯专家马首是瞻的坏习惯。


  孔多塞陪审团定理和大数法则


  想要理解为什么群体平均数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判断会如此准确，我们不妨追溯悠久的历史传统，从中寻找答案。孔多塞陪审团定理（Condorcet Jury Theorem）基本上可以回答这个问题。[image: ]这一定理以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理论家之一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之名命名。他在18世纪仅仅使用了一点点数学知识就获得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孔多塞尤其感兴趣的是群体如何汇总个人的判断。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孔多塞痴迷于解答一个问题，即如何证明从独裁君主制转变为民主制的正当性。以“人民的声音”实施统治，怎么证明就是合理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陪审团定理是怎么一回事儿。假设群体成员都回答同一个问题，有两个可能的答案，一个是错的，一个是对的。再假设每个成员正确回答的概率超过50%。陪审团定理认为，正确答案的概率，按群体大多数计算，会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而逐渐接近100%。甚至回答正确的成员只是比回答错误的成员稍微多一点点，以个体计算远远不到100%的程度，这个结果也成立。其核心要点在于，群体将比个人做得更好，并且大群体比小群体更好，只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运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并且每一名群体成员更有可能是正确的。


  定理本身不是很直观，但可以通过一些很简单的算术来证明。例如，假设雇主指定了一个三人小组，每个成员有67%的正确概率。多数投票选择正确答案的概率为74%。只要每个成员更有可能是正确的，那么随着小组规模的扩大，这个概率就会逐步提高。应当清楚的是，只要运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随着个体成员回答正确的可能性增加（例如，从60%增加到70%），整个群体回答正确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如果群体成员正确的可能性达到80%，并且整个群体包含十个或更多的人，那么大多数人回答正确的概率就会非常接近100%。


  陪审团定理的重要性在于，它证明只要不涉及协商，并且群体是纯粹的统计（对成员进行独立轮询，彼此之间没有影响），他们就可能比个人做得更好。此外，如果使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并且如果每个人都更有可能是正确的，那么大群体也会比小群体做得更好。这一定理适用于各种群体决策，包括企业、宗教组织，当然还有政治机构。


  孔多塞陪审团定理本质上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统计原理，只不过更加具体：大数法则（law of large numbers）。大数法则的基本思想是，如果输入的数据本身具有某种真谛（kernel of truth）（就陪审团定理而言，个体更有可能正确而非错误），并且如果它们是相对独立的，那么输入的数据越多，平均答案或多数答案就更准确。这正是弗朗西斯·高尔顿在孔多塞大约一个世纪之后得到的结论（我们在第1章提到过高尔顿的研究）。有趣的是，高尔顿也积极投身于“群众”何时可谓智慧这一哲学问题的研究［他的论文题为《民意》（Vox Populi）］。虽然高尔顿本人算是一个精英主义者，但他对平均估计值的准确性也感到惊讶。[image: ]我们已经提过他对赶集民众估算获奖肉牛重量的研究，平均值与实际重量相差不到两磅，而高尔顿出于数学原因而偏爱的测量手段“中位数”差距则在十磅之内，并且两拨人的估计值都让最接近的个人估计值相形见绌。


  除了大量个体估计带来的收益，不同的观点或证据也能促进答案或解决方案的完善提高。这种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几乎肯定会提高所选择或计算得出的解决方案的质量。


  在估算数值答案的情况下，很容易体会到多样性的价值。在进行单一值估算时，样本的关键性质是估算本身不偏不倚，而且高于或低于实际值的可能性是一样的。如果个体估算“括住”（bracket）真值，那么在计算平均值时，任何程度的变异性都可以得到校正，并且误差可以相互抵消。[image: ]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需要用一点算术知识。[image: ]请估计联合国成员国的数量。假设有两个人估计，一人估计有250个，另一人估计有150个（2014年的正确答案是192个）。这两个估计值“括住”了真值，250比真值多了58，而150则少了42。因此，它们的绝对误差（个体估计值和真值之间的差）分别为58和42，平均个体误差为50，即（58+42）/ 2。


  但是，从两个估计值的平均值，也就是200来看，其绝对误差则要低得多，仅为8。如果估计值括住了真值，平均估计值的误差将始终低于个体估计值的平均误差。也就是说，如果个体估计值（两个或更多）括住真值，估计的平均值就会比个体估计值（应该与个体误差的平均值进行比较）更准确。


  现在，如果个体估计值没有括住真值，即都在真值的同一侧（不是太高就是太低），情况又会怎样呢？在这种情况下，平均估计值的误差将总是等于个体误差的平均值，但不会更糟。在联合国的例子中，假设个体估计值分别为200和250（都太高，两者都在真值的同一侧）。个体误差则分别是8和58，个体误差的平均值将是33，等于平均值的误差（平均值为225，该平均值的误差为225-192=33）。


  结论是，如果个体估计值括住真值，平均估计值一般更准确（误差更小）；如果所有个体估计值都过高或过低，则平均估计值与个体估计的平均值相等。因此，平均值一般再不济也不会次于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个体估计值。如果估计的背景资料、视角或获得答案的策略各不相同，那么这些来自不同渠道的估计值显然会使括住真值变得更加可能。这一原理更加平白的表达版本是有关三角测量可以有效确定事实或程序有效性的直觉认知。如果不同的分析链或独立的证据来源都收敛于某一个答案，那么该答案更有可能是正确的。[image: ]


  但是如果群体的估计者做不到多样性呢？答案是，群体的平均值通常仍然可以击败大多数个体估计值，但平均值的优势会被削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在样本真正多样性，多次括住真值时所获得的消除误差的能力全部丧失掉了。但是，即使平均值有偏差，也不比典型的（也存在偏差）个体估计值偏差更大。


  缺乏多样性的不利之处（个体估计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会因估计者彼此沟通或寻求附加信息而变得更加严重。然后，我们看到极化效应开始出现，个体会被禁锢在自证（self-confirmatory）讨论的死循环之中，导致整个群体甚至比个体估计不受讨论制约时还要偏颇。


  大量的数字


  在被我们称为统计型群体的集体环境中，孔多塞的几种严格假设都可以得到满足。事实上，这些假设在统计型群体中得到满足的可能性要高于协商型群体。孔多塞假设：（1）人们不会受到其表决投票是否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2）人们不会受到个体投票的相互影响；（3）某一个群体成员是否正确的概率，在统计上与另一个群体成员是否正确的概率无关。[image: ]


  前两种假设明显适用于统计型群体，例如，对罐中豆子的数量、获奖牲畜的重量或新产品购买数量的评估。人们不知道别人在说什么，因此他们不会受到社交压力的影响，不需要迎合群体中的其他成员。第三种假设可能成立，也可能不成立。那些接受过类似培训或密切合作的人很可能会以相同的方式看待事情，从而导致第三种假设落空。另外，孔多塞陪审团定理已被证明即使在第三种假设不成立的情况下，也是有效的。在这里，我们先把技术复杂性放到一边不予考虑。[image: ]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为什么统计型群体经常能够表现良好，请大家注意一点，即使群体中不是每个人的正确可能性都超过50%，这个定理的乐观预测很可能依然成立。例如，假设60%的人有51%的可能性是正确的，40%的人有50%的可能性是正确的；或者45%的人有40%的可能性是正确的，55%的人有65%的可能性是正确的；甚至51%的人有51%的可能性是正确的，49%的人只有50%的可能性是正确的。即使在这些条件下，通过多数投票获得正确答案的可能性仍然会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而趋向于100%。当然，这一趋向性移动的速度肯定不会像每个群体成员都很有可能是正确的情况那么快，但总归还是会移动的。


  我们可以尽情想象这些特定数字的无尽变化。即使一些或许多群体成员更有可能是错误的而非正确的，只要这个群体足够大，而且其中仍有许多其他成员是正确的，多数投票仍然可以产生正确答案。考虑另一种具有巨大实际重要意义的可能性：40%的群体成员更有可能是不正确的，而60%的人只有50%的可能性是正确的，但是这60%的人的错误是完全随机的。因为那些犯错误的人是随机的，所以如果整个群体足够大，那么最终仍然会得到正确答案。


  搞清楚“大数法则”，我们就能解开其中的奥秘：如果有一批核心人物依托若干洞察力认识到什么是正确的，如果这个群体的其他人所犯的错误确实都是随机的，那么大多数人最终将会沿着核心人物确定的方向前进。假设有1000个人被问及在电影《饥饿游戏》中扮演凯特尼斯的演员的名字。如果40%的人选择詹妮弗·劳伦斯（Jennifer Lawrence）（当然，这是正确答案），另外60%的人做随机猜测，那么詹尼弗·劳伦斯仍将以最高的票数出现。


  大量的概率


  在统计型群体的研究中，大多数判断都不属于二元选择，即只是两种可能性之间的选择。使用陪审团定理的最简单的情况是问一个简单的是/否问题。但在实际生活中，问题会复杂得多，比如一个罐子里装了多少豆子、称重对象有多少磅、一个国家拥有多少炸弹、某部著作卖了多少本，以及投资会在下一年赚多少钱等。当提供许多选择时，陪审团定理还能成立吗？


  首先请注意，回答这些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要求每个人回答一长串二进制问题——10粒豆子还是1000粒，20粒还是500粒，50粒还是100粒，等等。如果要求一个足够大的群体回答这样的问题，同时大多数个人的答案又碰巧比随机结果还要好，那么平均答案就有可能是非常准确的。


  但不幸的是，一系列二进制结果的概率组合也可能意味着事情会变得更糟糕。如果某人在回答两个问题中的每个问题时都有51%的可能性答对，那么他这两个问题都答对的概率仅仅略高于25%。假设你在判断罐子里有800粒还是780粒豆子时有51%的可能性判断准确，同时在判断罐子里有780粒还是760粒豆子时仍有51%的可能性判断准确。那么就会得出一个可悲的结果，你几乎有75%的可能性会在两次判断中错一次，甚至两次全错，而且随着问题数量的增加，事情还会变得越来越糟。


  如果有人对五个问题中的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有51%的可能性回答正确，那么他正确回答所有五个问题的可能性会非常小——略高于3%。但是对于许多大型群体来说，平均答案就相当准确。这里的关键点又一次与大数法则有关：如果有大量的人更可能选择正确而不是任何不正确的答案，而且如果错误都是随机分布的，那么平均判断将会相当可靠。


  通过更多的技术分析，有意采用统计型群体的人们获得了一个相当不错的结果，即正确的结果比其他任何选项都更有可能吸引多数人的支持，哪怕是在有一系列选项的情况下。[image: ]其核心思想是，如果群体成员面对三个或三个以上的选择，而且如果每一位个体成员投票选择最佳选项的可能性都高于任何其他选项，那么最佳选择赢得多数人支持的可能性将随着群体规模变大而递增。当成员数量扩展到无穷大时，正确答案成为多数人选择的可能性就将无限接近100%。


  数学细节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老板或者其他什么人可能会合理地断定，征求大家的意见并采信平均或多数人的答案是行得通的。


  陪审团定理的阴暗面


  不幸的是，陪审团定理也有自己的阴暗面，而且其影响亦不可小觑。最重要的一点是会使我们在前面已经遇到的一个问题——“无用输入，无用输出”出现新的变化。设想群体中的大多数人也许因为受到某种行为偏差的影响，更有可能是错误而非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群体大多数人做出正确决定的可能性将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而降至零！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警告：“统计平均值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能保证准确”其实是一种幻觉，而群体不应该被这种幻觉带到沟里去。只有在某些特定条件下，统计平均值才是准确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许多人或大多数人得是正确的。如果群体成员倾向于错误的方向，那么采信统计平均值就会成为一个错误。


  如果想更加具体地研究这个问题，可以想象一个由许多人组成的群体，每个人至少有51%的可能性是错误的。这个群体可以是一家小企业、一个政党、一个宗教组织或一个律师事务所。随着其规模的扩大，群体犯错的可能性就会接近100%。孔多塞本人明确地表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并对其成因进行了分析：“实际上，当一名投票人的意见为真的概率降到50%以下时，他的决策为什么还不如随机决策一定是有原因的。原因只能在左右这名投票人的偏见中找到。”[image: ]


  如果群体成员存在某种程度的偏见，平均答案可能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此外，错误也可能不仅源自于实实在在的偏见，更源自于混乱、无知、信息处理能力较差，甚至纯粹就是无能的结果。对于需要专门知识的棘手问题，没有理由认为群体成员的平均答案就一定是正确的。复杂的商业或政治问题也一样。即使人们具备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他们也可能误入歧途，特别是在处理高度技术性问题的时候。


  我们已经着重指出，个人会受到行为科学家发现的各种偏见影响。如前所述，乐观偏差意味着大多数人表现出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的系统性趋势。[image: ]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商业和政治环境中，乐观偏差是一个普遍问题。如果群体成员表现出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那么统计型群体就会体现出这种偏差，导致错误的判断。如果一家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认为某种产品必然会成功，如果他们的乐观预期并不现实，那么采信群体成员的平均意见对整个群体就没有好处。如果那些参与政治运动的人认为他们的候选人是最好的，并且认为选民到最后都会同意这个意见，系统性偏差就会体现在群体内部的平均观点上［回想一下，2012年，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的许多支持者都认为罗姆尼会赢，即使所有的实证证据表明并非如此］。


  当然，传统智慧往往并不排斥谬误，吃一堑，长一智。在许多情况下，群体成员实际上也很容易闹笑话。约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与他的合著者提供了一些误导性观念的例子：“许多德国人认为，吃樱桃后喝水是致命的，他们还认为将冰放入软饮料是不健康的。然而，英国人却喜欢在享用樱桃后来一杯冷水，美国人则喜欢冰茶。”[image: ]至少有一拨人肯定是错的。如果某些国家的大多数人认为美国自己要对“9·11”当天在纽约发生的恐怖袭击负责——确实有些国家的人是这样认为的——那么更大的群体组合就会出现严重偏差。简而言之，关于陪审团定理的乐观结论只有当我们假设所涉及的那部分人具有一定程度的准确性时才成立。这个假设或许有点太胆儿大了。


  偏差和谬误


  把陪审团定理的阴暗面牢牢记在心里，我们就会发现，朝向某个方向的系统性偏差将给统计型群体的答案带来诸多问题。如果恐怖分子被问及美国最近的历史，或者要求那些歧视妇女的男性评估女性的能力，那么这些人的判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重大错误，无论涉及的人数有多少。再或者假设一些偏见会导致群体成员偏爱一种或另一种产品（例如，新款平板电脑或汽车）或甚至是公职候选人，也许大多数成员一直就受到了操纵或误导。陪审团定理的阴暗面成为采信平均值也将铸下滔天大错的保证。孔多塞对这个问题非常警惕，认为“此外，必须让选民受到启蒙，而且他们受到的启蒙越充分，他们能够决策的问题就能越复杂”。[image: ]


  如果单纯依靠统计平均数，立法机构和行政官员就完全有可能出于上述原因做出错误的决定。在论及民主问题时，孔多塞清楚地阐述了这一观点，称之为“一个相当重要的观察”：“一个人数非常多的国民代表大会不可能全都由已经得到高度启蒙的人组成。组成这个议会的人更可能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出极大的无知和许多偏见。因此，会有大量的问题让每一位选民做出正确选择的概率低于50%。结果就是，参加大会的人越多，做出错误决定的风险就越大。”[image: ]


  孔多塞认为，由于存在偏见和无知无处不在的风险，“很明显，向没有经过启蒙的人民提供民主宪法是危险的”。即使在相对来说民智已开的社会，他也认为公民不应该自做决定，而应该一般只限于选举代表，即“那些意见的正确概率足够大的人”。[image: ]孔多塞说的是规模非常大的群体，但在平均观点也会出错的情况下，他的观察同样适用于小型群体。


  结果：群体应该何时使用平均值


  对群体来说，不能认为解决棘手问题的最佳方法就是邀请大量人群参与并取平均答案，提出这样的建议恐怕要犯大错误。这种方法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有效，即很多人或大多数人更有可能是正确的情况。例如，公司总裁要求一组充分了解情况的顾问制订正确的行动方案，或者大学校长就是否雇用某个岗位的应聘人征求全体教职员工的意见，或者政府机关的首脑咨询一组科学家的意见，了解某个特定的污染问题是否很严重。在所有这些示例中，被征求意见的那些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值得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平均答案就可能是正确的。


  大数法则有另一层意义。如果你对真相所知甚少，不能事先正确地选择最准确的个体判断，怀疑个体估计中存在系统性偏差，那么你还是应该使用平均估计。在没有更好的信息（包括对个人偏差的方向认知）的情况下，最好采信平均值。平均值的确有偏差，但仍然比一般个体成员更准确。另外，别忘了你还有多样性这个朋友。


  群体行为的影响有好有坏。如果目标是对事实做出正确判断，孔多塞陪审团定理不提供任何保证。在许多领域，有太多的人会以系统性的方式犯错。智慧群体会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专长的问题以及群体如何才能把专家的作用发挥到极致，这个问题与陪审团定理有着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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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请参见Clintin P. Davis-Stober, David V. Budescu, Jason Dana, and Stephen B. Broomell, “When Is a Crowd Wise?” Decision 2 (2014): 79-101，可以了解更多有关多样化估算值的更加通用的计算和实证分析。

    


    	
      参见Scott E. Page,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了解另一项对“多样性的必然收益”进行的数学论证。

    


    	
      Bottom, Ladha, and Miller, “Propagation of Individual Bias,” 153。

    


    	
      出处同上。另请参见David M. Estlund, Democratic Authority: A Philosophical Framework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225：“数学结果是无可争议的，但它只适用于某些条件。一个是必须有足够多的表决票在统计上是独立的。这个条件经常遭人误解。许多人说这个条件不可能得到满足，因为人们相互之间总是会有千丝万缕的影响，几乎不会彼此独立。然而，定理需要的不是因果关系上的独立性，而是统计独立性。”

    


    	
      关于一些技术复杂性的问题，请参见Christian List and Robert E. Goodin, “Epistemic Democracy: Generalizing the Condorcet Jury Theorem,”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9 (2001): 277, 283-288, 295-297。

    


    	
      Keith Michael Baker, ed. and trans., Condorcet: Selected Writings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76), 62。这一点在Estlund, Democratic Authority中也有强调。

    


    	
      Tali Sharot, The Optimism Bias: A Tour of the Irrationally Positive Brai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11)。

    


    	
      Joseph Henrich et al., “Group Report: What Is the Role of Culture in Bounded Rationality?” in Bounded Rationality: The Adaptive Toolbox, ed. Gerd Gigerenzer and Reinhard Selte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1), 353-354，对于食物的选择寥寥数笔，但妙趣横生。

    


    	
      Baker, Condorcet, 56-57。

    


    	
      出处同上，49。

    


    	
      出处同上，61。

    

  


  第9章 如何善用专家


  许多管理者倾向于采信专家意见。在我们评估这种做法之前，需要先来谈谈什么是“专长”。很明显，这个术语可以有很多种理解方式。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专长”，是指赢得有关未来的赌注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含蓄地表达为提出一种好的设计，例如，建造一座桥梁或者另一种能够历经暴风雨和岁月无常的侵蚀而始终屹立不倒的结构，或者设计出一套真正能够防范风险的投资策略。与我们的关注点关系更接近的是准确预测未来不确定事件的能力。


  不幸的是，很少有所谓专家能够预测得八九不离十。经过仔细测试，大多数专家证明自己远远不像公众预期（或他们自己声称）得那么精明强干。在大多数行当里，讲述一个动听又令人信服的故事，而不是做出准确的预测，是借以给某人贴上专家标签的主要证据。但是，这些故事往往都是在事后而非事前讲的，一旦在事前讲，它们肤浅的合理性往往多过事实的准确性。


  通过对某些政治权威人士的选举预测准确性进行“评分”，我们发现这些人的表现普遍属于时灵时不灵，有时甚至根本就不灵。[image: ]类似的结论也适用于那些特受欢迎的荐股大师，其中许多人越来越向算命先生靠拢了。社会科学家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在其一本具有开创意义的专著中指出，在很多事情上，专家最终都沦落为成绩惨不忍睹的预言家。[image: ]事实上，本书提供的数据表明，专家的知名度和公众可见度与其准确性呈负相关关系。可悲的是，似乎对权威来说，当个大嘴敢说敢言要比说得准不准更重要。


  当然，引经据典的专长肯定也是存在的。天气预报员、物理学家（预测太阳黑子和其他天文现象）、国际象棋大师和桥梁专家，以及医学和财务审计部门的一些专业人员等都是明显的例子。[image: ]要想知道专家何时可以做出准确的预测，关键是理解两个因素：他们的培训背景以及他们做出预测的环境。


  有一种形式的专长来源于对需要做出判断的特定领域具备良好的科学认识。在物理学、气象学、工程学以及若干医学和金融领域，确实存在经过实证验证的理论框架和完善的预测与诊断方法。体育领域也是如此，特别是棒球运动，专家们可以使用统计方法对球员的表现做出相当精准的预测（通过《点球成金》获得赞誉并一举成名）。如果专家接受相关理论和方法的培训——有时可能还有分析软件程序在旁协助——可以肯定他们会将有着广泛基础的科学智慧转化为精准的预测。


  奈特·席尔瓦（Nate Silver）在预测政治选举结果方面的独特能力就是这类专长的一个例子。[image: ]席尔瓦不是根据他的直觉、经验或偏好来回应谁会赢得选举，而是依靠数百年来的统计理论和实践，对投票结果进行解读，做出预测。席尔瓦的成功高度公开，这也导致其他许多为外界所熟知的政治专家因糟糕的预测记录而引发了公众怒火一次小小的（却完全合乎情理的）爆发。[image: ]


  第二种形式的专长是经验性的，而不是基于理论的，并且可以通过培训掌握。学徒制度就是一种常见的培训方式，学习者可以获得快速和精确的反馈，同时做出许多实践判断。这种专长是一种“知道要找什么”的知识形式，而且通常可以对如何进行评估的有关建议进行归纳总结。[image: ]


  例如，大多数牲畜裁判员（livestock judges）在应邀对获奖牛犊或母猪的市场价值或育种质量进行评估时是非常准确的。他们通过大量的学徒训练学习这种技能，在学习过程中需要做出上万次这样的判断，还必须为每次判断提供充足的理由，然后马上得到更加资深的专家的反馈。类似的培训之道也适用于持证上岗的天气预报员，但他们还能得到专家软件和长期气象理论研究的协助。在这些事例中，细致的行为分析已经发现，对裁判员的专长最形象、最贴切的描述，就是知道整个情势的哪些特定方面需要研究，然后如何将这些线索中的信息组合成一个判断。


  第三种形式的专长也是基于成千上万个案例的经验，然后也是快速、准确的反馈。这种形式的专长首次被诺贝尔奖得主、行为科学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和他的同事比尔·蔡斯（Bill Chase）确认为是国际象棋棋手的杰出技能。[image: ]这两位科学家对国际象棋的专长问题（例如，世界级棋手与新手的区别到底在哪里）深感兴趣，而且尤其困惑于为什么大师们的技能在快棋赛中几乎没有下降，要知道这些比赛都要在几秒钟内走完一步，而不是几分钟。


  他们的结论是，在对过往棋局数千个小时的学习钻研基础上，大师们建立了一个精心设计的专家存储器，里面保存着成千上万张国际象棋棋局的记忆快照，以及每一种棋局的最佳应手“答案”。这种形式的专家能力还有许多其他例子，都已在随后从运动技能到医学智慧的广泛研究中得到确认。[image: ]一名伟大的美式橄榄球四分卫除了具备实施进攻策略的运动能力，还拥有一套能够立即识别出防御方阵型配置的视觉影像记忆库，从而使自己获得一种神奇的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判别对方的防御特点，选择传接球的目标队员。网球冠军选手也有同样的记忆库。类似的快照匹配过程还为经验丰富的皮肤科医生和放射科医生提高诊断技能提供了支持。[image: ]


  这三种思维技能——基于理论的推理，关于使用哪种有效线索的知识，以及基于案例的记忆匹配——是行为科学家发现的主要专长形式。据我们所知，再没有其他已经经过验证的、可信的判断专长形式了。


  有两个要点要记住。第一，以达到中上水平的准确度预测未来的可靠能力是非常罕见的。第二，某些高度特定的专长形式确实存在。所以，如果你试图发挥集体智慧的作用，请确保从一个经过验证的专家的样本开始。


  如果你是从这样的专家开始的，那么你最终可能就做得比对人口进行普遍抽样并采信其平均答案更好。真正的专家几乎肯定会比业余人士的统计平均值做得更好。不过，即使这样，智慧群体仍有一些重要的教训需要牢记。


  用其所长


  我们现在应该明白，判断得准不准取决于做出相关判断的个人的能力。假设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专家来估算牛的重量或计算豆子的数量，假设我们也明白专长就是做出准确评估的能力。如果是这样，那么从理论上说，这些专家，这帮确实神神叨叨、偏执较真儿的人，就应该比统计平均值做得更好。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必须经常做出选择，一边是一小群人——他们每个人都掌握着大量的信息，另一边则是一大群人——每个人只掌握少量的信息。一切都取决于专长的水平，有时大型群体还要更糟。


  有一件事是清楚的：无论我们是与专家还是与非专家打交道，从一组这样的人那里获得统计答案是有意义的，不能仅仅依赖于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如果专家可能是正确的，那么由专家组成的统计型群体就会比某位专家个体更具优势，而且这种优势与由普通人组成的统计型群体相对于普通个体的优势完全一样。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许多专家的头脑总比几个强。


  大量的证据支持这一说法。[image: ]在一系列30次比较（thirty comparisons）中，在涉及牛和鸡的价格，实际和名义国民生产总值，患者存活率，以及新屋开工率等五花八门的问题预测上，统计型专家群体就比专家个体的错误要低12.5%。[image: ]而在企业的年收入、美国经济的变化和降雨径流年度峰值等方面的预测上，统计型专家群体也显著优于专家个体。[image: ]对于群体来说，意义是直接的。用预测专家斯科特·阿姆斯特朗的话来说就是，“组织往往能够召集它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专家来做重要的预测。它应该避免这种做法，而应该把一批专家的预测意见综合起来”。[image: ]公司的老板们，国家的领导人们，请记住这一点。


  对于政治性民意测验来说，把几项民意调查的结果综合在一起考量已经成为标准做法，就像个人预测那样，采信平均值或中位数，而不是只挑一两种。这种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里有一个关于选举结果预测的一般教训。如果预测人员对同一问题缺乏足够多的不同意见样本，他们应该转而使用多个指标——一系列不同却涉及相同基本因素的问题。答案可能平均为某种复合指标，但仅仅这一个指标就可能比单项结果更可靠。


  不要追星


  这些观点对企业和政府的决定都有影响。问题是，包括领导者在内的很多人通常都不愿意使用专家的平均值。相反，追星才是常态。他们想努力找到某一位最准确的思想家，让平均值相形见绌，虽然这种努力通常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种倒霉习惯也许是无处不在的事后诸葛偏差的副产品。在了解事实之后，我们当然准确地知道谁是最接近真相的，但这反而会使我们忘记在知道真相之前，我们其实不知道谁的判断最准确。


  阿尔伯特·曼内斯（Albert Mannes）和他的同事们通过研究证明，在专家问题上搞追星那一套十之八九是个坏主意。[image: ]他们请杜克大学的MBA参加《华尔街日报》一年两次的财务预测游戏。这场公开的竞赛把许多经济专家都拉了进来，大家要相互比拼，看谁在预测利率和失业统计等基本经济走势方面做得更好。要求MBA进行24期预测。他们可以选择采信某一位最好的专家的意见（根据过去的预测来判断），也可以采信所有专家的平均预测。


  结果是戏剧性的：80%的MBA选择采信了最好的专家的意见。但追一位专家的星的效果怎么样呢？不太好。在所有实验条件下，专家追星的做法在效果上明显不如采信所有专家的平均水平。


  但是，如果我们决定征求所有专家的意见，是否有一个更好的方法能够把他们的判断综合起来，而不是简单地取平均值呢？这可是一个行为科学智慧的前沿问题。美国国家情报局资助了一个大型研究项目，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借鉴。[image: ]研究人员分成几个团队，试图解决如何在政治、外交和经济事件预测中改进情报分析的问题。新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我们根据此前有关类似事件的预测记录，对专家个人进行加权，那么会起到一定的改善效果。所以杜克大学的MBA也没错，他们以为最好的专家会提供最丰富的信息，但他们做得过了头，忽视了其他专家的估计中包含的信息。


  情报预测研究的一个附带发现是，专家对自己的判断进行自我评价是没有用的。用每个专家的自信度来为他的判断加权，并不能提高加权后的综合判断结果的准确性，专家缺乏对自我表现的主观洞察力。只有以客观的、测量以往准确性的“安打率”加权，才是有帮助的。


  教训是明确的：不要被专家的虚张声势忽悠，也不要被专家的自我感觉误导。与令人印象深刻的自我介绍相比，客观证据的指导效果要好得多。


  
    	
      Rebecca Greenfield, “The Best and Worst Pundit Predictors of 2012,” The Wire (blog), November 8, 2012, www.theatlanticwire.com/politics/2012/11/best-and-worst-pundit-predictors-2012/58846/。

    


    	
      Philip E. Tetlock, 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 How Good Is It? How Can We Know?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例如，可以参见James Shanteau, “Competence in Experts: The Role of Task Characteristic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53 (1992): 252-266。

    


    	
      Nate Silver, The Signal and the Noise: Why So Many Predictions Fail— But Some Don’t (New York: Penguin, 2012)。

    


    	
      Greg Sargent, “What Nate Silver Really Accomplished,” The Plum Line (blog),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1, 2012, 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plum-line/post/what-nate-silver-really-accomplished/2012/11/21/6f9f10c2-3410-11e2-bfd5-e202b6d7b501_blog.html。

    


    	
      Malcolm Gladwell, Blink: The Power of Thinking Without Thinking (New York: Little, Brown, 2005)提供了这类专长的许多范例，尽管这些范例在接受严格的科学检视时证明几乎都无法实际表现出真正的预测专长。

    


    	
      Herbert A. Simon and William G. Chase, “Skill in Chess,” American Scientist 61 (1973): 394-403。

    


    	
      Gary Klein, The Power of Intuition: How to Use Your Gut Feelings to Make Better Decisions at Work (New York: Doubleday, 2003)提供了一些通俗的范例记录。

    


    	
      Lee R. Brooks, Geoff rey R. Norman, and Scott W. Allen, “Role of Specific Similarity in a Medical Diagnostic Task,”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20 (1991): 278-287。

    


    	
      J. Scott Armstrong, “Combining Forecasts,” in Principles of Forecasting: A Handbook for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ed. J. Scott Armstrong (New York: Springer, 2001), 419-420。当然，对于许多事实性问题，进行一点研究就足以确定正确答案。但还有一些事实性问题，即使大量研究，也仍然没有定论，最好还是咨询专家。

    


    	
      出处同上，428。

    


    	
      出处同上，428, 430-431。

    


    	
      出处同上，433。

    


    	
      Albert E. Mannes, Jack B. Soll, and Richard P. Larrick, “The Wisdom of Small Cr-owds,” 未出版手稿，2014年4月获取，http://opim.wharton.upenn.edu/DPlab/papers/workingPapers/Mannes_working_The%20Wisdom%20of%20Small%20Crowds.pdf。

    


    	
      Philip Tetlock, “How to Win at Forecasting,” Edge, December 6, 2012, www.edge.org/conversation/how-to-win-at-forecasting。

    

  


  第10章 巧办竞技大赛，激发创意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管理人员通过举办正式和非正式的竞技大赛以及其他比赛，鼓励奇思妙想，激发创造力。但就竞技大赛本身而言，我们正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让我们来看一个公众耳熟能详的例子——网飞公司大奖赛，然后尝试从中提取一些更具普遍意义的经验之道。


  网飞公司大奖赛


  网飞是娱乐节目租赁和点播服务的主要提供商之一，也是一家引领潮流的创新企业。这家公司自己做了很多研发工作。


  网飞的网站有一个显著特色，让公司得以吸引许多客户的业务，这就是它的电影推荐引擎——观影匹配系统（Cinematch）。如果你喜欢《纸牌屋》，你可能也会喜欢《广告狂人》；如果你是《星际迷航》的粉丝，《阴阳魔界》或许也会受你青睐；如果《神犬也疯狂》是你的最爱，《超级伙伴》没准儿也能让你开怀（别问为什么）。


  “电影匹配系统”的概念源自于贝尔实验室，贝尔实验室也是一个因其创新能力而闻名的机构，其成就包括电子晶体管的发明。贝尔的科学家们一直努力试图改善基于网络的黄页检索服务。后来他们灵光一闪，想到是不是可以在向类似客户成功推荐的过往记录基础上向查询者提供推荐服务。通过贝尔的用户数据库，新客户将与曾经进行过类似查询或已经通过自动黄页获得服务并对服务进行类似满意度评分的其他客户相匹配。


  例如，查询者为女性、中等年纪、白人、新教徒、会计，这些身份标签可能与其他几位类似用户匹配，然后查询者获得查询“答案”。答案倾向于包括令类似用户感到高兴的观影建议。网飞在其电影匹配系统的功能中应用同一种基于案例的相似性算法来向其客户推荐电影。除了一些有趣的例外情况，客户一般会很高兴而且经常惊讶地发现电影匹配系统的建议很有用。


  2006年，网飞决定对其观影建议的质量进行实质性升级。但是，网飞没有简单地将问题交给自己的内部工程师，而是宣布提供100万美元的奖金，奖给第一种能将电影匹配系统的观影建议误差率降低10%的算法。公司还对比赛规则进行了详细规定。例如，对方案的获胜标准进行了精确的定义，规定了验证这些标准的实验条件，以及向所有竞争对手公开提供“培训数据”，以便参赛团队在将算法提交给网飞之前对其进行微调和测试。参赛选手只用了四天时间就改善了电影匹配系统的误差极限，但是要让误差率减少10%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比赛足足进行了三年才宣布最终胜利者夺冠的消息（获胜团队来自贝尔实验室）。


  最令人惊讶的是，至少对我们来说，是这100万美元的奖金激励所产生的非比寻常的智力投入。来自150多个国家的超过两万支团队参加了比赛。在最后阶段，十多支精英工程师团队投入比赛的时间甚至超过了本职工作。与之相比，拿100万美元交给内部研发部门所激发的工作热情和获得的成果恐怕要小得多。


  克服协商失败的痼疾


  另外，创新竞技大赛（经济学家这么称呼）如何解决许多困扰协商型群体的问题，也值得多加关注。首先，各个团队分散在全球各地——仅通过互联网参加比赛——意味着相互之间保持独立。其次，各个团队的方法不对外披露（只公布运行结果）。最后，大赛的性质是“赢者通吃”，也就是说，只有一支团队可以获胜，这样就会刺激参赛团队尝试不同的策略，包括尝试用某种全新的策略来搏一把，一步登天。


  这种特定环境和激励的混搭调配，促进了独立精神，也有意识地刺激了发散思维的发展，防止某一个团队走错方向或进入死胡同，并影响和波及其他团队。如果大家都不知道其他人在向哪个方向努力，并且如果每个人都受到激励首先要走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那么流瀑效应就不会发生。虽然个别团队可能会追求比较极端的解决方案，但竞争对手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能在某一个方向上出现极化的。


  网飞在设定任务条件和目标（获胜标准）上的精确性确保了大多数团队始终把焦点放在解决核心问题上。模糊的比赛规则（例如，传统的内部意见箱）不可能产生网飞大奖赛那种既重点突出，又充满活力的广泛参与。


  InnoCentive及其影响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创新竞技大赛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但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它们的规模迅速扩大，举办的频率也急剧上升。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英国政府于1714年设立经度奖（Longitude Prize），悬赏两万英镑，寻找一种能够精确确定（误差不超过30海里）船只经度位置的方法。这项大奖从未兑现[image: ]，却颁发了许多小奖，鼓励那些为提高航海方位判定做出贡献的科技进步。现在，许多公司通过自己的网站举办创新竞技大赛，而在它们不想公开自己的研发战略的时候，就在内部进行比赛。


  还有几个例子值得一读。2013年，通用电气公开举办发动机支架挑战赛，奖金为两万美元，以求解决飞机发动机安装支架减重这一工程问题。[image: ]最后，公司收到了近700个解决方案，其中8个解决方案都具备了问鼎大奖的实力。通用电气将这些解决方案进行整合，取长补短，制造出一种新型支架，比以前的解决方案减重80%。


  在同一年，五角大楼向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团队支付了200万美元奖金，他们的机器人汽车赢了132英里（约212千米）的竞速比赛。还是在2013年，生命科学突破奖（Breakthrough Prize in Life Sciences）宣布将支付300万美元用于奖励医疗相关的创新。一家新的创业公司（BattleFin）通过举办有数千美元奖金的比赛来寻找能够进行商业金融分析的数学天才。


  在这方面，最著名的实干者是InnoCentive。这家技术导向型公司通过在网站上张榜求贤的方式，将“求解者”与超过30万名注册“解题者”（其中半数以上来自亚洲和东欧）进行匹配。基本上来说，InnoCentive只担任裁判员，保证只发布信息完整、条理清晰的真实问题。公司验证解决方案并监督奖金的支付，奖金通常在10000到100000美元之间。在找到解决方案后，InnoCentive还要处理一些法律合同事宜，这些法律合同会使解题者获得相关解决方案的知识产权。


  我们已经说过，精心设计的创新竞技大赛有着非凡的动员能力，能够激发和保持高水平的绩效表现。当然，像网飞大奖赛这样的案例，自然有它吸引眼球的新奇效果。但这项比赛在提高个人声誉方面所产生的激励作用，显然也比100万美元的奖金来得更重要。想想看，围观群众可是一大批计算机科学家，都是专业人士，大家都记住了是BellKor’s Pragmatic Chaos这支团队（来自贝尔实验室）赢得了大奖，而在那个圈子里，获奖团队的成员自然也成了名人。


  但是即使没有这些奖金，由InnoCentive和其他公司举办的竞技大赛也会吸引世界级工程师和科学家投入大量心血，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拼搏精神。企业无论大小，都可以尝试举办自己的比赛，它们只要记住一点：即使是少量的奖励，也可以带来巨大的收益，尤其是因为伴随胜利而来的声誉提升。


  为什么竞技大赛能够发挥作用


  在经济学中，竞技大赛是目前已知的最有效的市场机制，能够在众多竞争对手充分发挥自身能力的基础上，激发出选手的巅峰表现。这不是巧合，也正是我们能够看到各种体育竞技赛、锦标赛遍地开花的原因所在。这种方式还经常用于激励软件工程师和销售人员等价值创造者的表现，向他们分发巨额奖金。此外，以职业高尔夫或网球比赛的奖金设置为例，奖励设计向冠军大幅倾斜，亚军以下奖金大幅下降（“赢者通吃”则是这一逻辑的最极端体现），也刺激这些精英中的精英创造无与伦比的非凡成就。


  InnoCentive的方法还有其他一些有用的功能，包括对竞争对手匿名（没有人知道竞争对手的确切技术水平），培养个人声誉或与“解题者”长期关系（例如，工作机会）的前景，以及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向中国、印度和东欧等地的解题者提供远远好于当地经济所能提供的经济奖励。


  现在也有一个不太明确的地方，那就是竞技大赛这种方法会对信息共享产生何种影响。与预测市场一样，对于是否与其他人分享信息，并无清晰的激励可言。实际上，竞争性组织和机构往往不鼓励信息共享。显然，掌握独家信息就拥有了力量，而在竞技大赛或者彩池投注市场这一类竞争性投资机构中实现最终收益的路径就是对信息严格保密。如果想赢得网飞大奖，你就不能与竞争对手分享你的思路（因为那样你会降低自己获胜的概率）。如果在赛马场投注，你就不能把自己知道的一些小道消息告诉其他投注者（那样的话，你自己下的注就会少赢钱，因为这种赌博规则就是赢家瓜分投注池里的资金）。


  尽管在竞争环境中不鼓励分享信息，但在网飞大奖赛的挑战临近尾声时确实出现了一种令人颇感好奇的行为。出乎我们（以及其他几位我们曾经说到的行为科学家）的意料，几支接近获胜的团队居然在最后关头联手，一起向终点冲刺。我们不太清楚为什么这些团队会这么做，但也许他们有理由相信，继续孤军奋战不会赢得大奖，只有密切协作才能跑到终点。但即使不进行信息共享，竞技大赛也可以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它能够产生恰当的激励作用，推动参与比赛的精英选手尽其所长，发挥出最高水平。


  设计一项卓有成效的竞技大赛：参加人数？奖励机制？


  如何对竞技大赛进行精心设计，达成高效决策和解决问题的目的，迄今为止的讨论提出了三点实践经验。第一，确保有一套明确的规则来明确谁能成为胜利者。第二，委托一位值得信赖的裁判来决定谁是胜利者。第三，要把竞技大赛广而告之，面向的受众是那些具有专业知识和工具，能够制订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的潜在竞争者。最重要的一点，要对问题进行足够清晰的定义，以便让那些有机会获胜的解题者可以自己做出选择，参与竞争。


  但是仍然存在两个问题：应该鼓励多少竞争对手参加竞技大赛？奖品应该如何设定？换句话说，“赢者通吃”型的单一大奖是否就是创造最佳解决方案的最有效的激励措施呢？


  应该邀请多少人参加比赛


  关于需要鼓动多少人参与竞争的问题，请记住一件事，竞争对手越多，任意一个竞争对手取胜的可能性就越小。因此，人数的增加可能会阻碍每个竞争对手的努力。如果问题的解决方案界定得很清楚，那么应该只让那些有机会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参加比赛，这样才能确保参赛选手都能以严肃的态度展开激烈的比拼。


  困难在于，由于谁最终赢得奖金的不确定性增加（公司和政府在竞技大赛中遇到的很多问题也是这种情况），竞争规模的增加将打击所有竞争个体的积极性。这个结论不仅直接得自于经济理论，而且也是常识，因为竞争者将在决定做什么的时候考虑他们行为的成本和收益。而随着胜利概率的降低，投入竞争的收益自然是减少的。


  同时还有心理上的微妙波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类往往会产生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如果竞争者也有这种特性，那么他们可能就抱着“试试看，没准儿就成了”的态度，尝试一些本来不应该尝试的做法。据我们所知，只有一项研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经验性的测试，而结果表明大量竞争者的努力程度下降了。


  2011年，凯文·布德罗（Kevin Boudreau）和他的同事们分析了“编程高手”（TopCoder）网站几百项竞赛的结果，看看竞争对手的数量是否会影响个人的努力。[image: ]编程高手网站会不停地进行比赛，解决各种软件编程问题。竞争者先注册，然后选择问题类型（例如，算法）参与比赛。他们会在指定的开始时间收到问题并且有75分钟来确定解决方案。例如，一个问题可能是：“用最少的计算时间找出多种族社交网络中最受欢迎的人。”


  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程序员参加比赛，试图赢得专业赞誉，通过比赛积累总体绩效评分，进而为自己带来更好的工作机会和现金奖励。“编程高手”竞赛的主要特点是把比赛分隔到多个虚拟房间中，每个房间最多有20个玩家并设有一等奖和其他奖项（当然，重要的是为每个玩家提供一个可靠的参考分数）。这个特点对于对大量竞赛参与者进行行为分析也有支持作用。


  作者的分析证实，参与竞争的人越多，竞争对手的努力程度越低，且每个级别的表现都是如此。即使是那些位居前1/5，确实有机会赢得比赛的人，也会在有很多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放慢编码任务的节奏。


  然而，其他研究人员认为情况要更复杂一些——增加竞争对手的数量除了削弱个人的努力程度，还有其他影响。在布德罗和他的同事们开始研究这一问题前几年，克里斯蒂安·特尔维施（Christian Terwiesch）和徐屹就在猜测，参与比赛的选手越多，意味着每个选手的努力更少，但同时选手越多，找到真正新颖的解决方案的概率也会越大，尤其是在解决复杂程度更高的问题时（即使每名选手的努力程度更低）。[image: ]特尔维施和徐屹将这第二个因素称为“平行路径”效应，即更多竞争对手意味着他们在寻找解决方案时会探索更多数量的、相互不同但相互平行的路径。这是一个好消息。


  布德罗和他的同事们也发现了平行路径效应的经验证据。虽然大多数选手在完成任务时付出的努力减少了，但要获得无可争议的最佳解决方案，一般还是要有更多选手的参与。其他学界专家推测，在一项具有开拓性和冒险性的事业（如竞技大赛）中引入更多竞争者，选手更有可能尝试真正新颖的解决方案路径，这正是并行路径效应。[image: ]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布德罗和他的同事们得出结论，问题越困难，平行路径的积极效果就越大，抑制效果就越小。


  鉴于这些阻碍因素和创新工作的复杂性，对于想要通过竞技大赛来解决问题或做出决策的管理者提供中肯的建议，未免言之过早。此外，我们这些建议的唯一的经验基础是布德罗及其同事们的卓越研究，但他们研究的并不是创新竞技大赛，而是关于有明确定义、已知最好答案的比赛。


  我们最好的建议是，如果是常规性问题，那么参与竞争的人选应该尽可能少，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承认自己手头有一个解决方案。但对于真正具有挑战性的问题，目前的方法可能无法解决的问题，不妨广开言路，放手竞争。但我们的建议与最好总是寻求尽可能高的参与水平的主张多少有些不同——后一类主张有时在众包创新的工作中可以考虑。[image: ]


  在竞技大赛的设计中，最重要的任务是仔细规定必须由胜出的解决方案优化的目标。目标越精确，就越有可能吸引那些最有能力实现卓越解决方案的人参与进来。取胜标准是否清晰可能比竞争对手的数量或奖励安排架构更重要。


  决定奖品的性质


  为解决方案分配奖品的最佳政策是什么？在现行大多数创新竞技大赛中，规则是只有一个竞争者可以赢得奖品，所谓“赢者通吃”。但是这套规则不符合类似竞技大赛的做法，例如，在职业体育运动中，前几名表现非常好的选手都能获得奖金（虽然金额从第一名往后大幅下降）。


  竞技大赛的经济激励理论通常给出的解决办法是提供多人次奖励，具体分配取决于选手的技能水平和风险偏好。创新竞技大赛的数量不像体育竞技大赛（或编程高手竞赛）那样多，但可以通过附加收益（例如，在专业社区中的声誉提升、公司内部的晋升以及职业生涯亮起绿灯等其他收益）产生相当大的激励作用。我们认为，提供多项奖励而不仅限单独奖励，才是正确的做法。提供不止一项奖励往往可以扩大获奖者的范围，同时又不会失去什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建议是把竞技大赛变成“赢者多吃”的比赛，而不要搞成“赢者通吃”。


  政府举办的竞技大赛


  近年来，美国政府注意到竞技大赛和大奖赛中蕴含的巨大潜力，并采取了许多措施加以推广。让我们先来看看美国政府自己的溢美之词：


  例如，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大挑战”计划提高了无人驾驶机器人汽车的工艺水平。NASA“世纪挑战赛”激发了学生、民间发明家和创业公司对月球着陆器、太空电梯、节油飞机和宇航员手套等技术的研发热情，创造性解决方案层出不穷。能源部赞助了“L Prize”照明设计大奖，旨在推动高品质、高效能固态照明产品的发展，以取代目前使用的高能耗灯泡。环境保护署通过大奖赛的方式鼓励学生和其他人制作视频，促进环境保护。国务院赞助了多项视频和写作竞赛并大获成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赛者，不但具有广泛的多元代表性，更进一步宣传了美国的公共外交使命。[image: ]


  奥巴马政府的正式指引显示出对使用竞技大赛这种方式的高度热情，并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推动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举办竞技大赛，确保其符合法律。[image: ]迄今为止的许多成功案例表明，政府内部的群体有很大的潜力来参加竞技大赛，产生创新解决方案。2010年9月，奥巴马政府启用了Challenge.gov网站，将各联邦政府机构提供的激励性大奖赛上网公开。[image: ]四个月后，奥巴马总统签署了《美国竞争再授权法案》，为所有机构举办刺激创新的奖励性竞赛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授权。[image: ]在Challenge.gov网站运营的头两年里，就发布了45家机构举办的挑战赛，吸引了超过16万人参与。[image: ]这些挑战涵盖各式各样的政府计划，其中包括美国国务院设立的一万美元奖金，用于奖励在执行军备控制和防扩散条约方面的新思路，以及由环境保护署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设立的16万美元奖金，用于研制监测和报告当地空气质量的便携式系统。[image: ]


  在Challenge.gov网站和《美国竞争再授权法案》的推动下，美国涌现出一大批极为成功的案例。例如，国家癌症研究所建立了一个消费者易于使用的门户网站，为潜在患者提供有关癌症和其他疾病临床实验的信息。[image: ]空军研究实验室利用比赛结果创建了一套原型系统，用于向人口稠密地区空投食物和饮用水等大量人道主义援助包裹，既不损坏包裹，也不会伤到他人。[image: ]而在政府内部的创新竞技大赛中，意义最丰富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国家情报局通过高级情报研究计划局（IARPA）实施的综合应急评估项目。该项目的总体目标是发明各种方法，以可验证的方式改进情报分析和预报。与网飞大奖赛一样，这项比赛也制订了详尽的基本规则，设定了一个用于评估是否成功的精确指标，并提供了一些基准绩效标准来对比赛进行界定。


  该项目挑选五支大学-产业联合团队参加比赛，每支团队在比赛的第一年获得约1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同时还付酬给第六个组织——“裁判员”——来监督竞技大赛的进展情况，为每年大约100项个体预测问题设计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跟踪研究团队的总体绩效分数。所有这些团队都必须使用单一指标对其表现打分，也就是用于评估天气预报员表现的那个指标。而且所有团队每年也都必须向裁判员提交一次本团队的最佳程序，由裁判员使用新预测者的样本，对一组相同的测试问题进行验证，以此完成对所有五种方法的测试。


  在这场比赛中，最终的奖励是持续的资金支持以及发现高效方法所带来的专业赞誉。对竞争者的这些激励措施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来自IARPA的发起人能够及时要求团队分享他们的最佳成果。所有竞争者都要参加年度会议，提供书面进度报告并对其他团队公开，以便大家能够从相互学习以及自我进步中获益。每个团队的发现都要保证全面公开，因为这些报告会确定IARPA是否继续分配资金参加竞技大赛。


  这一类方法通常有助于解决商业和政府评估与战略中的诸多问题，因为个体对问题的预测在人类众多活动领域的各类预测中是最具代表性的。这些问题包括：从现在开始计算，六个月后巴沙尔·阿萨德是否仍然是叙利亚总统？希腊是否会在本自然年度结束前的某个时候离开欧盟？在接下来的六个月，朝鲜与韩国是否会发生军事冲突？普京是否会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


  不同的研究团队往往会专注于截然不同的方法以求改进这些预测：一个小组专注于统计加权和其他数学调整，整合个体估计；一个小组专注于预测市场（参见第11章）；一个小组专注于德尔菲法（参见第6章）；一个小组专注于那些通过聊天室进行社交交流的预测人员；还有一个小组希望发挥个体估计值的独立性和多样性的作用。


  到目前为止，参加这场竞技大赛的多支团队已经取得了许多发现成果。正如我们对于群众智慧的评价一样，取平均值是一个好办法。以客观历史记录加权个体估计值再取平均值，从而提高相似判断的准确性的做法更好，而且还可以将先前的估计与更新后的数据进行平均（并赋予最新估计值比早前的估计值更大的权重）来获得进一步改进。


  相比之下，估计者或其同行赋予的主观权重，例如，信心或对相对专业能力的认知，并不会显著提高加权平均估计值的准确性。预测市场和德尔菲法对典型个体的绩效都有改进。有些令人惊讶的是，最成功的判断辅助手段居然是一个热络的老式聊天室，人们可以在里面对当前存在的预测问题进行无拘无束的探讨［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芭芭拉·迈勒斯（Barbara Mellers）和菲利普·泰特洛克领导的善断团队致力推动］。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预测竞技大赛在起步阶段取得的成果还是令人宽慰的，至少这些成果有助于进一步强化我们在本书总结的主要经验教训。但有一个方面还是让我们有点失望——到目前为止，竞技大赛创造的方法，基本都是用来消除预测产生的部分常见噪声和偏差，进而改善决策的。我们真正想看到的是能够改变游戏规则的方法，不仅减少噪声，而且放大信号。但是，竞技大赛的收获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或许要等到信息归集变得更加高效之后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所以，我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不过，小心谨慎地进行面对面或结构化的协调可能在这方面也会产生一些效果。强化德尔菲法就是一例。预测者或决策者接受专门培训，学习如何汇总非共享信息，从而避开隐情和常识陷阱。这套方法有可能导致突破，而不仅仅是渐进式的改善。当然，还需要更多的工作来证明我们的推测是准确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尝试一下也未尝不可，最不济也损失不了什么。


  着眼全局


  关于竞技大赛的话题饶有趣味，也非常重要，这个问题本身就值得写一大本书详加论述。但还是让我们不要为一叶所障目，把焦点集中到整片森林上。


  首先，竞技大赛是一个非常惊艳的办法，可以减少群体失败，因为竞技大赛可以克服在本书第一部分中暴露出来的很多问题。其次，各类机构无论大小都应该体验一下竞技大赛的做法，看看是否真的可以激发创造力的火花。最后，跳出你熟悉的圈子，提供一些激励，从外部人那里寻求一点帮助，一般也都不会空手而归，有时甚至会满载而归。如果你向整个世界提问，也许会为自己由此学到的知识而惊讶不已，赞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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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章 预测市场，改善群体智慧


  预测市场是刚刚出现的一种创新工具，但已经被证明在预测事件方面非常成功。事实上，这类市场似乎比协商型群体效果更好。预测市场值得好好关注，因为它们为如何提高协商效果提供了重要启发，也因为它们为研究集体智慧提供了普遍规律，更因为实际预测市场有时可以成为众多私人和公共组织手中的有力武器。


  哈耶克和价格体系


  要理解什么是预测市场，我们首先要来认识一下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这位20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他认为自由市场最重要的作用是可以借此收集和整合信息。哈耶克对社会思想最重要的贡献体现在他1945年的经典（短篇）论文《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中。[image: ]


  在这篇文章中，哈耶克声称，价格的核心优势在于它是许多人的知识和品位的集合，其中蕴含的信息比任何中央计划者、集团或董事会所能拼凑出来的都要多。哈耶克强调信息的非共享本质——“散落四处，支离破碎，经常相互矛盾的知识碎片，全都为相互独立的个体所占有”。[image: ]这些知识里肯定包括有关产品的一些事实，但它也包括喜好和口味，而一个运作良好的市场必须要考虑所有这些要素。哈耶克强调，最重要的是那些“非常重要但没有经过组织的知识，从一般规则的意义上说甚至不可能被称为科学的知识：关于时间和地点等特定环境的知识”。[image: ]


  对于哈耶克来说，关键的经济问题是如何将这些没有经过组织的零散知识整合在一起。没有哪个个人或群体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计划经济制定者不可能获得为不同个体所拥有的全部知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掌握的知识甚至连最聪明的、经过精心挑选的群体或专家都望尘莫及。亚里士多德对协商的期冀是否合理姑且不论，至少哈耶克表明了一点，对自由市场来说，超越少数几位思想大师的水平是肯定可能的。哈耶克的核心点是，如果问题是如何汇总信息，那么最好的解决方案通常来自价格体系。在一个相关事实的知识分散在许多人手里的系统中，价格成为一个具有惊人的简洁性与准确性的协调和信号装置。正是在价格的作用下，散落四处的知识得到整合，并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传播，因为价格本身就是一个向所有人发出的信号。


  更妙的是，价格体系有一种神奇的自动功能，特别是它对外界变化的快速响应能力。如果新的信息表明某件产品——电视、汽车、平板电脑或者手表——不好使，人们对这一产品的需求会迅速下降，它们的价格也会下降。当商品突然变得稀缺时，用户就必须对此做出反应，为了获得这个商品支付更高的对价。在哈耶克的论述中，整个市场之所以运转良好，不是因为任何参与者都能看清它的所有功能，而是因为相关信息能够通过价格传达到每个人。


  因此，哈耶克宣称“把价格体系描述为某种记录变化的机械，或者确保个体生产商只需观察少数几个指针的移动的电信系统，不仅仅是一种比喻”。[image: ]哈耶克将这个过程描述为一个奇迹，并补充说，他选择“奇迹”这个词是为了“把读者从自满情绪中惊醒，因为我们经常以为机制的运作是理所当然的”。[image: ]在哈耶克的论述中，价格体系是一个非凡的集体智慧机制，部分是因为它收集了每个人都知道的信息，部分是因为它实施了正确的激励。


  诚然，真正的问题在于是哈耶克正确，还是市场逻辑也会出现编码错误和混乱［正如行为经济学家罗伯特·席勒、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和其他人所强调的那样］。[image: ]特别需要指出是，席勒认为信息流瀑效应和从众行为都会影响股票价格，投资者盲目地彼此跟随，但其实这是一个盲人给盲人指路的过程。在这场对哈耶克有关市场过程的乐观态度的根本挑战中，席勒坚持己见，认为“多年来驱动股市的同一股人类心理学力量也有可能影响其他市场”。[image: ]


  我们又回到行为挑战的老话题上来了，市场可以像整合有效信息那样轻易地将错误和幻想也包含在内。就我们目前的讨论而言，核心的实质性问题其实是——人们可以使用市场机制来改善群体判断吗？


  又见激励


  公司如何预测自己的产品做得好还是不好？几年前，谷歌采用了一种创新的方法。[image: ]它创建了一个预测市场，员工可以对公司的各种重要成果进行“投注”。参与者对产品应该何时上市、成功的可能性以及许多其他前景进行预测。他们使用虚拟货币，但可以兑换各种奖品。这种投资，或者赌注，会形成价格。例如，如果大多数人相信谷歌会在下一年卖出200万件新产品，他们就会相应下注，价格将体现这种判断。


  总的来说，谷歌预测市场取得的结果极其准确。如果价格表明一种产品可能卖出200万件，它很可能就卖出了200万件。如果价格表明这种产品在7月1日之前不太可能推出，那么它就真的不太可能在那天之前推出。


  散落在公司四处的零散知识以这种方式准确汇总。谷歌的预测市场发挥了作用，因为许多掌握着内部信息的员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而作为这些意见的总和——市场价格，自然就会八九不离十。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在预测市场中，价格通常作为概率运行。[image: ]当价格表明某一事件有90%的可能会发生时，就会有90%的时间发生该事件。


  回想一下，在协商型群体中，成员可能没有坦白自己知道些什么的动机。因为即使说出来，他们也是在为别人谋福利，同时可能还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相比之下，预测市场重新调整了激励措施，以精确的设计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在预测市场中的投注一般不会向雇主披露（更不用说公众了），投注者或交易者不必害怕对他们的声誉造成任何损害，例如，当他们预测自己公司的销售额会很低时，或者预测某位候选人会当选总统，尽管这人并不讨预测者的朋友和同事喜欢。


  由于参与者自己的投注会产生损益，所以他们有强烈的动机使用（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披露）他们掌握的任何内部信息。事实上，已经安装预测市场的管理者告诉我们，市场附带的聊天组和论坛功能为管理者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信息，因为这是市场本身真实判断的体现。即使信息的细节仍然保密，但它仍会反映在价格信号中。正是通过这些关键方式，预测市场基本消除了影响协商型群体的诸多问题。


  预测市场还采取强有力的激励措施，鼓励交易者发掘准确的信息。交易者不太可能盲目交易，他们能够在一段时期里（甚至更长时间）停止交易，以寻找更好的信息，以占据优势。相比之下，在许多协商型群体中，参与者不能离开，他们必须继续协商，而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往往分散和封锁在个体参与者中。


  与其他人一样，投资者当然也会受到他人意见强加的信息压力。但是，因为人们可以揭示（通过投资或“投注”）他们持有的信息并从中获益，竞争市场就产生了巨大的激励效应，鼓励人们把实际拥有的任何信息都披露出来。事实上，人们发现预测市场通常不会放大个人错误，而是消除它们；交易所产生的价格证明是可靠的，即使许多个体交易者出现错误。近年来，预测市场的作用已经远远不止于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在无数领域，预测市场都已经被证明极其精准，而价格通常都被当作概率来使用。


  一些成功的预测市场


  预测市场能够汇聚多元观点，正在许多领域蓬勃发展。以好莱坞证券交易所（Hollywood Stock Exchange）为例，人们通过它预测奥斯卡提名者和获奖者以及上映首周末的票房，其精确水平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考虑到交易者使用的是虚拟货币而非实际资金。[image: ]迄今为止，交易所最值得一提的成就就是它在预测奥斯卡获奖者上不可思议的准确性，几乎所有奖项，只要是发生了交易，那么最有可能获奖的赢家最后都把小金人带回了家。如果你想知道谁会站到台上感谢学院，那就去征求好莱坞证券交易所的意见，你一定不会空手而归。事实上，使用虚拟货币的预测市场通常与使用真实货币的市场一样表现出色。[image: ]


  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许多人认为人类不能预测天气，但美国国家气象局做得相当好，橙汁期货（orange juice futures）做得更好。[image: ]另一个大型预测市场侧重于经济数据的研判，例如，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发布的经济数据出现某一具体值的可能性有多大，而这个市场的表现甚至优于大约50位专业预测人员的预测共识。[image: ]


  许多公司现在都在使用预测市场来汇总不同的观点。消费电子产品公司百思买的管理人员建立了一个名为“黄标交易”（TagTrade）的预测市场（以公司标志中的黄色标签命名）。在这个市场里，员工可以对外部事件（如总统选举和体育竞赛）和公司活动（如季度销售预测或新的分店是否会按时开业）的结果投注。虽然市场使用的是代币积分，但是也用奖品鼓励大家参与：投注最多的人会收到200美元的礼券，而更令人羡慕的则是一件特殊的刺绣衬衫。[image: ]


  值得注意的是，“黄标交易”市场在预测季度业绩方面比百思买的官方销售团队还要准确，在预测新办公室是否会按时投入使用时也让工程经理们相形见绌，而它公认的最大功劳，则是帮助百思买最终跑赢了长期竞争对手电路城（Circuit City）。[image: ]到2011年中，“黄标交易”已经进行了240次预测，并且吸引了公司的2100名美国员工参与其中。[image: ]


  多年以前，惠普和加州理工学院启动了一个项目，研究预测市场在产品销售方面的信息聚合机制。[image: ]实验者挑选了几位在惠普不同业务运营部门工作的员工。由于规模较小，市场的交易非常平淡。这意味着参与者寥寥无几，导致市场的流动性远远达不到理想状态。挑选参与者的目的，是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所在部门的情况提供信息。


  在组织架构上，市场确保证券代表不同的销量区间。例如，如果销量介于1到10台打印机，一只证券就会得到回报；如果销量在10到20台之间，另一只证券将得到回报。在大多数实验中，销量的可能范围被分成十个相等大小的区间。根据每只证券的价格，实验者可以猜测惠普将在那个月卖多少台机器。与需要协商的内部预测相比，预测市场预计具有更大的优势。参与销售的员工在预测时更愿意留点余地，以确保预测结果和销售预期不会相差太多。这种偏差，或者倾向于过度乐观的竞争偏差，可以通过市场激励来减少。


  结果表明，市场预测确实改善了惠普的官方预测。在有官方预测的八个市场中，不少于六个市场的市场预测与官方预测相比明显更接近实际结果。许多其他公司，包括礼来公司和微软，也使用预测市场为有关未来业务发展的协商讨论提供补充。


  从1988年开始，艾奥瓦大学就一直经营着艾奥瓦电子市场（IEM），让人们可以对总统选举结果进行投注。在2004年之前的历次选举民调中，IEM的表现远远好于专业民调组织，战绩是451∶145。[image: ]在从1988年到2000年的四次大选中，IEM在选前一周的预测值平均绝对误差仅为1.5%，明显好于盖洛普最终民意调查结果2.1%的误差率。[image: ]2004年，艾奥瓦市场的表现更令人惊叹。11月1日午夜，IEM显示乔治·W.布什将获得50.45%的选票，约翰·克里为49.55%，与小布什的最后数字51.56%和克里的48.44%相差无几。


  2008年，IEM预测，参议员乔·拜登（Joe Biden）将成为奥巴马参议员的副总统提名人，而此时尚没有一位政治评论家认为拜登会拔得头筹。在宣布提名前的几个小时，IEM显示拜登胜出的可能性高达80%。[image: ]2008年，IEM的最终预测是，奥巴马得票率为53.55%，麦凯恩为46.45%，非常接近52.93%和45.65%的最终投票结果。在2012年总统选举期间，IEM表现之精准堪比2008年。该市场最终预测奥巴马总统的全国得票率为50.9%，米特·罗姆尼为48.4%。最后的统计是奥巴马为50.6%，罗姆尼为47.8%。[image: ]值得注意的是，IEM已经证明不仅能够在选举前夕精准预测，而且在长期预测方面也不逊色。[image: ]


  偏差


  那么偏差呢？它们会影响预测市场吗？与群体协商完全一样，市场中的投资者也会受到启发式偏差的影响，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而且只要是人，就躲不开这些影响。例如，社会科学家已经发现，人们会高估他们自己看好的候选人赢得选举的可能性——乐观偏差的一种表现形式。在1980年大选的某个时刻，87%的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支持者认为他会赢，而在同一场大选中，罗纳德·里根的支持者中有80%相信他们的候选人会赢。[image: ]显然，卡特的支持者大大高估了他们支持的候选人的胜选概率。


  如果你听说纽约的一些赌徒特别愿意把赌注压在纽约洋基队身上，你是否会觉得不可思议？[image: ]IEM的交易者也表现出同样的偏差。1988年，在IEM对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的总统竞选进行预测时，他的支持者更愿意把宝押在这位运气不佳的马萨诸塞州州长身上，那股子劲头连老布什的拥趸都甘拜下风。[image: ]更令人惊讶的是，杜卡基斯的支持者们更愿意认为候选人的辩论有助于民主党候选人，因此在每次辩论后都大量购入力挺杜卡基斯的新筹码。[image: ]布什的支持者也表现出完全相同的行为模式。


  人们通常以一种能够证明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是正确的方式——确认偏差——来吸收新的信息，而那些投资于预测市场的人也显示出相同的偏差[image: ]（毫无疑问，很多投资者因为同样的原因在股票市场上亏损）。一般来说，交易者在预测市场中的买卖与他们的党派身份认同是契合的。[image: ]


  尽管如此，在预测1988年总统大选的结果上，IEM仍然被证明非常准确，甚至比民调还要准确。在离大选投票还不到三个星期的时候，预测市场对候选人获得的票数比例进行了近乎完美的猜测。[image: ]原因很简单，虽然许多人都出现偏差，但市场作为一个整体却没有。但是，当许多交易者都容易出错时，又怎么可能实现这么高的准确度？


  答案可能在于边际交易者假设（marginal-trader hypothesis），这种假设强调的是一小群不太容易受到偏见左右的交易者的行为。根据这一假设，某些对主要偏见免疫的交易者会对价格产生不成比例的巨大影响。在选举预测市场上，这些交易者能够以牺牲其他交易者的利益为代价赚取大量利润。[image: ]如果边际交易者表现活跃并且能够从其他参与者的错误和偏差中获利，那么总体市场价格就不会受到影响——恰恰证明了哈耶克理论的真实性。


  有可能会影响预测市场的一个明显偏差是在赛马赌博中经常出现的热门-冷门偏差（favorite-longshot bias）。在赛马中，那些热门马带来的回报往往高于比赛现场的其他马，而冷门马的回报却往往低于预期。[image: ]在网球比赛中也存在同样的偏差，虽然投注最好的球手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排名较低的球手却能吸引多得不成比例的筹码。[image: ]在这些领域，下注者低估了高度确定性事件的收益，却高估了低概率事件的收益。


  如果这一点是普遍成立的，那么预测市场在预测高度不可能事件时就可能不准确。[image: ]市场很可能高估这种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但在现实中的预测市场里，我们能够找到的这种情况下的系统误差证据充其量也就是“适度”。[image: ]


  当然，在有些市场里，交易者出现偏差的确意味着市场就会出现偏差。整个行为金融学的意义就是要试图解释偏差市场如何能够持续存在。[image: ]但预测市场一般没有这个问题。我们肯定还要就这个话题学习更多的知识，因为这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


  泡沫及其他


  大家都知道股票市场可能存在泡沫，那些存在泡沫的股票交易价格远远高于其基本价值。往往是在有些人认为一只股票真不值很多钱，同时另外一些人认为这只股票确实值很多钱的时候，就会出现泡沫。因此，人们在投资时总是预期股票价格会因为其他投资者的追捧而上涨。[image: ]


  预测市场会出现泡沫吗？当然会。预测泡沫很容易想象，投资者沿着一定的方向投资，同时相信许多其他投资者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而且如果可能出现泡沫，那么也可能发生崩溃。


  不管怎样，信息影响可能导致人们在包括预测市场在内的任何市场上都会进行愚蠢的投资。信息流瀑在投资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就像在我们选择购买什么产品时一样。一家运动鞋公司、一本书、一个电视节目、一个餐厅或一部电影，都有可能因为口碑和风评的力量而一夜爆红。许多人慕名而来，并不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独立的信息，知道这个产品确实好；也不是因为他们认为一旦货比货，其他都是渣，而只是因为他们盲从于信息流瀑的信号，跟风而来。


  哈耶克没有过多着墨于从众行为对市场造成的风险。如果他有，他最好的回答可能会是这样的：聪明的投资者将警惕这种风险，并且愿意利用它。如果先有一群人把某种产品或某只股票做成了买卖，然后其他人——先是几个，接着很多——也来购买它，那么市场最终会自我调整。


  但经验表明，这种观点可能过于乐观，至少对普通股票而言。[image: ]随着预测市场的发展，应该会出现显著的个体误差，并且毫无疑问会在价格信号中产生一些误差。以2004年总统选举为例。在投票当天，投票后的出口民调（exit polls）倾向于克里当选这条戏剧性的消息，不但让一众常规选情专家大跌眼镜，更使选举预测市场出现大量波动，克里参议员成为万人追捧的香饽饽，布什总统则被弃若敝屣。[image: ]不仅是一旁看热闹的，就连投资者也受到了这些谣言的影响。


  当显然重磅的新闻导致许多投资者买入或卖出时，大规模误差基本就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2004年选举日当天可能就发生了一次流瀑效应，投资者对彼此的判断做出回应，哪怕这些判断都是基于误导性信息做出的。但对于那些预测市场的狂热拥趸来说，也有一些有利的证据：错误的数据只持续了几个小时，之后，数据又恢复到之前的正常水平。


  可行性


  对许多群体来说，预测市场普遍面临着一个可行性的问题。首先是不容易建，其次建的过程可能会引起混乱，消耗大量时间。如果雇主或地方政府只是需要做出短期决策，那么预测市场可能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如果相关群体规模较小，也会因为缺乏足够数量的投资者而导致无法创建一个有效的预测市场。必须保证一定数量的参与者，以确保预测市场有足够的信息来汇总。不过，一些私营和公共机构还是会利用预测市场来解决一些问题，例如，目前就在进行雄心勃勃的努力，探索公职人员该如何利用这些市场。


  事实上，政府可能会考虑使用预测市场来预测预算赤字、破产风险以及疾病暴发或自然灾害的概率。在这些问题上，预测市场得出的结论都可以用于对协商结果进行现实对照检查。面对自然灾害可能造成的预期损害，每年因实际或预期疾病而死亡的人数，以及其他许多问题，政府官员都可以把预测市场的预测结果纳入考量。针对所有这些情况，私营或公共机构都可以创建预测市场，为关键问题的解决提供信息，供公共机构在进行政策判断时参考、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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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章 征求公众意见，获取更多信息


  每年，美国联邦机构都会发布数千项新法规。无论问题涉及医疗保健、移民，还是清洁空气，一般都是通过制订规则来落实联邦政策。政府机构都是一个个群体，在汇编相关信息方面也确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们注意到，OIRA认为其主要责任是收集分散信息，以便尽可能地使相关群体——为政府工作的人——变得更加聪明。


  但是我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政府官员面临一个潜在的严重问题（哈耶克肯定早有体察），哈耶克的“追随者”称之为“知识问题”。即便政府官员都是专家，充分多元，积极进取，他们也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一项空气污染监管法规可能对全美各地的企业和州县各级地方政府产生重大影响。这项法规会对洛杉矶市，或者会对俄亥俄、犹他乃至密歇根等州的公司造成哪些影响，监管机构可能看不清楚。政府可能有特别权威的科学家（实际上，确实有），但国内还有其他许多科学家，而他们往往掌握着政府没有掌握的信息。那么政府官员该怎样获取他们需要知道的信息呢？


  小规律，大惊喜


  在联邦政府内部，答案是通过公告-评议（notice-and-comment）的方式制订规则。通过这个流程，联邦机构发布公告，将拟议规则公示，邀请公众发表意见，留出一个合理的期限（至少60天）供大家评议。规则可能涉及国土安全、空气污染、移民或食品安全。在行政法的教授圈子里，有一种流传已久而且颇有市场的论调——我们姑且称之为世故之论——大意是说评议过程都是假的，只能骗骗小孩子，完全是华而不实的走形式，搞过场。在这种世故之论的演绎中，真正的工作都已经在幕后完成了。当把拟议规则提交给公众时，基本上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了。


  但桑斯坦在从政期间了解到的情况，却证明所谓的世故之论是完全错误的。相反，评议期非常重要，联邦机构严肃认真地对待人们的建议和关切。政府之所以这样做，首要原因就是：民众拥有官方缺乏的信息，而为了把规则搞好，官员就需要考虑这些信息。拟议规则会一次又一次地根据各种各样的公民团体提供的评议意见进行修改，并获得显著改善。


  修改的情况不一而足，有时会对规则进行澄清，有时在尺度上稍稍收缩一点，以免干预性太强，有时会重新确定方向，一下子就柳暗花明、豁然开朗，有时则直接打入冷宫，再也不见天日。公告-评议法主要是一个获取信息的过程，并不考虑利益群体或政治斗争的威胁。


  这是本书最短的一章，因为中心思想很简单。根据美国政府内部的现行做法，我们认为其他机构，包括私人机构，也会受益于某种形式的公告-评议流程，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例如，假设社交媒体公司正在考虑更改其隐私政策。公司征询公众意见没有任何意义？脸谱网就选择了这条路线，在2012年8月发布了以下信息：


  敝司正在考虑更新敝司的数据使用政策以及权利和责任声明。此两份文档可告知阁下敝司将如何收集和使用数据，以及阁下在选择使用脸谱网时适用的规则。请花几分钟时间阅读“文档”标签及其子标签项下的更改内容，并在接下来的七天内提供反馈意见。如果阁下的意见带来更多的更新，敝司亦会于本网页上发布。


  当然，脸谱网的隐私政策不可能完全避免争议，但寻求公众意见的努力至少有两个好处。首先，它可以提供尽可能充分的信息作为最终决策的参考，因为这个过程就是为了收集分散的信息。其次，它可以增加善意，增强合法性和公平竞争的感觉。在政府中，公众评议能够使人们产生一种自己的意见得到听取的权利感。只要这种权利是真实的，最终的结果通常就比其他情况下更容易被接受，即使有些人并不完全喜欢其中的法律依据（说实话，面对面的会议确实比评议过程更好，但这样的会议可能需要很多时间）。对于私营部门来说，这两个好处可能非常重要。


  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网络广告促进会（Network Advertising Initiative）是数字广告企业的自律协会，在修订其行为准则之前，会选择留出一段时间征求公众意见。[image: ]同样，拉斯维加斯的一家商业房地产公司向消费者征求建议，应该用哪一类租户填补各种各样的空置零售店铺。[image: ]每个空置单位都大张旗鼓地挂上宣传单，上面写着“求帮助！我们需要您的意见！”还提供了唯一的二维码。经过的路人可以用他们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哪种类型的商铺最适合这个单位的问题提供自己的反馈意见。[image: ]更有意思的例子来自军火商。尽管枪不是一种人见人爱的大众商品，但是枪支制造商追迹点（TrackingPoint）公司却广邀各方人士，请大家就公司应该生产哪种类型的枪械畅所欲言。[image: ]再拿服装公司为例，如果公司正在考虑一条新的产品线，就可以搜集其实际和潜在客户掌握的分散信息并从中受益。


  当然，对于私营部门来说，征求公众意见不应该是一种普遍的做法。政府与私营公司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企业有市场管着，它们很快就能发现人们喜欢什么，想买什么。自由市场取决于消费者的反应，对许多公司而言，最好是看看人们实际选择什么，而不是提前询问人们的意见。如果目标是了解产品是否畅销，观察实际行为可比调查有用多了。


  此外，公众评议期也可能会制造风险，包括那些提了意见但最终没有得到重视的人做出的负面反应。我们已经说过，公众评议可以提高最终决策的合法性，但整件事有可能适得其反，弄巧成拙。


  一切都取决于成本和收益，这在哪里都是一样的。邀请公众评议，落实评议意见，成本也有可能会超过收益。但只要一家机构担心自己的判断可能是错误的，那么它就应该考虑提前寻求反馈的可能性。有时，这就是一种奢侈的投入，但有时，它也确实是值得一做的明智之举。


  
    	
      Meredith Halama, “NAI Seeking Public Comment on Revised Code of Conduct,” Network Advertising Initiative，2013年3月1日，www.networkadvertising.org/blog/nai-seeking-public-comment-revised-code-of-conduct。

    


    	
      Laura Carroll, “Opinions Please! Retailers Seeking Public’s Input,” Las Vegas Review-Journal, July 1, 2013, www.reviewjournal.com/business/retail/ opinions-please-retailers-seeking-publics-input。

    


    	
      出处同上。

    


    	
      Korri Kezar, “Austin Gun Manufacturer Seeking Public Input,” Community Impact Newspaper，2013年6月25日，http://impactnews.com/ austinmetro/ round-rock-pflugerville-hutto/gun-manufacturer-seeking-public-input/ ; “The Crowdsourced Smart Rifle,” TrackingPoint，2013年6月21日，https://tracking-point.com/labs/future/。

    

  


  第13章 神秘因素C：关键时刻该用谁


  在体育运动中，有些人以“成就他人”而闻名。“魔术师”约翰逊是一名伟大的篮球运动员，一生共赢得五次美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NBA）总冠军。他不仅是一个了不起的得分手、传球手和篮板王，更把他的队友们——其中一些只是普通球员——变成了巨星。另一位王者迈克尔·乔丹在他刚出道的时候就被认为是一名伟大的——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球员，但他所在的球队就是不赢球。人们不禁怀疑他是否能够赢得冠军，因为他“不是一个有团队精神的人”。


  在商界，有些人也让人觉得像年轻的迈克尔·乔丹——个人是超级巨星，但除了自己的技能，对整个团队的工作再无更多贡献。但也有其他人像“魔术师”约翰逊那样，获得了能够成就他人的广泛赞誉。能不能聊聊都有哪一类人会像他们那样？不说什么印象、直觉和坊间八卦，只谈有据为证的事实？逐渐浮出水面的答案耐人寻味，它们都涉及一种被称为因素C（Factor C）的东西。


  团队精神


  社会科学家发现了一个统计因素，可以用于衡量人们在从事大量认知性任务时的表现，这个因素有时被称为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igence）。一个明显的结论是，群体成员都应该具备一般智力。事实上，这似乎是真的。在对认知能力的各种测量中，许多不同小组通过研究都获得了一致的发现：智商平均水平更高的群体往往绩效表现也更好。[image: ]


  有趣的是，研究还发现实际工作群体的关系要比实验室群体的关系更为宽松。但证据明确表明，如果群体成员更聪明，群体的绩效表现水平也更高。当然，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发现。但是，当你把一群人聚在一起时，请你好好记住这一点。


  这个发现的成立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要把这个条件讲清楚，我们还得回到篮球来说。2010年，迈阿密热火打造出一支梦之队，延揽三位真正的超级明星加盟：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德怀恩·韦德（Dwayne Wade）和克里斯·波什（Chris Bosh）。詹姆斯和韦德算得上是历史上最好的篮球运动员，波什也一直是全明星球员。在这支队伍最初组建之时，桑斯坦有幸遇到了波士顿凯尔特人队入选名人堂的著名球员比尔·拉塞尔（Bill Russell）。比尔也是一位赢球大师，以其团队合作精神成为职业篮球运动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在他13年的NBA生涯中，比尔赢得过11次总冠军——总冠军率达到令人瞠目的85%。顺便说一句，比尔还是一位焦虑型的领导者。他在大型比赛前呕吐是尽人皆知的毛病，当他在盥洗室里（大吐特吐）的时候，他的队友们就知道，他们可以期待赢球了。


  桑斯坦激动得有点哆嗦（能跟比尔·拉塞尔聊两句，夫复何求啊）地问拉塞尔，迈阿密热火能否赢得那一年的总冠军。桑斯坦原本以为拉塞尔肯定会说能，因为有谁能打败一支有詹姆斯、韦德和波什加盟的球队呢？但是相反，拉塞尔明确地给出了否定的答复：“不能！”桑斯坦又问为什么，拉塞尔淡淡地，却不容置疑地说了一句：“球只有一个。”事实上，热火队在那年的总决赛中败给了达拉斯小牛队——一支技术远远谈不上炫目的球队，却是一支真正的球队。


  再来说说迈克尔·乔丹。他在退役时已经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获胜者之一，以六次总冠军荣誉加身，力压约翰逊（但还是比不上拉塞尔），傲视篮坛。发生了什么事？


  线索在这里。1991年NBA总决赛第五场，洛杉矶湖人队在主场大西部论坛球场迎战芝加哥公牛队。比赛进行到后半段的时候，已经以总比分3∶1领先的公牛队还在保持着微弱的领先优势。虽然在团队配合上已经付出双倍的努力，但乔丹还是投了好多次篮——不过都失手了。关键时刻，公牛队主教练菲尔·杰克逊（Phil Jackson）叫停，看着乔丹的眼睛说：“迈克尔，谁投合适？”迈克尔没有回答。杰克逊又问：“迈克尔，谁投合适？”乔丹回答说：“老帕”。


  “老帕”是约翰·帕克森（John Paxson）——一位被乔丹光环掩盖的后卫，却是一个致命的投手，至少在没人防他的时候可以说是百发百中。乔丹得球传给拉出空当的帕克森，由他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连得数分，奠定胜局。公牛队终于赢得了他们的第一次NBA总冠军。顺便说一句，迈阿密热火队最终也凝聚成一个团队，在最初的失败后赢得两次总冠军，团队磨合日渐顺畅可谓功不可没。


  聊够了篮球，我们再来聊聊之前提到过的南希-安·德帕尔和杰夫·赞茨这两位奥巴马政府中的焦虑型领导者。他们不是一类人，但他们都知道球只有一个，也知道关键时刻应该用谁。虽然他们都是“忧天派”，但他们并不会被问题吓倒，而是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孜孜以求，寻找解决方案。德帕尔和赞茨了解组建团队的重要性，不仅仅要从每个成员的技能搭配互补上考虑，更要考虑整个团队的协作以及及时弥补团队短板的能力。


  好的团队成员，就是无缝对接、配合默契的成员。这条经验似乎人人皆知，毫无新意，但重要的是要记住：性格——不仅是能力——决定一切。在这方面，大多数人的直觉，至少在西方文化中，会导致我们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有些性格类型更好（比尔·拉塞尔和约翰逊，而不是早期的迈克尔·乔丹）。第二，成功的群体具有良好的性格类型组合。


  这些结论虽并不完全是错的，但它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能够让我们为某项具体任务确定恰当的性格组合。什么样的性格最适合制定明年的投资策略？决定如何推销手机？进行谈判收购公司？发明一种新的药物或执行紧急疏散？弄清楚如何让一家初创企业一飞冲天？制定版权案件的诉讼策略？


  一个颇有市场却很糟糕的答案


  对于这类问题，时下最受美国公司欢迎的解决方案是迈尔斯-布里格斯性格分类法（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这是一种根据每个人对生活偏好的自我描述将个人分为16种基本“性格”的测试。很多公司都很把测试当回事儿。


  将每个人都套上不同的性格类型，其实并不是一个好主意。但在解释个中缘由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使用性格评估来预测行为的常见缺点。与集体主义文化更为浓厚的人群（想想亚洲）不同，西方人似乎特别痴迷于把人们的性格特质作为理解和预测未来行为的手段。如果想知道员工史密斯在时间很紧的压力环境下会做什么，我们往往先问自己，史密斯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貌似正常，但在实践中，即使最有效的性格测试也只具备一定程度的预测能力。然而，许多人非常自信地依靠对性格的印象来解释他们的朋友和同事的行为。[image: ]他们的信心往往用错了地方。


  问题在于，我们夸大了人们在不同情境和时间表现出来的行为一致性。如果有人在宅子外面发呆，我们可能会得出结论，他在工作中或在健身房里也会表现得懒散无为。如果有人在课堂上容易分心，那他一定也很容易在工作中分心。但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跨情境行为的一致性是不存在的。我们大多数人在不同情境下的行为表现远远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一致。我们却对其他人的行为一致性抱有执念。正是在这些关于行为一致性和可预测性的十之八九都是错误的理念影响下，我们对于自己准确理解和预测别人的能力产生了过度的信心。


  对于这种过度依赖于性格描述，并对我们的行为预测能力过分自信的倾向，社会心理学家称之为基本归因误差（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image: ]所谓归因，也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解释，即声称他人的行为都是行为人本身拥有的某种特质（例如，外向、懒惰等）的产物。如果实际上有效性很弱的特质（如外向性和自觉性）预测价值较低，那么像迈尔斯-布里格斯测试这一类没有科学依据的特质分类对于预测，设计团队，或其他类型的集体就完全没有用处。


  例如，迈尔斯-布里格斯测试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你愿意为哪一类老板工作：（1）本性善良，但往往表里不一；（2）伶牙俐齿，但总是合乎逻辑。”回答这个问题的目的是判断你属于“感觉型”还是“直觉型”。还有这个问题：“哪个观点是正确的：（1）事实胜于雄辩；（2）事实说明原则。”你的答案会表明你属于“知觉型”还是“判断型”。再看一个：“你是哪种人：（1）外向，善于沟通，喜欢表达自己；（2）内向，沉默寡言，喜欢独来独往。”你的回答会显示你是“外向型”还是“内向型”。迈尔斯-布里格斯测试的16种性格类型由四大维度构成：外向-内向、感觉-直觉、思维-情感以及判断-知觉。


  根据一些报告的统计，几乎90%的美国大公司使用迈尔斯-布里格斯测试进行员工选择、安排或咨询。[image: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测试本身不能以很高的有效性预测任何行为。[image: ]一个问题是这种测试具有统计学家所说的低重测信度（test-retest reliability）。如果间隔一个月后重新进行测试，会有50%的可能将一个人从最初划分的类别归入另外的性格类别。由于可靠性如此之低，在公司决定是否将员工分配到一个为期三个月的项目团队时，测试不太可能有很大的预测有效性。


  例如，一组研究人员研究了迈尔斯-布里格斯测试在团队协作方面的实际价值，并得出结论：“它没有考虑行为差异，也不能明确地阐明个体可能表现出某一特定功能的哪些特征。”[image: ]从更加宽泛的角度来看，包括统计荟萃分析在内的更加细致的科学评估，发现人格测试评分几乎没有任何价值，甚至是那些行为指标比迈尔斯-布里格斯测试法更有效的测评方法。[image: ]因此，迈尔斯-布里格斯测试不可能为试图组建团队完成一项新任务的管理者提供任何指导。


  同时，尽管迈尔斯-布里格斯测试存在种种弱点，但团队绩效确实看上去取决于人们在相关意义上的社交能力（比尔·拉塞尔得一分）。讲得更专业一些，研究表明，对社交工作环境偏好的测量能够为团队的成功提供有益的线索。由喜欢在团队中工作的人组成的群体最终工作起来也更融洽。[image: ]虽然社交偏好和工作成功之间的关系似乎微不足道，但它是真实存在的，明智的团体应该予以考虑。


  一项饶有兴趣的发现


  我们还需要开展更多的工作，来了解某些类型是否对群体有帮助。但是最近有报道称与麻省理工学院集体智慧中心有关的一个群体在研究中取得了特别引人深思的进展。[image: ]这些研究人员想知道是否可以用一些通用方法来评估一个团队在许多类型的智力和社会问题上都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对由两到五名成员组成的群体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测试，观察群体在头脑风暴、智商测试问答、处理道德困境乃至下棋之类的问题上的应对能力。


  他们的核心发现是，三项针对个体成员的测量可以结合成一种有用的集体IQ（智商）测量方式，研究人员称之为“因素C”。首先，可以使用成员在社会知觉测试（眼神读心测试）上的平均得分来预测表现：平均分越高，群体的表现越好。这项测试最初是由心理学家西蒙·拜伦-科恩（Simon Baron-Cohe，喜剧演员萨沙·拜伦-科恩的兄弟）设计的，用于诊断儿童自闭症。[image: ]接受测试的人需要观察一系列照片，上面只有另一个人的眼睛，并要求判断照片中的人正在经历什么样的情绪（例如，俏皮、激怒、无聊等）。


  第二项测量是参与的不平衡性或少数成员主导讨论的倾向，与群体表现呈负相关关系。最有趣的是第三项测量，团队中的女性人数与群体表现有积极的预测作用。


  也许最令人震撼的结论是，因素C在预测团队绩效方面要比传统的智力测量效果更好（比较2010年的达拉斯小牛队和迈阿密热火队，前者已经是一支配合默契的团队，后者虽然众星云集却一盘散沙）。平均智商和最高智商与团队绩效的相关性并不像因素C那样高。说得再专业一些，智商测量值的相关性在+0.10至+0.20的范围内，而因素C的相关性则可达到+0.50的高水平（+1.00为相关性最大值）。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成果是女性成员的百分比与绩效之间存在简单且直接的关系。这种相关性不是一个简单的多样性因素，相反，女性越多，团队绩效越好。还有一些研究也支持这一基本发现。[image: ]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非常小心，因为这一发现也可以用其他观察结果来解释，例如，女性在各种社会认知和社交判断测试（例如，在这些研究中使用眼神读心测试）中的表现也一直好于男性。


  就因素C而言，南茜-安·德帕尔和杰夫·赞茨都是个中高手。德帕尔可以在一瞬间对房间里的形势或者某个人做出迅速判断。她可以马上体察对方的情绪状态，一眼看穿嗨聊背后的真实动机，并提供正好是别人需要的东西。在白宫的第一个月里，桑斯坦的一位女性朋友带着一种既不敢相信又由衷钦佩的情绪评价说，杰夫·赞茨“是我遇到过的所有男人里情商最高的”。当时，赞茨还只是政府工作的新人，要学的东西堆积成山，但他已经掌握了一些非常类似于因素C的技能。


  当然，我们应该小心避免在这个问题上得出言过其实的结论。在这个阶段，很难准确地确定到底是哪些力量在背后支撑着因素C和解决问题的任务表现之间的高度相关性。最重要的似乎是个体成员相互合作、协调绩效表现的能力。遗憾的是，这类相关性背后的真实因果关系总是难以界定。


  不管怎样，对于研究是否某一特定个体在促进群体绩效方面表现特别出色（其他条件相同），这一发现确实提供了一个重要方向。我们可以认真地考虑这种可能性，通过与个人绩效研究类比，看看是否可以确定对因素C进行通用的、可量化的测量。这种测量将具有极高的价值，使我们能够设计更加高效的群体。它还将激励我们进一步研究那些至少部分由因素C捕获的有效成分的性质。


  除了这些基本的耳熟能详的建议，智慧群体在选择人员和设计社交规范时，还应该切实关注社交能力，包括参与和倾听的能力。一个人对于在团队氛围下工作的偏好程度，特别是当这种偏好与社交技能相关联时，会是一个很好的预测因素——其作用不亚于把握其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


  面对面，还是网络？


  但是，能不能准确地说到底在什么时候因素C才会发挥重要作用？有些群体是以大量独立行动的成员组成的，其中一些成员没有什么情商可言，而且在通常情况下，你也不会把他们视为团队协作的成员。也许他们有点自闭症，但他们的本职工作业绩好得惊人，也让群体因为有了他们而获益匪浅。大多数群体都有这样的成员，甚至领导者本身就是这类人（史蒂夫·乔布斯就不是靠他的情商名闻天下的）。为什么他们不是问题呢？


  重要的是对不同类型的集体进行区分（团队、委员会、电子产品爱好者等）。一些团队成员完全或部分独立地完成任务。其他团队则要求成员之间必须相互协作，甚至在最低工作层级上就要针对工作任务进行协作。在评价性格的重要性方面，这种差异影响甚大，不可小视。


  许多任务可以是“众包”的，个体可以独立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直到任务的最终阶段才需要进行整合或在众多呈交方案中进行选择。许多预测任务（“取平均值”）、竞技大赛（每个人都提交其个人最佳解决方案，任何人都可以看出哪个解决方案是最好的）和选举（每个选民都会寻找一些信息，也会经过社会协商，然后独立投票或得出结论）都属于这类情况。在其他情况下，可以通过巧妙的意见汇总设计（预测市场）将一个一个独立的解决方案集成到集体答案中。


  相比之下，许多集体工作则需要从开始到结束一直保持协作。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那种典型的面对面有实质沟通交流的团队，这种团队必须把各个相互依存的子系统联合在一起，反复调整，直到融合成一个功能完整的整体（顺便说一下，这些日子有关远程办公的想法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远程办公可以使许多人更好地工作，特别是在家里有小孩的情况下。如果不需要协调，远程办公可能还没问题，但当需要面对面互动时——实际也经常如此——远程办公就要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对于总体生产力而言，远程办公的影响是好坏参半的）。


  假设有一个团队在构建某种实体产品，例如，一座桥梁、一条船或一道开胃菜。团队成员必须频繁互动，快速协调地做出反应，要不然产品就有分崩离析的风险。许多不那么有形的“产品”也需要更多的协调和实时互动。例如，律师事务所内部会对诉讼地位的变化进行持续讨论，如果人们试图创造一款新型平板电脑或计算机，最好的办法也是相互合作，共同开发。


  电子网络兴起最令人惊叹的地方是，会有很多看起来需要面对面实时协作的任务，现在可以借助网络的力量只需要少得多的协调就可以完成。改变游戏规则的例子是软件编码，这项工作以前似乎需要面对面的团队合作，但到开发出像开源操作系统Linux这样的标志性项目之后，情况发生了彻底改变。


  1992年之前，人们进行了大量工作来创建分布式软件系统，用以支持计算机程序的协作开发。许多商业程序都是在线编写的，团队流程是同步的，但较为松散。但在1991年，林纳斯·托瓦兹（Linus Torvalds）将这种方法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他邀请成千上万的程序员为他的操作系统做出贡献，并将协调工作转移到后期选择和编辑过程，不再发挥早期的指导作用。[image: ]显然，维基百科是另一个采用新的协作方法的例子，其中识别主要发生在广泛开放的早期阶段，协调和整合则出现得很晚，只在选择和编辑阶段的过程中发生。[image: ]


  这说明，社交技能和对团队工作的渴望可能并非所有类型的成功集体都必备的要素，特别是那些不需要面对面的实时过程的集体。极端的独立性甚至可以成为优势。但是如果团队需要在早期阶段或整个工作过程中进行协调，那么因素C以及其他方面的社交能力就会变得非常重要。球可能只有一个，但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则取决于要求群体完成的任务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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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打造明智团队的光明未来


  出于可以确定的原因，团队的表现往往不是很好。在某些情况下，团队不仅不能纠正其成员的错误，实际上还会放大那些错误，并以这种方式使个体表现出来的行为偏差在团队内部被复制甚至恶化。真要以为当团队的个别成员容易出错时，团队作为一个整体能够纠正这些错误，就会铸下大错。


  智慧团队及其领导者一直警惕着这些风险，并试图改变人们的激励方式。他们不提倡嗨聊。聪明的领导者都是焦虑型人士。他们通过自己保持沉默并让其他小组成员多说话来获取信息，即使这些成员的身份地位较低。如果某个团队的成员被要求扮演某些角色（正式或非正式），信息就不太可能丢失。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经常在联邦政府中引用的“山头儿”的概念，就提高了团体获得所需信息的可能性。


  对于成为一名具有团队协作精神的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聪明的领导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不是去附和大多数人的当前观点，而是添加有价值的信息。领导者创造一种文化，不惩罚，甚至奖励异议观点的表达。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保护异议成员，而是团队。团队可以采取措施，将计算统计平均值与协商相结合，比如确保在讨论开始之前表达和记录人们的个人观点。


  展望未来，一些最有希望的创新得到了现代技术的支持。竞技大赛可以快速，甚至立即就可以产生创意，而且可以吸引许多竞争者参与。其中一些人的创意很有帮助，甚至令人惊叹。预测市场通常能发挥作用，因为它们提供了正确的激励。通过某种形式的公众评议，私营和公共群体都能从大批民众那里获得信息，而这些人本来是无法进行直接互动的。如果群体寻求制订新的选择方案，而不仅仅从现有方案中选择，他们还有许多可用的策略。在新技术的推动下，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团队的失败经常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不仅仅是对团队成员而言，也是对所有受这些失败影响的人而言。好消息是，几十年的实证工作与最近的创新，提供了一个保障、纠正和增强的实用工具箱。团队可以通过几个清晰可辨的步骤，让自己变得更加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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